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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旨探討對西藏的研究當中透露關於中國的認識，並選取印度與澳大利亞

作為考察對象。本研究以文本分析法、比較文獻法、歷史分析法與訪談法完成，

處理之問題意識有三項：一、從印度以及澳大利亞兩國的英語文獻中整理歸納關

於西藏問題研究的狀況，以及其中國認識；二、比較這兩個時空條件互異下的雙

方視野，並推測其中原因；三、將印澳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與其各自的中國研究

對照，釐清其西藏問題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關係。 

經由對各面向的綜合考察，本研究認為受到在地理上與中藏距離的差異，以

及本國歷史的發展經驗與和中藏來往經驗等共同影響，印度在論述上視西藏幾具

有等同於印中地位的國家主體性，而澳洲則視西藏為中國內部具備地方主體性的

特質。文獻當中透露出存在於印、澳兩地認識中國的角度各有三種：印度分別是

體系視野、文明視野與行動視野；澳洲則分別為國協視野、文明視野與行動視野。 

整體言之，本研究認為印度學界與澳大利亞學界的情形所帶給中國研究的啟

示是：印度早已在歷史的經驗中形成對中國的認知，其對西藏的研究使其得以透

過西藏觀察中國（See China through Tibet）；而澳洲則視中國為一個具多元主體

構成的國家，其是在西藏研究當中發現中國（See China in Tibet）。 

 

 

 

關鍵字：西藏、西藏研究、西藏問題、中國觀、印度中國學、澳洲中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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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aims to research the ‘image of China’ from Indian and 

Australian studies viz-á-viz the Tibet issue. This dissertation is based on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subjects: firstly, 

analysing the Tibet issue research and ‘image of China’ in Indian and Australian 

literatures; secondly, comparing and explaining the simili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thirdl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a Studies and Tibet Issue 

Studies of the two countries. Overall, we can panoramically examine how India and 

Australia consider Tibet and China. 

What the author found was that Indian academia perceives Tibet as an individual 

subject like China and India, wheres Australian academia regards Tibet as a local 

subject in China. Furthermore, there are three ‘images of China’ from Indian scholars: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civilizational politics, and of 

interrelational context. There are also ‘three images of China’ from Australian 

scholars: regarding China as a commonwealth, exami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state and ethnicities, and focusing on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e reasons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geological distance from Tibet and China, bilateral contacts 

with them in history and self-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India and Australia. 

All in all, the inspirations can be brought to the Sinology from Indian and 

Australian on Tibet issue studies. India mainly held as ‘See China through Tibet’ as 

she forms the perception toward China by its history experience. Australia regards 

China as a state of multiple entities and she ‘Sees China in Tibet’.  

 

 

Keyword: Tibet, Tibetan Study, Tibet Issue, image of China, Indian Sinology, 

Australian S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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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本研究一改中西學界習慣從中國看西藏的視野，嘗試透過西藏研究，反向梳

理出有關中國的認識。近代中國與西藏之間交錯糾葛而從中衍生的「西藏問題」，

複雜地令人難以用簡短的字句闡述之。議題不但延燒國際場域，而且更隨著「意

識形態」以及「如何因應中國崛起」等思維而產生了兩種完全對立的觀點（Norbu，

2001：1）。北京主張所有對此的討論都要站在這是中國內政的立場，而在西藏流

亡政府（Tibet Government In Exile, TGIE）方面，即便達賴喇嘛已經多次強調西

藏的未來可以在「中國」的框架下討論，也始終認為問題的起源屬於國際範疇。

自 2002 年以來的幾輪中藏談判，雙方對於該問題的解決始終沒有達成任何共

識。對於研究者而言，要探討這個問題，無法不先對「西藏」史與「中國」史建

立自己的看法，而且還不能迴避「中國應是什麼」、「西藏應是什麼」、「雙方關係

應為何」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具有高度政治性。 

    西藏流亡政府迄今未獲任何國家正式的承認，但其精神領袖達賴喇嘛卻屬世

界級的宗教領袖，而極受到敬重。他出訪各國時總是引起當地以及國際媒體的注

意，也均受到元首級的接待，並經常有機會會面國家元首等重要人物。而且，1989

年獲頒「諾貝爾和平獎」，無疑顯見國際社會對他頗為支持，且西藏問題總是成

為國際矚目的焦點。然而，隨著「中國崛起」，中國在國際上整體政經實力的逐

漸強大，各國政府在該議題的發言與立場也逐漸趨於保守謹慎，甚至是被視為最

早引發西藏地位爭議的英國也在 2008 年透露出不尋常的妥協訊息。1這些隨著中

                                                 
1 關於英國與西藏問題的關係，可見本章第二節。英國政府長期以來主張中國對西藏具有宗主權

(suzerainty)而非主權的地位，然而在 2008 年英國外相米勒班(David Miliband)的「國會聲明」中宣

示「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讓人感到英國的西藏政策已有轉變。見(Written Ministerial 
Statement on Tibet，29102008)英國外國與國協事務，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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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崛起印象而發生的調整，說明「西藏問題」同時是「中國問題」，故每當探討

到西藏時必然無可避免的會探討到中國，而進一步透露出「中國」是什麼。簡言

之，西藏認識的文本不可避免地反映了對中國的認識。 

近五十年來，在西藏學、中亞學、中國學等領域都有人對當代西藏問題不斷

進行研究。他們彼此切入點不同，但正好提供後來者可以互相參考的多種角度。

其中涉及中國研究面向的探討迄今缺乏有系統的整理比對，亦即各種對西藏問題

的看法分別影射了或預設了關於中國是什麼的假設。由於「西藏問題」可以說是

當代中國在國際上最受矚目，也是讓中共在道德層次、人權議題中備受困擾的主

要課題之一，因此以其作為切入點相當適合。 

      從台灣學界的文獻來看，以往對此議題的探討焦點大都著重在中共研究的

一環，或是從台北官方立場探討中藏關係（或漢藏關係）的發展。專題討論者或

多專注在藏人抗暴的部份，2而少有對其他國家觀點的介紹，若有也多集中於英

美大國的態度。3這樣的研究觀點受限於台灣或冷戰以降美英對中國大陸的認識

角度，連帶使得對西藏研究有關文獻的視野也受到侷限。本文試圖跳脫以冷戰格

局或內戰為基礎的在地框架，而以探究其他國家對西藏問題的看法及其所反映的

中國認識。 

    本文以澳大利亞與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作為對話的對象。為何選取這二者，

以及這樣比較的意義與基礎為何，可分為以下幾點說明： 

一、回溯西藏問題的緣起，學界多以大英帝國於 19 世紀末以來與西藏的接觸為

起點。而印度與澳大利亞兩者過去俱為大英帝國殖民地，在許多方面深受影響。

直至今日，雙方不但同採用西敏寺模式的民主政治，同是大英國協的一員，其國

內主要通用語言以及學術界文獻的主要語言也仍是以英語為主，且均不視自己為

                                                                                                                                            
http://www.fco.gov.uk/en/news/latest-news/?view=PressS&id=8299838，檢索日期 2009/10/15。 
2 有多探討藏人文化、社會與宗教者，如張駿逸、林純瑜等。也有著墨於西藏歷史或流亡政府方

面者，如楊嘉銘、蘇嘉宏、林照真等。也有較從兩岸政治面向或國際面向作切入者，如楊開煌等。 
3 謝劍曾以「中國」、「西方」兩種觀點探討雙方在西藏問題認識上的衝突。見謝劍，1999，《自

決抑整合：中、西對西藏問題觀念的衝突》，台北：蒙藏委員會。而張駿逸則曾專文分析美國政

府在西藏問題上的角色。見張駿逸，1990，《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角色分析》，台北：蒙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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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流國家。他們是否各自發展出外於殖民母國的能動性，這是雙方可作為比

較的第一個基礎。 

二、印度與澳大利亞兩者都有接納西藏難民，但接納的論述有所不同。印度以文

化歷史相近、接納客人為名義，不但收容了十餘萬的藏人，4更默許了西藏流亡

政府的存在。而澳大利亞則是以西方主流論述的人權為名，目前約有千餘名藏人

定居澳洲。5  

三、從移民數量與在地化情形來看，在印度並無明顯在地社會生根的華人社群，

而多屬商人與留學生。1962 年中印戰爭後華人更形同被隱藏的一群人（潘美玲，

2009：103-106）。但藏人不但數量多，在印度各地也有眾多的藏人社區，雖然法

律上有所限制其權利，不過基本上都無礙於在印度社會求學與生活；另一方面，

澳大利亞在民間已有明顯的華人社群，而且皆有一定的社會水平，學界中也有華

裔學者，他們在經貿、政治上有一定影響力。相較之下藏人人數較少也較無影響

力。 

四、印度儘管收容大量的藏人難民，又曾與中國發生過戰爭，視中國為其安全上

的威脅，但長期以來相對謹慎，很少發表關於對中國治藏政策的看法，國會也很

少有關於西藏的決議。即使在 2008 年「314 拉薩事件」發生時官方也是呼籲雙

方應和平理性，並反對所有的「暴力」，包括藏人與中共。另一方面，澳大利亞

在經貿關係上與中國往來密切，社會上又存在不少的華人社群，但國會卻多次通

過決議譴責中共在西藏的作為。至少在 90 年到 96 年之間，澳洲就分別於 1990、

1991、1994、1995、1996 通過八項這類決議。6「314 事件」發生後，澳洲政府

也立刻在隔天就發表譴責中共的武力鎮壓。 

五、從中國研究發展來看，印、澳有各自的脈絡，而且脈絡也影響了對西藏的看

                                                 
4 據 2008 年西藏流亡政府發佈的統計，目前在印度的藏人約有 101242 人。見外交與新聞部，

2008，《西藏流亡政府簡介》，印度：達蘭薩拉。  
5 根據西藏流亡政府澳洲代表處提供的資訊，至 2010 年止在澳大利亞的藏人約有 1000 人。資料

來源見本文附錄六。 
6 可見西藏之頁，網址：http://www.xizang-zhiye.org/b5/world/guoji/tdguoji01.html，檢索日期

200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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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印度近代的中國研究由泰戈爾一脈開啟，視中國為曾深受印度影響，如今共

同遭帝國主義侵犯的悠久文明。印度獨立建國後，到 1962 年與中國發生戰爭，

甚至當前的印中關係發展，都與印度的西藏認識相關。相形之下，澳大利亞從原

本自居亞洲之外排華，到後來追求全球性而力圖加入亞洲，對中國從視為異端，

到深入中國基層找尋在西方價值下所重視的在地主體性，西藏則成為其中的一個

案例。7  

   透過比較分析這兩個自居邊緣的亞洲英語社群，本文將整理分析他們對西藏

研究的觀點如何反映對中國的認識。 

 

第二節 研究背景 

 

一、西藏問題背景暨各方觀點介紹 

 

西藏問題的文獻往往從歷史背景討論西藏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然而，中藏雙

方的說法顯然差異甚大。8中國觀點的主張是，傳統的中藏關係是臣屬關係，當

代中國既然繼承了過去王朝時期的固有領土，因此中國的主權當然及於西藏。然

而站在西藏流亡政府的觀點，卻主張西藏長期以來自成一個國家，中國主權並不

及於西藏。傳統西藏與中國王朝之間的關係是一種私人的、宗教的、本質上模糊

的，而並非現代主權國家的模式。西藏觀點從宗教定位中藏的歷史關係，認為雙

                                                 
7 關於國內目前探討澳洲中國學發展為研究的文獻，可參閱陳姿潔，2009，《南方的中國學？從

費約翰到澳洲特色的中國學研究》，台北：台灣大學政治所碩士論文。曾彥中，2009，《澳洲中國

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及何包鋼的學思歷程為例》，台北：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論文。黃有

彤，2010，《在整體中發掘個體：馬克林與他對中國少數民族的研究》，台北：台灣大學政治研究

所碩士論文。 
8 有許多關注中藏對話的文獻都發現到中藏觀點的差異，可參閱王宗安，2008，〈達賴喇嘛與中

共談判之癥結分析〉，《中國大陸研究》，Vol.51(1)，頁 103-117。謝劍，1999，《自決抑整合：中、

西對西藏問題觀念的衝突》，台北：蒙藏委員會。Dibyesh Anand. 2004.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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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是一種屬於佛家與儒家混合的「供施」（Choe-Yon）關係與進貢關係，達賴喇

嘛在精神上對世俗的滿清皇帝有影響力，而滿清則供養喇嘛，因此西藏雖然是滿

清的一個進貢國，但實質上滿清也形同對達賴進貢（Anand，2004：78-79）。 

從西藏的近代史來看的話，一般多認為近代西藏對外開放的關鍵點在西方的

出現（王力雄，2009：64），而這個西方指的就是在當時已經殖民整個印度次大

陸的（英屬印度 British India）的大英帝國。自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英國就不

斷派遣探險隊試圖與拉薩直接接觸，過程中間引發了一連串的衝突，最後由清王

朝出面，與英帝國簽署貿易協定，並同意其能以貿易名義直接派遣官方人員直接

進入西藏（Goldstein，1999：22-23）。之後，英國在這段與西藏直接接觸的時期，

逐漸的把「主權」的觀念「移植」給了西藏（蘇嘉宏，2005：70）。 

西方的主權概念介入，導致了清朝對於邊疆地區的治理與對西藏的政策轉向

積極，而這又反而進一步導致北京的清王朝與拉薩之間發生衝突，使得達賴喇嘛

政府欲擺脫中國（王力雄，2009：85）。在辛亥革命之際，十三世達賴喇嘛傳文

全藏驅逐漢人。此後直到中共出兵之際，中間從 1912（3）-1950 年期間的北洋

政府與國民政府均未能實質控制拉薩政府管轄的地區（蘇嘉宏，2005：70-75）。

而西藏也在這段期間持續地與英國接觸，並在 1913 年參加中英藏西姆拉會議，

其後也與蒙古國簽約往來。1947 年西藏甚至派出商務代表團並獲得簽證而得以

拜訪印度、英國、美國、法國等，9也參加了同年於印度德里舉行的亞洲國家會

議，有人因此或謂在這段時期的西藏事實上（de facto）是一個「獨立的國家」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1960：xii；Smith，1996：263；Norbu，2001：

84）。 

    1951 年，解放軍出兵入藏，西藏地區完全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領土，但是

                                                 
91913 年中藏英三方代表於印度召開西姆拉會議(The Simla Record)，就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劃定

漢藏邊界作出決議；並就印藏邊界劃定「麥克馬洪線」(McMahon Line)。此會議規範了英藏之間

的交往，然而中國政府並未接受決議，也否定了代表的簽字。見 M.Goldstein 著，杜永彬譯，2005，

《喇嘛王國的覆滅》，北京：中國藏學，頁 26-43。而在會議期間，西藏政府也在英國默許下從

英屬印度購買彈藥武器等。同年，也與蒙古簽訂《蒙藏條約》並向其購買武器。西藏政府不斷試

圖開拓國際空間，終於在 1947 年派出訪問團出訪各國。見 M.C.Praag 著，達瓦才仁譯，2008，《西

藏的地位》，台北：達賴喇嘛宗教文化基金會，頁 111-133、15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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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也很快地因為作為與理念上的差異而爆發衝突。在 1959 年 3 月的拉薩動亂

後，達賴喇嘛與其追隨者流亡到了印度，隨後成立了「西藏流亡政府」，並且控

訴中國共產黨的暴行與毀壞藏人文化。而中國政府也在達賴喇嘛流亡後立刻宣布

全面推動土地改革，並於 1965 年正式成立了「西藏自治區」，同時確立與其周圍

省分的行政疆界。之後的數十年間，雙方關係雖然幾次看似改善，但整體來說仍

是零和的局面，而且還因為長期的相互醜化而使得有效的溝通無法展開。並且，

這個情形隨著國際大國紛紛開始關注西藏後情勢更為複雜。後冷戰時期西方社會

對宗教、文化的多元性與未開發地帶的憧憬，有助於提升達賴喇嘛的道德聲望，

另一方面，中國專制壓迫西藏人權的形象與在西藏進行大規模的現代化工程，以

及其在國際上日益成長的政經角色，更導致了西藏問題的中外對立，而儼然成為

「中」「西」的對抗。 

整體言之，當論者在探討「西藏問題」時，由於自身所處的時空脈絡、對中

藏態度認知的差異，以及論者的自我認知與決斷，往往帶來對問題不同的討論方

式。一般說來，文獻中大致有以下幾種不同的切入點： 

一、帝國主義侵略的遺留：持中國立場者多屬此類觀點。其主要從維護國家主權

的觀點出發，主張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認為在西方帝國主義介入中國之前，西藏

自古是中國不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問題的產生源自於帝國主義意圖分裂中國領

土而未成功的遺緒。10 

二、現代化的悲劇：例如王力雄《天葬》就屬於此種觀點。此主張大致上同意當

代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認為傳統的中藏關係並不能武斷套用主權概念。《天

葬》一書承認中藏各自具有王朝與王國歷史，其雙方的互動關係乃是一種傳統上

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體系」與「朝貢體系」。由於西方的侵略，中國在現代化

過程中對勢力範圍內各地採取積極作為並同時轉型成為現代的民族國家，進而刺

                                                 
10 例如，王家偉等，2000，《中國西藏的歷史地位》，北京市：五洲傳播。伍昆明編，2006，《西

藏近三百年政治史》，廈門市：鷺江。張永攀，2007，《英帝國與中國西藏(1937-1947)》，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張雲，2008，《西藏歷史問題研究》，北京：中國藏學。解放西藏史編委會，2008，

《解放西藏史》，北京：中共黨史。謝彬等，2009，《西藏問題》，鄭州市：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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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影響西藏原有的社會體系並反抗中國。此種觀點對中藏雙方多採取同情與理解

的態度。 

三、後殖民觀點：可以 Anand 的討論為代表。此種觀點同意不應該用現代主權

觀念理解傳統的中藏關係，也同意是因為西方的介入而導致了中國的轉型，但更

加以延伸探討這些要素如何刺激影響西藏的轉變。換言之，此種觀點採取後殖民

的角度，主張中藏皆因為面對一個巨大的「他者」而試圖凝聚建構「自我」的主

體性。中國以西方為他者，而西藏則以西方與中國為他者。凝聚的過程伴隨著論

述不斷的互動與再造。 

四、人權：這類的討論基本上較不太碰觸主權問題，而多以現狀事實為出發點，

關懷的對象是中國在解放軍入藏後破壞藏人的語言、宗教、文化、人權，包括強

迫同化與種族滅絕，乃至於環境維護等種種議題。此種切入的角度主要將焦點放

在質疑中國的作為，並認為中國應正視並改善這種情況。11 

五、領土控制的問題：可以 Goldstein 為此種觀點的代表。他認為，西藏問題的

核心就是在「誰統治、誰居住以及誰決定這塊土地的歸屬」，因而衍生種種爭端

並各自建構論述。因此，即使今天西藏地區並不存在著迫害人權的事實，西藏問

題也仍然會存在，達賴喇嘛與中共之間也仍然會繼續對立。影響所及，雙方甚至

把歷史書寫作為鬥爭場域，包括對雙方關係的描寫，以及大西藏的存在與否等

（Goldstein，1999：x-xii）。 

精確地來說，近代之前的「西藏─中國」關係確實不是在現代國際法的框架

中安排的，蓋傳統亞洲的國際體系並不同於現今國際體系。然而，情況之複雜卻

又在於中藏雙方都圍繞著「主權」概念打轉（Anand，2004：65；王力雄，2009：

117）。當下主流的國際體系就是「主權國家體系」，而現實世界又參雜了經濟、

安全、戰略、政治與人權等議題，以及各自對中藏史的認識差異，和對現代主權

國家概念的理解等因素，這些都造成對「西藏問題」的認識複雜而分歧。 

                                                 
11 例如，Pierre-Antoine Donnet,translated by Tica Broch. 1994. Tibet：Survival in Question. London：

Zed Books Ltd。蒙藏委員會於 2008 年出版的研討會論文也有多篇屬此類觀點，可參閱蒙藏委員

會藏事處編，2008《西藏人權問題國際研討會論文集》，台北：蒙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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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度中國研究發展與印藏關係 

 

    印度與中國雖然有長久來往的歷史，然而如果要論到雙方近代交流的起源，

則不可不談泰戈爾的中國行，該次訪問不但轟動中國知識界，也開啟了近代印度

中國研究的淵源。1918 年，加爾各答首先成立了中國語言與文學的課程。1921

年，泰戈爾成立國際大學，並從法國聘請研究中國佛學的專家前往印度。當他

1924 年訪問中國後更是結識了一批中國學者，而於 30 年代逐步成立了印中學

會、印度中國學院等。這些都在語言、佛教、藝術以及中印歷史等研究領域都打

下了良好的發展基礎（郁龍余，2000：120-123）。 

    1947 年印度獨立後，開國總理尼赫魯認為印度要以成為大國為目標而要有

大國精神。他主張，印度命中注定要成為世界第三或第四大的國家，印度不應該

跟巴基斯坦來比較，而是應該跟蘇聯、美國、中國那樣的國家來比較。印度本身

就代表一種文明，而且是世界上最古老的文明，光就這一點對世界的貢獻就值得

世界各國對它予以尊重（亢升，2009：154-156）。尼赫魯對中國相當友好，儘管

當時已有人提出中國威脅論，卻不為尼赫魯接受；1951 年12、1956 年13當時達賴

試圖向尼赫魯求援也得不到回應。他的政策使印中關係維持了一段友好的時期，

也影響到學術方面印度中國研究的發展。1948 年印度國際學院東亞分部成立，

1958 年德里大學的佛教研究系也開始中國研究的計畫（Tankha 著、張燕暉譯，

2007：75）。然而，尼赫魯的中國政策以及與中國研究相關的這些學術交流最終

還是因為「西藏問題」衍生的邊界爭議，在 1962 年雙方爆發了一場邊境戰爭後

近乎中止。 

                                                 
12 Rajesh S.Kharat 探討印度不願援助西藏的原因，除了不結盟政策，不願被視為介入冷戰，最主

要是尼赫魯對中的傾斜立場。見 2003. 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 . New Delhi: Kaveri.p.49. 
13 達賴喇嘛曾利用訪問印度機會向尼赫魯求援，尼赫魯卻主張達賴應該回去中國。見達賴喇嘛

著，唐鼎譯，1990，《流亡中的自在─達賴喇嘛自傳》，台北：聯經，頁 139-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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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極大的關鍵點。自此之後，中國成為印度一個專門的研究領域，並

被設想為印度國家發展上的假想敵，在份量上完全堪比美國與俄羅斯（蘇聯），

在研究議程上也多充斥著以外交、政治、安全等為主的課題，兩國此時的關係在

政治上陷入膠著，學術交流上被嚴格限制。而隨著 80 年代後兩國外交關係的改

善，特別是在印、中分別於經濟方面的改革後，雙方開始加強在經貿關係上來往

與合作，在各方面也逐漸恢復交流，而有對於國家發展與貿易的研究，但早期對

於中國思想，文學、佛教等研究仍然持續著。1991 年，「中國學研究所」成立，

並結合了從過去 50 年代以來研究中國的學者群而形成了一個非正式的討論群

體，該群體長年透過《中國述評》（China Report）發揮作用。目前，許多研究機

構都會另外設置關於研究中國的部門（Tankha 著、張燕暉譯，2007：78）。 

    因此，從印度的中國研究發展可以找出至少三條脈絡，一條是源自於泰戈爾

所奠基的精神文明的路線，關懷的是中國與印度可以相互比較的特色，以及關懷

中國與西方的普遍發展模式如何不同，多關乎文史哲宗教方面。一條則可溯源於

甘地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傳統，邊界戰爭後並形成以中國的國防與實力及可能對印

度造成的影響為課題。這兩條認識途徑各自孕育出「親中」、「反中」兩種傾向（石

之瑜等，2009：123）。第三條路線則與印度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研究有關，雖然屬

新興的研究，但也逐漸卓有成果。 

    而從印度以及直接接攘的西藏地區的關係來看，雙方兩地人民的交往也是源

遠流長。佛教自印度傳至西藏而發展為「西藏佛教」，藏文也是以梵文為基底而

創造，雙方因此在文化上的聯結淵源頗深。而且因為這個淵源，印度在看待藏人

時不但不會感到隔閡與陌生，達蘭薩拉一地更常有不少印度人前往朝聖。從政治

事務來看，印度也是長期關注西藏的事務。1959 年達賴喇嘛出走中國後成立了

西藏流亡政府，並在印度政府的協助下將行政辦事處遷往喜馬偕爾邦達蘭薩拉

（Dharmsāla）一地。五十年來印度已經收留了眾多藏人，目前統計的在印藏人

人數已至少十餘萬人。印度政府雖有法令限制卻也容許藏人保持文化獨特性以及

紮根印度，流亡藏人對此相當感激，並每年舉辦「謝謝你！印度」節（Thank You 



 

 10

India）感謝印度的援助。 

    在地緣政治與宗教文化歷史上的中印藏三方來往，以及為了區域和平與經濟

發展的國家方向中，究竟印度的學術界人士眼中的「西藏問題」有何面貌，與中

國研究的關係為何，「親中」、「反中」的傾向以及在地化的印度籍藏人學者有無

產生影響，不同時期的文獻有無不同觀點，而這些與印度的經驗又要如何聯繫起

來？這一系列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 

 

三、澳大利亞中國研究發展與澳藏關係 

 

    澳洲的中國研究發展與澳中關係相關，整體來看，澳洲的中國研究主要由傳

統漢學演變成更全面的社會科學領域，而澳中關係也從初期的零星貿易往來逐漸

擴大到全面性的交流。依據胡再德（2005）的研究，澳洲的中國研究可以劃分成

從 1918 年雪梨大學設立東方研究開始，1918-1949 為「傳統漢學」時期，1950-1960

「初步確立」時期，1970-1980「繁榮」期，以及 1990 之後至今的「持續發展」

等四個時期。他並以「『借鑒』國外中國研究的發展」、「『引進』國外中國研究的

人才」、「培養『本土化』帶有澳洲特色的中國研究」加以描述。 

     二戰以前，澳洲的外交政策往往習慣於與英國取得一致，並視自己為西方

的一份子。對於亞洲的態度，甚至是中國的態度，基於種族文化觀的黃禍論、地

緣政治的理解，以及懼怕亞洲移民的心理等三種原因，是既輕蔑卻又感到威脅。

它主要以貿易的考量為主，既視亞洲為一個具有潛在力的市場，但又隨時注意國

際動態的發展（張秋生，1999：6-17）。當 1918 年雪梨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成立時，

儘管當時主要針對日本，但已經開始了第一個大學中文計畫，而且是沿襲自牛津

與劍橋大學的漢學發展模式（胡珀著，詹烟譯，2001：83）。 

    二戰之後，冷戰格局形成，澳洲雖然在外交路線上轉而追隨美國，以防堵共

產勢力為主，但澳中之間仍有來往。50 年代後澳中的經貿易量逐漸增加，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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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研究也持續發展。1953 年澳洲國立大學成立遠東歷史學系，以長年居留

中國的費子智（C. P. Fitzgerald）教授為系主任，而奠定了澳洲國立大學的中國

研究基礎。費教授退休之後，王賡武教授進一步承繼發展之（何漢威，1983：185），

並在 1970 年創辦《東亞歷史》。同年澳大也成立了「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該中

心以 49 年後的中國為主要研究對象，並創辦《澳洲中國事務期刊》（The Australia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1995 年改名《中國雜誌》，The China Journal）而享譽

中國研究領域（劉霓，2006：359）。雪梨大學也在 1961 年創辦《澳大利亞東方

學會雜誌》，其中中國研究佔有相當比例（胡珀著，詹烟譯，2001：84）。 

    70 年代後，隨著亞洲經濟的快速成長與澳中正式建交，雙方的經貿更是日

趨密切，持續至今。白澳政策廢除後，澳洲逐漸轉型成一個開放多元的亞太國家，

整個國家在 90 年代後的趨勢更是如此，1988 年澳洲政府在白人赴澳兩百年紀念

會上的聲明14以及 1999 年霍華德政府所舉辦的公投中的《憲法宣言》，15也都彰

顯出類似的精神。這一時期的中國研究逐漸開創出具有澳洲特色的中國學。例如

1998 年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與雪梨理工大學合辦的「中國省份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Provincial China，UNSW-UTS）就試圖發展以「省」為單位的中

國研究以及建立直接與中國各省接觸的管道，它並有《省級中國》（Provincial 

China Journal）刊物。劉霓認為，「澳洲對當代中國的研究代表了澳洲中國學研究

重點的轉移，而專注於各省的研究則體現了澳洲中國研究為其國家政經利益服務

的原則與特色」（劉霓，2006：360）。 

    澳洲的學科訓練源於歐洲卻有別於歐洲的傳統漢學路線，而多偏向美國式的

研究方法，並多在社會科學的領域從事當代中國的研究，不過並不刻意尋求用理

                                                 
14 澳洲政府在其聲明中描述澳大利亞為：一、是一個誠摯的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的國民之間尋求

和解的國家；二、一個多元、而非單一文化的國家；三、一個公共生活中很少男女差異的國家；

四、由民族的網絡所建構而成的國家，而非截然的邊界和領土主權界定的國家；五、是個泛太平

洋的國家，而非一個西方國家；六、是個具有高度文化意識的國家，並藉由文化想像形成的共同

體。轉述楊聰榮，2006，〈當本土成為主流價值─借鏡澳大利亞國家認同的發展〉，網址：

http://www.tisanet.org/activity/20060610/conference/2-4.pdf，檢索日期 2010/08/04。 
15其內容寫到「以來自各地的祖先形成的澳洲人共同體為榮…堅持自由、容忍、個人尊嚴與法治…

以原住民為榮…肯認歷代的移民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可參見澳大利亞國會圖書館，網址：

http://www.aph.gov.au/library/intguide/pol/polcon.htm，檢索日期 201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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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套用中國以達到了解中國的目的（曾彥中，2009：97-116）。根據學者韋立德

（Tim Wright）的研究，中國研究近年來的成果頗為豐碩，16這反映了澳洲走向

開放後，來自世界各地學者的貢獻。雖然澳洲曾經經歷很長的時間在探索自身究

竟該立足於西方還是東方，但目前似乎已經有了方向。它不只試圖在國際亞太事

務上逐漸扮演更積極的角色，而且在中國研究的議題與研究者的組成上都遠較過

去開放與擴大。 

    因此，早期自居於西方的澳洲關注的焦點，是亞洲是否可能威脅到自身的存

在，但西藏並非其主要關懷的亞洲事務範圍。然而，隨著國家逐漸面向亞洲與趨

於開放多元，澳洲不但開始重視亞洲，更把自己視為亞太的一份子，著重參與亞

太事務。1970 年代開始，澳洲政府接納流亡藏人移居澳洲；達賴喇嘛也在 80 年

代後多次訪問澳洲，並受到熱烈的歡迎。如今，澳洲人不但關心西藏事務，甚至

多有起而行之組織志工團體前往西藏地區服務或是支持西藏政治運動者。整體言

之，澳洲歷經如此劇烈的身分轉型，其不同時期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是否可能有

不同的面貌，而又反映了什麼樣的「中國」，這與澳洲經驗（包括中國研究發展）

能否連繫，是本文想要在澳洲的部分探討的。 

 

第三節 問題意識 

 

    自 1951 年中共出兵西藏以降，1959 年十四世達賴喇嘛及大量藏人流亡至印

度與尼泊爾等周邊國家，而後在這些地方又各自衍生之種種交錯複雜的議題，學

界對「西藏問題」的研究始終不曾停止。時逢中共整體國力與在國際政經辦演的

                                                 
16 1997-2001 年間於澳洲中國研究學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CASS)發表的論

文數量與種類為 274 篇，其中 45.3%為社會科學領域；與 1989-2002 英國漢學研究學會(British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BACS)的 91 篇與 17.6%，歐洲中國學學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EACS)1998-2002 的 454 篇與 18.5%，對比之下澳洲在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的領域

表現驚人。見韋立德著、劉霓譯，2004，〈澳大利亞與英國的中國學比較〉，《國外社會科學》2004
年第六期，頁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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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日益重要，而又使得情況更為複雜（何包鋼，2007：5-9）。北京始終強調問

題源起是帝國主義侵略中國的產物，並採取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17的立

場，完全不容他國干涉。但實際上這個問題其所牽涉的對象已是跨國界的、多地

區的，而形成是一個區域性與國際性的問題。若追問中共為何要出兵西藏時，則

將論及中藏近代歷史的發展，而這又與十九世紀列強在中亞南亞地區的勢力角逐

以及近代中國自身之歷史發展過程有關。學者 Anand 總結認為「西藏問題」能

夠提供給我們探討的課題至少有「主權、宗主權、帝國主義、人權、認同、民族

主義、跨國民族主義、流亡…等」（Anand，2004：xiv）。 

      西藏問題的複雜就在於涵蓋範圍極大，很難經由精確地理論化全面解釋，

也似乎無法以某個當代的單一主權國家內部發展來闡明，以致於其議題的邊界與

範圍都不容易被劃定出來。質言之，西藏問題的核心源起與近代中國發展密不可

分，但其議題的發展卻已跨越中國達至周邊國家，甚至是全世界。可以說，西藏

問題是牽涉中國極深卻又常可跳脫以主權中國為框架而探討的一個重要議題，是

時空上源起於主權中國境內卻不斷地進出遊走這個框架內外的一個發展中議

題。而且，研究者不論直接以現今中國境內的藏人為探討對象，或是以流亡藏人

為探討對象，最終，都不可避免的談到西藏與中國的關係，而這同時意味著這探

討西藏同時也探討著「中國」，而這時候就從中可以看出研究者顯露出「中國是

什麼」的預設角度。 

    本論文選取兩個國家作為探討對象：澳大利亞與印度，兩者過去都是大英帝

國的殖民地，但後來走上分殊的發展道路。一方面，澳大利亞是既有西方傳統也

有東方文化的多元文化融合，當其帶著這樣的經驗背景面對西藏問題這同樣牽涉

人權價值、少數民族政策、文化包容、主權國家內政等多方面的議題內容，以澳

洲這樣的背景究竟會發展出什麼觀察視角，對於理解世人眾說紛紜的西藏問題的

                                                 
17 中共始終維持一貫立場。例如在 2009 年 3 月 13 日全國人大會議結束後，國務院總理溫家寶

回答《費加洛報》記者時「西藏領土是中國不可分割的一部分，涉藏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不容

他國干涉」。見西藏信息中心，網址：

http://big5.tibet.cn/news/xzxw/szfl/200903/t20090313_460174.htm，檢索日期 200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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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必能有所啟示。故我們可設想除了因為澳大利亞與中國的貿易往來密切，因

此在對西藏問題的探討上應多會有與經濟議題有所結合之外，是否也會就自身的

大英國協經驗與聯邦經驗，乃至於澳洲學術社群是來自多國學者共同開展的社群

經驗，而能對中國同樣做為一多元文化的結合體，有超過其他地區的敏感度？ 

    另一方面，同樣是多民族與多宗教的印度，歷史上作為一個與中國相鄰的古

老文明，雙方在歷史上的文化交流互動源遠流長，印度知識界對於印度影響中國

的哲學宗教思想總是津津樂道。在近代從事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進程中，雙方在

心理上產生自然共鳴，相互聲援。18但是，西藏與印度的關係也極為密切，從文

化上來看，雙方享有某個程度上的共通精神文明，19彼此視對方為具有高度的文

明，西藏的邊界並不侷限於中共的西藏自治區。而儘管印度在 1947 年獨立建國

後，尼赫魯政府對外關係採取的是不結盟政策，而實質立場較為傾向中共。不過

1962 年的中印邊界戰爭使得印度體認到，中印之間的關係並未如尼赫魯所認為

的如此樂觀一致。而使印度官方所支持的中國研究議題轉入一個以外交和安全議

題為主的領域。這樣的與中藏交往的歷史背景，又能帶給我們什麼樣的西藏問題

視野與對「中國」的認識，值得我們探究。 

    印度與澳洲知識界所各自具備敏感度的西藏問題研究議程應會呈現顯著的

不同，而這同時又能進一步反映出這些研究背後的中國觀。本文處理以下問題：

一、從印度以及澳大利亞兩國的英語文獻中整理出它們西藏問題研究狀況，並從

其觀點中推測出它們如何預設中國；二、比較這兩個時空條件互異下的雙方視

野，並推測其中原因；三、將印澳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與其各自的中國研究對照，

釐清其西藏問題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關係。 

    另外，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本文並非預設澳大利亞學界與印度學界對西藏

問題會有一致的立場或是中國觀，而是試圖將各別的學界討論放回知識社群的脈

                                                 
18 可參閱譚中，2006，《印度與中國：兩大文明的交往和激盪》，北京：商務。在該書中，其以

充滿和樂與期許的角度介紹雙方長遠的互動歷史。 
19 石泰安指出，西藏人認為自己是居住於喜馬拉雅山脈北方的蒙昧人，而且印度有許多地理名

詞都被移用到西藏；另一方面，印度人認為天神居住在北方喜馬拉雅山區，因而認為西藏一帶是

聖地。見石泰安著，耿昇譯，1999，《西藏的文明》，北京：中國藏學，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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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認識其合理性，並不因此否定個別學者的開創性與能動性。如此既可以比較

澳大利亞與印度的視野，也可精緻化補充學界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文獻，更可以

記錄爬梳出具有脈絡開展過程中的能動性與多元性。  

 

第四節 文獻檢閱 

 

    過去討論西藏問題的文獻多半是從肯定或否定中國主權的前提而開展，進而

聯結到對中藏關係、中印關係、中國外交以及中國與冷戰時期事務的討論等。而

此類的研究實在不可勝數，國內外的數量都極為驚人。國內的文獻可以參考張駿

逸（1994）〈中國歷朝主權在西藏的承繼及確立─由行政觀點看〉、楊開煌（1999）

《達賴喇嘛『西藏問題』國際化之策略分析》等著作。也有從西藏抗暴的角度與

心理層次面向來探討藏人抵抗的中國行動者如林照真《喇嘛殺人》（1999）的著

作。蘇嘉宏《流亡中的民主》（2005）以西藏流亡政府如何在印度發展與實施民

主政治的歷程為討論對象，則可以說是相關研究議題上的突破。 

    而中國大陸方面的研究文獻不論探討為何，卻幾乎必須先站在肯定主權的立

場開展。例如伍昆明（2006）主編的《西藏近三百年政治史》、張永攀（2007）

《英帝國與中國西藏 1937-1947》等。不過王力雄（2009）《天葬》一書並不如此

立論，而且本書也是了解西藏問題相當值得參考的著作。他從西方現代化壓力介

入古老中國傳統國際體系而引起的中國轉型來探討西藏問題，並詳實的用這個理

論檢討過去中西方對西藏問題研究觀點可能面臨的謬誤。可以說，他的研究已經

涉及到本文探究的中國視野，即如何認知中國。 

    本文進一步整理探討澳大利亞與印度學界眼中的西藏問題，並從中得出各自

對中國的認識視野。如此，將可以得到兩個學界對此議題的看法，有助於拓展現

有的討論視野。 

    印度方面的西藏研究數量頗多，而且由於過去與中國曾經因為邊境問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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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戰爭，因而對這方面的討論在其中國研究的文獻中也常見到。比較早期對於整

個印度的西藏研究作出回顧文獻的至少有 1972 年 V. V. Gokhakle 的〈印度的西藏

研究〉（Tibet Studies in India ( A Brief Survey )）與 1983 年 Nirmal C. Sinha 的〈現

代印度的西藏研究〉（Tibetan Studies in Modern India）兩篇。V. V. Gokhakle 的文

章詳細的介紹西藏研究在印度的發展，並說明，在現代西藏學發展以前，印度與

西藏已經有長遠的往來歷史。而西藏學作為一門學科被確立後，印度的西藏研究

還有兩個發展脈絡，一個主要關乎對佛教的探討，這與傳統西藏學的研究路線較

為接近，也與泰戈爾以文明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傳統契合；另一條脈絡則是與英印

殖民政府時期所帶入的現代學科研究方式有關，主要偏重在社會科學領域，並著

重在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背後帶有相當強的戰略意義，整體言之，可以說

是契合現代主權國家對於所處環境與戰略需求的研究。Nirmal C. Sinha 的文章基

本上是對印度西藏學的一個回顧。在該文中，他整理了印度西藏學的發展，以及

有哪些研究單位、期刊、學者著作等等，並非常詳細的介紹了錫金地區的研究成

果以及印度鹿野苑的「中央西藏研究院」等兩個非常重要的西藏研究單位。他並

且認為，西藏學具有獨特的地位，雖然與印度學、中國學都有所重疊之處，然而

並不能簡單的就將其視為其中的一部分。 

由於西藏問題在印中關係中的敏感性地位，因而西藏足以發揮影響印度中國

研究的效果。達瓦諾布（Dawa Norbu）（1997）的〈中印關係中的西藏〉一文就

提到了西藏問題是影響印度中國研究的一個要素。龐恰克（Phunchok）（2009）

在〈西藏狀況的一個印度觀點〉也有同樣看法，認為西藏問題足以影響中印雙方

在互動上的信任。2010 年 Sharad K. Soni 與 Reena Marwah 兩位學者站在 V. V. 

Gokhakle 與 Nirmal C. Sinha 兩篇文獻的基礎上，發表了一篇〈影響中印關係的

西藏因素〉（Tibet Factor in India-China Relations : Some Reflections）論文。該研

究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將印度的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關係作了闡釋，並具體的指

出，儘管西藏研究與印中關係看似沒有關聯，但在當前西藏問題的發展與印中兩

國因為西藏問題與邊界爭議的聯繫下，印中關係實質上會因為「西藏」而有所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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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反之亦然。因而，當代印度的西藏研究必然會與印中關係的研究有所對話。 

澳大利亞從事西藏研究的學者人數不多，關於整個澳洲的西藏研究文獻數量

也比較少。澳洲格爾非思大學(Criffith University)國際商業與亞洲學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siness and Asian Studies）榮譽教授馬克林（Colin 

Mackerras）曾經運用訪談與文本分析，針對學者自我認知以及分析學者的著作

文獻，於 2009-2010 年期間作出關於澳大利亞、新加坡、香港等地的西藏研究者

等地區的西藏研究的特色。該文有極大的部分處理澳大利亞方面的學者，是本文

研究時一個相當良好的參考資料與文獻。馬克林訪談了對漢藏對話頗有研究的澳

洲國立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的 John Power 教授，以及深入

中國為藏人從事非營利事業（NGO）服務且同為澳洲國立大學的希爾曼（Ben 

Hillman）教授，以及同為格爾菲斯大學的 Gerald Roche 教授，狄肯大學（Deaken 

University）的澳洲籍的華人學者何包鋼（He Baogang），詢問他們「西藏是什

麼？」、「為什麼研究西藏？」、「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的關係？」，以及「對中國

政府的看法？」等問題，兼以分析他們的學術著作文本。研究發現，在澳大利亞

從事西藏研究的學者大致上可分為兩種研究取向，一者偏向傳統藏學的研究途

徑，一者則是偏向以當代社會科學研究方式，後者並且多與中國研究有關，方法

論上也多採取田野調查的方式。馬克林認為，儘管澳大利亞民間討論西藏問題非

常熱烈，但在學術上澳洲的西藏研究成果尚難以與美國、英國、印度等地區競爭，

而且對於西藏的研究並不容易跳脫中國研究的脈絡背景。 

 

第五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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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採質性研究，而對印度與澳洲從事西藏問題研究的知識社群論述作出

比較。具體的研究途徑則使用到文本分析法、比較文獻、歷史分析法，以及深入

訪談法。 

在本研究中，印度與澳大利亞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主要被作為研究對象而要

加以探討。研究者事先並不預設任何立場，藉由深度的閱讀與分析，而進入文獻

主體的脈絡中，從中解讀作者的論述、問題意識，甚至包括對篇章結構的安排。

從個別的文本到全面的文本群中，逐步形成歸納出兩地學界社群對於西藏問題的

共通論述，以及透露的中國觀。 

在比較文獻法的部分，則是立基於大量而深度的對作為研究對象的文本作出

分析後，歸納其論點，進一步與另一個對同樣主題有作出研究，卻可能有截然不

同論述的文獻群作出比較。經由這樣的過程，本研究得以明顯地發現印、澳學界

在議程開展與論述特色等各方面的差異性，並進而釐清與解釋，這種情形形成的

可能原因。 

在歷史分析法部分，其主要是一種藉由記錄與陳述來發掘過往事件的方法，

可供建立後續研究的基礎，發展相關的參與觀察或是訪談，多用於同本論文的質

性研究。在運用上並特別適合用來探索過去未曾檢視之領域，以及重新檢視某些

尚未獲得解答的問題。在這種研究途徑中，由於特別重視當代思想與歷史社會的

張力辯證，研究者因而需要敏感的省視他人的詮釋（Catherine Marshall、Gretchen 

B. Rossman 著、李政賢譯，2006：155-156）。本研究運用這種研究方法，而把探

討的對象放在印度與澳洲學界兩個知識社群的西藏問題論述與其國家的中/藏經

驗的背景上，對於提供理解印、澳學界論述的形成以及其差異性有極大的幫助。 

在深度訪談法部分，筆者於台灣先後訪問過西藏流亡政府駐台辦事處達賴喇

嘛西藏宗教文化基金會董事長達瓦才仁（Dawa Tsering,2009/10/06）、西藏流亡政

府議員凱度頓珠（Khedroob Thondup,2009/10/12）、西藏青年議會台灣代表札西

慈仁（200/11/23）等，以增進除文獻之外，看從藏人觀點對西藏問題的理解。澳

洲學者馬克林來台進行口述歷史時（2009/08）筆者也曾就澳大利亞的西藏問題



 

 19

研究與其交換意見。2010 年 4 月筆者參加一場位於印度新德里舉行的「西藏研

究」研討會（AA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ibetan Studies），該場研討會除了

印度各重要單位（包括尼赫魯大學 Sharad Soni、Sangeeta Thapliyal、德里大學

的 ReenaMarwah、防衛研究與分析機構 IDSA）的學者，也包括馬克林等外國

學者，從會議期間與學者交換意見中逐漸觀察到印度觀點與澳大利亞觀點之間的

差異。會議結束後，筆者前往西藏流亡政府所在地達蘭薩拉（Dharmsāla）作田

野調查，一則瀏覽其圖書館檔案室，蒐集相關資料，另外也與（前）現任流亡政

府政府官員會面，包括現任流亡政府外交部長杜敦桑培 （Thubten Samphel）、前

宣傳部長久欽‧圖登南嘉（Thubten Namgyal）、前安全部長久美倫珠仁波切（Jigme 

Lhundup）等，並分別作了訪談。他們不吝提供印度、澳洲與西藏往來的資訊，

對本研究的貢獻甚多。20（可參閱附錄一至三） 

在上述之外，在撰寫本文的研究期間內，筆者還與流亡政府駐澳洲坎培拉處

取得直接聯繫，不但有多次的通信來往問答當地的情形，更獲得他們所自行整理

的澳洲與西藏來往的相關資訊，是本研究另外一個補充了解澳洲與西藏來往情形

的重要資料，其中詳細度並不亞於直接訪談所能獲得的成果。（可參閱附錄四至

七-3） 

 

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預計分成六個章節，第一章為「緒論」。在此章，將闡明本文研究主

旨，說明研究動機、以及研究問題背景，包括西藏問題緣起暨各方觀點的介紹、

澳大利亞與印度個別的中國研究發展等。並進一步闡述問題意識與研究架構、篇

                                                 
20 筆者在達蘭薩拉的期間本還擬訪問前流亡政府駐澳洲坎培拉代表、現任另一外交部長丹增‧

阿提夏（Tenzin P. Atisha），然而時正因公務繁忙，無法完成，但獲其邀請參與「謝謝你喜馬偕爾

邦」活動，而見到當地邦首長與地方官員及許多當地印度人出席活動，因而更得以體會在印度流

亡藏人與當地社會的結合。另一方面，在與現任流亡政府駐澳洲代表處直接取得聯繫後，也獲得

了許多極為寶貴的資料，而彌補了這部分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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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安排、與預期成果。 

    第二章則首先從中藏兩套歷史觀與戰略地緣觀的影響等不同面向介紹西藏

問題形成的歷史背景，接著闡述問題發展過程及國際社會對此的關注，最後將焦

點轉入印度與澳大利亞，詳述印、澳在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立場與對藏政策。 

    第三章印度中國學界眼中的西藏問題。首先介紹該章論述架構，並介紹印度

學界研究概況與研究單位，包括期刊等。接著討論印度學界眼中的西藏問題，整

理歸納後深入探討分析，「西藏問題」在印度學界如何被看待，而它背後又反映

何種中國觀。 

    第四章則進入澳大利亞中國學界的眼中的西藏問題。論述方式如第三章，首

先介紹論述架構，並介紹澳洲研究概況。此處並以個別學者為單位介紹學界情

形。接著整理歸納學界文獻如何探討西藏問題，及其中國觀為何。 

    第五章則是綜合分析與討論，將前述兩章得出的印、澳西藏問題研究在觀

點、特色、「中國」預設等各方面作一完整的比較，而在大脈絡的宏觀面向與微

觀層次方面皆有觸及。並同時個別處理比較印度與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與其各

自的中國研究關係為何。在過程中，將逐步釐清印澳的研究與其本身學術環境的

結構型因素有何關聯，包括其與中國之間的地緣位置，或是本身的歷史傳統等。 

     在第六章結論，將綜合回顧討論本研究一開始提出的三個問題。第一、印

度與澳大利亞可以提供給我們什麼「西藏問題」的視野，其預設的中國又是什麼。

第二、比較其視野，並探究其形成原因。第三、將其西藏問題研究與各自的中國

研究發展脈絡作出對照理解。最後，整合性提出西藏對印度與澳洲的中國意義為

何，並提出未來展望。 

整體研究架構，主要是整合過去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以及印度和澳大利亞

各自在西藏問題上的立場與政策作為知識背景，進一步探討印度與澳洲學界西藏

問題研究的狀況，並從其對西藏的知識視野中，再整理出文獻透露的中國觀。比

較印、澳學界的部分則偏重在三方面，包括雙方對西藏問題的論述，中國觀的認

知差異，以及各自西藏問題研究與其中國研究的關係。其框架簡圖，可以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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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圖一：研究架構簡圖 

來源：作者自製 

 

 

印度與西藏

來往狀況 

澳洲與西藏

來往狀況 

               中國 
西藏 

第二章   

西藏問題發展與印度和澳大利亞的

對藏政策 

第三章 

印度學界西藏問題研

究及其中國觀 

第四章 

澳大利亞學界西藏問題

研究狀況及其中國觀 

第一章 緒論 

第五章 

綜合分析：比較印度與澳大利亞學界 

第六章  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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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料選取與研究限制 

 

    在文獻資料上，印度學界的部分主要從發表探討過西藏問題研究的專書以及

期刊論文為主，其中包含以西藏問題為名或是以印中關係為題，卻有專論西藏問

題發展的研究。在印度學界一個值得注意的情形是，有部分探討西藏問題的學者

本身就是藏人，例如達瓦諾布（Dawa Norbu）21等。期刊方面的資料也有直接以

西藏為主題的期刊，如《西藏期刊》（Tibet Journal）、《西藏再覽》（Tibetam Review）

等，都屬本研究文本出處的來源範圍。在必要時會請教原作者，以避免對文本過

度解讀。並另外搭配研究期間進行的田野調查與訪問，以及「中國學知識社群研

究計畫」印度中國研究的相關成果等。 

澳洲學界的部分則多以主要在澳洲發表探討的西藏問題研究專書以及期刊

論文為主，以及在研究期間獲得的澳洲與西藏關係或是其他相關資料等。並也參

考台大政治學系「中國學知識社群研究計畫」澳洲中國研究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 

    研究限制的部分，首先，由於本文主要處理的議題為西藏問題，並且主要探

討與政治領域相關的文獻，故在內容上純粹僅探討歷史、文學藝術、宗教等的文

獻難免較容易忽略；第二，本文文獻以英文為主，故以其他語文寫作者則只好忍

痛捨棄不為分析。第三，本研究在範圍上僅選取印、澳西藏研究文獻為探討對象，

故在關於中國觀的結論上並不敢妄自稱呼本研究成果為兩地完整地圖像，但能宣

稱至少是存在的對中國認識。 

                                                 
21 教授出生於西藏，但在印度德里大學完成學士學業，而在美國柏克萊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同

時也是《西藏再覽》(Tibetan Review)的創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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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藏問題發展與印度和澳大利

亞的對藏政策 

 

第一節 前言 

 

   當前西藏問題形成的重要關鍵，在於中共建政後曾幾度用兵西藏。北京方面

的立場是要「和平解放西藏」，完成國家統一，亦即主張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相對應的，來自西藏社會則存在另一套完全不同的政治主張。然而，西藏成為政

治議題的遠因，實可追溯到更早之前。西藏問題的理解可來自於兩種方面，一方

面是對歷代中藏關係的看法有所不同，另一方面則是借用主權觀念後而對西藏領

土的掌握產生的不同目的。前者關乎對歷史的態度，後者則關乎戰略價值。這兩

者共同構成了西藏問題發生的背景。 

    儘管 1951 年中共進入西藏後，與拉薩代表在北京簽訂了「中央人民政府和

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點和平協議 17 points 

Agreement），但西藏地區的情勢仍未穩定下來，藏人居住的局部地區也持續不斷

的有小規模的衝突發生，直到 1959 年更爆發成全面性的動盪，解放軍全面進入

拉薩，達賴喇嘛出走而流亡印度至今。       

    自此，「西藏」分裂成兩個西藏：西藏流亡政府（Tibetan Government in 

Exile ,TGIE）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Tibet Autonomous Region，TAR）。

當今國際關懷的「西藏」，有時候雖然同樣一個字，但指涉的對象卻不一定是相

同，它可能是指流亡的藏人社會，但也可能對象是北京政府統轄的「中國」境內

部分。 

    本章將依序於第二節介紹西藏問題發生的背景，包括兩套不同的歷史觀與戰

略政經等原因；第三節介紹西藏問題國際化，包括分裂後的西藏發展與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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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態度的概述；第四節則專論印度、澳大利亞與西藏之間的來往過程。 

 

第二節 西藏問題形成的背景 

 

當前西藏問題的重要核心之一，在於「西藏是不是中國一部分？」，而論者

所持不同的歷史觀，決定了是如北京至今宣稱中國擁有西藏主權，或是如反對者

主張西藏是一個獨立但卻處在被非法佔領狀態下的國家。另一方面，由於現代主

權國家觀念的影射著對國家利益與戰略考量的追求，因此百年來各國乃至於歷代

北京政府皆試圖控制此地，也是導致此地紛亂不已的原因之一。 

 

一、兩套對立的歷史觀 

 

（一）「中國」觀點 

    採取此派觀點者把西藏視為中國的一部分，並引用大量中國歷代官修史書中

記載的雙方互動關係為證明。在這類的觀點中，雙方的互動關係究竟何時才是中

央與地方的關係，則仍有不同的解讀。例如，有學者以為，藏（時稱吐蕃）雖然

在中國唐朝時雙方多有來往，不過當時它仍然要被看作是一個與中國相對等的國

家；直到元朝才能開始算是真正把它納入中國的版圖中；且要能真正確立對西藏

的主權則應該等到清朝時期才能算起（吳敬恆等，1933：1-15）。然而，也有學

者主張中藏關係應該放在現代中國的發展過程中理解。他們認為，「中國」其實

是一個從歷史上不斷發展出來的概念，並在形成的過程中不斷擴大內部的民族組

成，版圖也隨之有所變動，而最後終於成為一個當前的「多民族國家」。據此，

在各時期各地人民來往的文化、經濟、政治活動，都應視為是這個過程當中的一

環（王貴等，1995：2-14）。因此，儘管歷史上有許多中原王朝，有些朝代還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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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並存，例如戰國時代的七雄、或是宋朝與西夏、契丹等，但是都是共

同構成現代「中國」形成的要件（張雲，2008：29-30）。因此，西藏儘管常在歷

史上是與中原王朝平行存在的「國」，但也僅能視為是「中國」歷史上存在的地

方民族政權而已。 

    論者依照史冊回溯，唐朝之時，儘管雙方尚未有明確的行政隸屬關係。然而

藏王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藏王赤德祖贊與金城公主之兩次先後的聯姻，促進了

雙方在文化與經濟上的交流。唐太宗卒、高宗即位時，松贊干布也派使致哀，高

宗更因此封藏王為駙馬都尉、西海郡王、賓王等稱號，並刻其石像立於皇陵。唐

穆宗（821 年）時期雙方更曾訂立「甥舅碑」，一方面確立兩國邊界，一方面也

表示了雙方的名分等級。這些事件顯示，彼此實質上實難盡以平等的國與國關係

視之。北宋朝之時，儘管各地紛亂，而宋之武功也不如唐，但當時版圖仍到達今

日甘肅、青海一帶，藏人也仍有入朝為官者（王貴等，1997：37-59）。 

    元朝可以當成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因為西藏（當時稱烏斯藏）已經明確的被

納入帝國版圖中。儘管忽必烈與巴思八兩人之間具有宗教上的「檀越關係」；但

是在世俗關係上他仍然在行政體系中設置了總制院（後改為宣政院）負責處理藏

地之事務。而且在整個元朝期間，西藏還同步與中原地區進行清查全國戶口，建

立驛站系統，並在衛藏地區劃分十三萬戶行政區（呂秋文，1999：5-16）。論者

均指這些措施明顯證明雙方已有中央與地方的臣屬關係。明朝時期朝廷較不主動

介入藏地事務，當時採取的對藏政策是「因俗以治」，亦即按照原有當地的政教

狀況，由朝廷大肆分封僧人、俗官，但是職位仍須經朝廷認可才可承襲下去。清

朝以後雙方關係更是歷史上前所未有的密切。達賴喇嘛五世曾經進京覲見順治皇

帝，返藏時獲得皇帝賜「西天大善自在佛統領天下釋教普通瓦赤喇怛喇達賴喇嘛」

印信，用於處理藏內事務的公文。此後歷任的達賴喇嘛也都有皇帝所賜之印信，

而印文的開頭總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以表示權力來自於朝廷；清廷雖在初

期基本上不干涉西藏事務，但在幾次因故而對藏用兵後改變了政策，包括雍正年

間設立常設的駐藏大臣，並於乾隆年間先後頒行《欽定西藏善後章程》與《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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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條章程》，以制度化噶廈制度、治藏事務等內容，以及達賴喇嘛與班禪喇

嘛的認證程序等（張駿逸，1992：387-401）。 

    凡此種種，皆為此派論者視為足以證明，西藏早已在歷史上逐漸發展成為中

國一部分，而中國也在這過程中確立了對藏的主權。儘管滿清末年乃至於民國時

期西藏地區的情勢變得紛雜，但那是因為西方帝國主義入侵使然，在中共建政後

出兵趕走了帝國主義，解放西藏，而使中國得以恢復在西藏的主權後，已終獲解

決。以上是從「中國」觀點看到的中藏關係。 

 

（二）「西藏」觀點 

 

    「西藏」觀點則幾乎針鋒相對於「中國」觀點，其中雖然引用中文方面的史

料，但也輔以其他史料與研究而得出不同的結論。此派論者認為「中國」自古以

來就存在，並視為是漢民族所建立的國家，歷史上漢藏雙方的關係也一直是平等

的狀態。儘管在元朝時期與清朝時期西藏確實與蒙古、滿洲的關係較為密切，但

這是基於宗教上「檀越關係」的互動，而不能看作是行政上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

更何況西藏與蒙（元）滿（清）的接觸皆早於當時的「中國」，所以並不能主張

西藏在這些時期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而且，相較於中國觀點把清末到民國這段時

期視作西方帝國主義的介入而導致的紛亂不定，西藏觀點則非常明確地主張這段

期間西藏已經成為一個主權獨立國家，並提出諸多證據。如此，在此觀點的認知

中，中共自 1950 年起訴諸的解放與統一祖國的軍事行動完全是一個國家對另一

個國家的非法佔領。 

    夏格安的《西藏政治史》以及達賴喇嘛的《我的土地，我的人民》、《流亡中

的自在》等可被視為是這類觀點的代表作。從後兩本書中可以看到達賴喇嘛如何

以一個當事人的立場描述西藏從一個自由國家成為「中國」一部分的經過。而夏

格安更是在該書中整理了西藏從早期王朝到中共入侵與 1959 年 314 抗暴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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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相當著重西藏佛教發展的面向。依照夏氏的整理，松贊干布是早期王朝中

武功最為顯赫的藏王，他一統整個西藏，使其成為七世紀左右中亞地區最為強大

的帝國，其勢力堪與東邊的大唐並立，甚至有時候還超越之。松贊干布前後迎娶

了來自尼泊爾與大唐的公主，一方面促進彼此的交流，一方面也與周邊國家保持

穩固的關係，更開啟了西藏與佛教的接觸，並逐漸成為西藏的主要重心。在吐蕃

王朝中後期乃至於元朝建立的期間，西藏陷入小王國林立的分裂局面，夏格安此

時主要著重在西藏的佛教發展而非與中國的關係（Shakabpa，1967：23-60）。有

學者更進一步直言在這段期間（約五代到宋朝）西藏與中國根本沒有實質上的來

往。22 

    至於在元、清等朝代的蒙藏與滿藏的關係上，西藏觀點認為雙方的關係不能

把重點放在政治，而必須從宗教上的連繫來理解彼此的互動。 

    西藏與蒙古之間的來往早於元朝的建立而始於蒙古的三次西征期間。1207

年西藏聽聞在東北方的西夏被滅，隨後蒙古就派人來主張和平並要求西藏納貢；

1240 年統治青海一帶的成吉思汗孫闊端（Godan）邀請當時的宗教領袖薩加派的

貢噶嘉措（Kunga Gyalsten）前往說法，並宣布將整個西藏的政權獻給他，這被

看作是「檀越關係」的建立。這到了忽必烈時期得到更進一步發展，他邀請了貢

噶嘉措的弟子八思巴前往蒙古說法，並尊稱他為「帝師」。基於對八思巴的尊重，

蒙古帝國即使日後滅掉南宋建立了元朝，西藏地區實質上仍維持完全由藏人自行

管理，元朝廷只是間接上的統治。明朝時期，「中國」與藏雖然都已不在蒙古的

統治之下，然而蒙藏之間以及中藏之間以佛教作為紐帶的聯繫仍未斷裂，「達賴

喇嘛」之稱謂更是由蒙古人俺達汗（Altan Khan）獻給當時格魯派的宗教領袖索

南嘉錯（Sonam Gyasto）的敬語而來（Shakabpa，1967：93-95）。 

    在大清帝國崛起之前，雙方也早就藉由宗教的關係而有了互動，原因來自於

                                                 
22 例如 M.C. Van Praag 著、達瓦才仁譯，2008，《西藏的地位》，台北：達賴喇嘛西藏宗教基金會，

頁 4；Goldstein, Melvyn C.1999.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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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蒙的聯盟關係而使得西藏佛教傳入了滿州。231639 年在滿清尚未入關前，清太

宗已派出使者邀請達賴喇嘛五世訪問盛京。雖然沒有成行，達賴喇嘛仍然在回覆

的信件中接受了滿清皇室作為佛教徒。論者指出，1644 年滿清入關後，達賴喇

嘛訪問了北京，並受到極為尊崇的禮遇，雙方「互贈名號」，而非冊封。後來清

朝雖然有幾次出兵西藏，但這些都是收到西藏的求援而進行的干涉，並且清兵也

都在事後撤出西藏。乾隆年間雖然設立了《欽定善後 29 條章程》，但在實際情況

中駐藏大臣均須要尊重達賴的意志而不能肆意干涉到西藏內政。直到滿清末年雙

方的關係破裂之前，達賴喇嘛始終是西藏的政教領袖，而西藏也是一個實質上的

獨立國家。儘管清朝末年曾試圖改變這個情況，但辛亥革命的暴發則扼殺了這個

可能。1912 年，達賴喇嘛十三宣布西藏獨立，並於隔年與外蒙古簽訂「蒙藏條

約」互相承認獨立（Praag 著、達瓦才仁譯，2008：15-69）。1914 年，英藏雙方

自行簽訂「西姆拉條約」，就印藏邊界劃定「麥克馬洪線」，將西藏劃分為「內藏」

與「外藏」，並承認中國具有內藏管轄權，而在外藏則俱有宗主權。24日後英屬

印度也就根據此條約內容與西藏互動（Goldstein，1999：34）。 

    此派論者認為，西藏在 1912-1950 年這段時間事實上（de facto）是獨立的，

二戰期間也嚴守中立。1947 年更躍上國際舞台受邀參加印度德里舉行的「亞洲

關係會議」（the Asia Relations Conference）而讓「雪山獅子旗」飄揚在會場，並

且在印度同年獨立後雙方仍保持密切來往。1949 年前後國民黨政府代表離開西

藏後，獨立之勢更形明顯，一直維持到解放軍的入侵國家被侵佔為止。 

 

二、主權觀念影響下的西藏領土觀 

     

                                                 
23 DIIR. 2001. Tibet and Manchu. Dharamsala, H.P., Indi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p.1.不過，

也有論者以為滿州是為了加強鞏固對蒙古地區的統治才接受西藏佛教，見許嘉裕，1997，《西藏

地位問題爭議之研究》，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18。 
24 但此條約未受到同時參與會議的中方代表同意，中華民國政府也從未承認，不過由於此時的

中華民國疲於應付其他內外紛爭而也無力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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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對於傳統藏中關係的理解產生截然不同的結論，其間另一重要原因在

於，西藏的歸屬並不適合只以現代主權觀念理解之。然而，近代的國際關係卻又

已經成為以主權國家組成的體系，面對這股浪潮，中國、西藏都無法置外，在這

個轉變過程中，被迫將原來的非領土主權的關係，重新用「主權」看待自身與其

周遭的環境（王力雄，2009：56-60）。故在立論上除了來自於歷史的依據不同，

往往更不能忽略西方主權觀念帶來的壓力，例如對領土的重視。這同樣是構成西

藏問題發生的重要背景。在以下的論述中，西藏有時被當作是地理領土的概念，

有時則指達賴喇嘛的政府；而從行動者的角度而言，出於中國立場者，西藏是屬

於中國的一部分，而立於西藏立場者，則將中國視為是與西藏平等的另一個國家。 

    西藏位於素有「世界屋脊」（roof of the world）之稱的青藏高原，地理位置

上不但是世界最高處，而且還有多條亞洲重要的河流，包括：長江、黃河、印渡

河、恆河、湄公河等均發源於此；而境內的冰山、冰川、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及獨

特的野生動植物等，更是關乎全球生態環境的重要自然資源。其南邊的喜馬拉雅

山區域（1500 哩）接壤印度、尼泊爾，與不丹等國，其東邊相接中國（Gupta，

2005：29-31）。雖然在地勢上如此高聳，又被眾多的高山環繞，而形成相對封閉

的狀態，可是高山之間的谷地河流仍可在部分時節通行，其北方可通過阿克賽欽

地帶與崑崙山等進入新疆，再往西可進入克什米爾、帕米爾高原等地（陳繼東，

2003：3-7），往東南則可進入雲南、緬甸等。如果從國際政治的角度來看，西藏

的位置自不單純只是世界最高處，而更是亞洲戰略的心臟地帶，對周遭國家的領

土安全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也是開啟近代西藏問題發生的重要因素。論者雖以各

種名目關懷此地，然而不少敘事的字裡行間多次提到此地的戰略意義，就可見其

整體動機不單純僅是文化或歷史的。 

    大英帝國是西方首先對此地發生興趣的。在十九世紀控制全印度次大陸後

（the Raj），為了鞏固殖民利益，它不斷地防範任何可能出現的挑戰，而挑戰最

可能來自北方的俄國與東方的中國。因此了解與掌握與印度接壤的西藏，就成為

英國必須要努力的目標。1861 年與 1865 年，英國先後攻打原來西藏勢力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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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錫金與不丹，將其強行納入控制範圍。1888 年，英藏因爭奪錫金而發生衝突，

藏軍落敗，清廷出面調和，與英國於 1890 年簽訂「中英藏印條約」正式承認錫

金為英國保護國。1893 年又簽訂「中英藏印續約九條」許諾開闢藏內的亞東

（Yatung）為貿易區，並接受英國人前往貿易。但西藏並不承認條約成立。25 

    錫金、不丹等地陸續落入英國勢力，而傳統盟邦清廷更與其簽定條約而非替

西藏出面爭取權利，這不禁讓西藏思索是否該擺脫清廷而重新尋求另一倚靠對

象。此時藉由相當受十三世達賴喇嘛信任的俄羅斯籍蒙古人道爾傑夫（Dorjiev）

的運作，沙皇也逐漸注意到西藏。1899-1901 年間道爾傑夫率領從拉薩出發的代

表團前往聖彼德堡試圖遊說沙皇取代清廷的地位，從而建立俄藏之間的聯繫

（Kuleshov，1996：1-10）。但這件事已被英國方面知曉。自 1899 年以來，英屬

印度總督寇松（G.N.Cnrzon）即採取「前進政策」（the Forward Policy）試圖直接

與達賴喇嘛十三世談判而未果，1903 年決定派兵前往「溝通」。當時領軍的是榮

鶴鵬（F. Younghusband）上校，當他一路進攻到拉薩時，達賴喇嘛十三世已經流

亡青海，最後由三大寺（甘丹、色拉、哲蚌）代表出面與他簽訂「英藏條約」（又

稱拉薩條約），時為 1904 年。由於該條約無疑使西藏成為英國殖民地，清廷在知

道此事後表示無法接受，經過談判，雙方在 1906 年重新訂立「中英新訂藏印條

約」，並將「英藏條約」作為附約。條約中表明除中國外，他國不得干涉西藏內

政的權利。因為英國如此的行動引起俄國的關注，經過協調後，中英俄於 1907

年訂立「中英俄條約」，共同承認中國在西藏的宗主權。26至此，英國排除了俄

國介入西藏的可能。 

    經過英國的多次進攻以及俄國在蒙古與新疆等地勢力的逼近，這時候的西藏

處於「大戰略」（Great Game）中的一環，清廷也意識到不能再用傳統的方式與

西藏互動，而決定實施「改土歸流」直接管理西藏。換言之，清廷這時候已經以

戰略的眼光來看待西藏。而曾經因為英國的入侵而流亡外地的十三世達賴喇嘛，

                                                 
25 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類第五冊西藏卷(一)，2005，台北：外交部，頁 60-63。 
26 外交部檔案叢書─界務類第五冊西藏卷(一)，2005，台北：外交部，頁 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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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 1904-1908 年的蒙古與北京之行中，意識到西藏自己也必須要改變。當他返

回西藏後看見清廷新的對藏政策，清藏雙方之間因而爆發衝突。1910 年清兵攻

進拉薩，達賴十三世再次流亡，此時他改前往印度尋求英國的支持以對抗清廷。

隨著辛亥革命的成功，1912 年達賴喇嘛十三世自印度返藏並號召起義驅逐漢

人，宣布西藏獨立，並在這之後獨立從事一系列外交活動。 

    Goldstein 審視清末至二戰這段時期的西藏問題發展有獨特的看法。他認為

英國自清末以降在介入西藏事務中扮演了極重要的角色，它既試圖使西藏成為中

印之間的緩衝國，卻又為了避免在國際上遭到批評而未能在「西姆拉條約」時從

名義上解決西藏的歸屬。而中國又認為它的領土概念乃是承襲自清朝的勢力疆

域，因此不斷試圖控制此地。另一方面，達賴喇嘛十三世儘管在西藏推動現代化，

卻也遭遇到保守人士的阻撓，同時又缺乏向西方世界宣傳自身地位的機會，這些

因此導致了西藏問題的延續（Goldstein，1999：30-36）。 

    隨著二戰後出現的冷戰格局，情勢又變得紛雜。1947 年到 1949 年間印度雖

已被視為是西藏事務最重要的介入者（Yang，1987：407-420），但面臨中華人民

共和國 1950 年開始的「解放西藏」行動，印度似也不敢貿然行動，而袖手眼見

1951 年解放軍將西藏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不過，1959 年達賴喇嘛因拉

薩動亂而流亡印度後成立流亡政府，卻依然引發了印中之間的爭端，隨後 1962

年雙方也因為印藏領土邊界問題的延續而爆發邊境戰爭（陳牧民，2009：

86-100）。另一方面，西藏問題的國際化也使冷戰格局下獨霸一方的美國決定介

入（張駿逸，1990：12-14）。整體言之，西藏問題與中印雙方的邊界問題至今仍

然是該區域的隱藏性危機。 

    回顧起來，爭奪領土控制權始終是西藏百年來歷史的主軸，這是因為其地緣

的特殊性，而使得從戰略上而言成為必要控制之地。不論最早的英屬印度、俄國，

或是後來相繼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印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體認到這一點。儘



 

 32

管達賴喇嘛不斷呼籲西藏可以作為一個印中之間的和平緩衝區，27但只要出於主

權國家戰略利益的考量，實現這個主張的道路顯然還很漫長。 

 

第三節 西藏問題國際化 

 

一、達賴喇嘛流亡印度 

    

 1950 年中共解放軍展開進攻後，面對現代化的部隊，西藏軍隊幾乎無法抵

抗。由於它不是聯合國的會員國，因此僅能透過一些國家向聯合國求援。英國在

接收到求援訊息後，聲稱西藏在實質上雖可稱的上是一個「國」，不過英國的動

向要取決於印度；而印度為了保持與中國之間的友好，對此卻僅表達口頭遺憾。

最後英國與印度提案延緩討論西藏議題；而同時期於聯合國推動韓戰議題上的出

兵的美國也無意此時表態視西藏為一個獨立的國家（Goldstein，1999：46-50）。

在無外力支援下，戰事的結果，西藏與中共雙方的代表簽下《關於和平解放西藏

的協議》（17 條協議）後，中共保證西藏當地的傳統與自治狀態。解放軍從此即

進駐西藏（Donnet，1994：15-22）。 

在 1951 到 1960 年中共統治的第一個十年期間，中共確實促進了當地農業的

發展，在當地的現代化工程中完成了諸多鐵路與公路建設，其中包含了多條連接

其他省分到拉薩，以及到克什米爾、亞東等邊境地帶的公路；也在 1953 年完成

了北京─拉薩的電話線與 1956 年北京─拉薩的廣播。這些均有助於北京排除原

有外國勢力的影響，以及希望從經濟面轉而加強對西藏政治面的影響力，然而其

他若干政策施行的不良，卻引發了西藏地區發生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一般人民

生活水準反而下降的情形，遭受民怨（Gupta，1960：102-109）。 

                                                 
27 自 1987 年於美國國會發表「五點和平計劃」以來，達賴喇嘛就不斷推動這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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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賴喇嘛一開始尚以與北京合作能共同推動藏人進入現代化，接受北京的邀

請而與班禪喇嘛共同訪問北京，並從中認識了馬克思主義中追求人人平等的精

神。他曾多次表示此行帶給他的收穫，使他思索馬克思主義與佛教之間的共通性

（Dalai Lama 著、唐鼎譯，1997：108）。然而，中共反宗教的「無神論」及蔑視

僧侶的行為，與藏人重視宗教的傳統格格不入；另在西藏東部（安多、康等地）

持續推動的社會主義「民主改革」、「階級鬥爭」，也與當地藏人引發諸多衝突；

1955 年以降確立「西藏自治區」的設立，更顯示了 17 條協議的承諾破滅。28這

些種種最後都使得一開始零星地在安多、康等地的衝突演變成為 1959 年整個藏

人居住區域估計約有 8 萬人涉入的大規模衝突（Patterson，1960：87-102）。 

    1959 年 3 月 10 日，駐藏解放軍在接連多日邀請達賴喇嘛前往軍營看戲未果

後態度趨於強硬，而民眾也因擔心達賴將被軟禁而阻止其前往；3 月 16 日，隨

著多日衝突的擴大，以及神諭的指示，達賴喇嘛於夜晚假扮成小兵與部分隨從離

開羅布林卡王宮，並在得知解放軍於 20 日開始砲轟王宮後決定前往印度，從此

展開流亡生涯（Dalai Lama 著、丁一夫譯，2010：173-224）。另一方面，當中共

確認達賴喇嘛離開後，也隨後下令全面進行社會主義改革。「西藏」的歷史自此

進入近代最大的分裂局面。 

 

二、分裂的西藏與中藏爭論的擴大 

 

    位於印度北部達蘭薩拉的「西藏流亡政府」與當今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

這兩個西藏幾乎是走上了不同的發展。西藏流亡政府在達賴喇嘛的帶領與來自國

際的援助之下逐漸站穩腳跟，儘管並未得到印度政府名義上的承認，但確實得到

其實質上的幫助。而且達賴喇嘛對過去政府體制進行的「民主化」改革以及與國

                                                 
28 17 條協議中表示西藏原有的社會狀態並不會被改變。然而由於雙方對於「西藏」的範圍認知

有所不同，中共在安多與康等地推動社改，以及西藏自治區行政體系的確立，這些均被拉薩解讀

為中共無意遵守協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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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媒體的友好相處，更成功的凝聚了全體西藏人的身分認同與贏得了國際社會對

他的評價。反觀西藏自治區的狀況，在經歷土改、文化大革命後，雖然改革開放

帶來了龐大的經濟援助與快速的現代化，但長期以來藏漢之間的衝突仍不斷。國

際社會與媒體普遍認為當地人權紀錄不良、傳統遭到破壞與宗教信仰上並不自

由，數十年來一次又一次的爆發動亂與中共的刻意封鎖媒體報導，西藏自治區幾

乎被視為成為新的「鐵幕」。 

    達賴喇嘛在抵達印度後，隨即否認 17 條協議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他並且表

明「西藏是一個獨立的國家」，而目前被「紅色中國」給佔領了。當他與尼赫魯

會面時，他表達成立「流亡政府」的意願。然而，尼赫魯也基於自身外交政策的

立場表示儘管他很同情西藏，但絕不可能承認西藏流亡政府。這直到今天仍是印

度在官方上奉行的政策：保護，但不會給予承認（蘇嘉宏，2005：122）。儘管如

此，達賴喇嘛還是在 1959 年 4 月 25 日宣布成立流亡政府。 

    由於達賴喇嘛認為西藏之所以會被北京所佔據的重要原因，就是西藏過去過

於封閉，以及內部過於腐敗等問題。因此，流亡政府在成立之初就決定對傳統的

政治制度作出改革。對外方面，達賴喇嘛個人努力奔走國際社會之間，除了一方

面宣揚佛法，另一方面也努力的將「西藏問題國際化」，引起世人更多的重視，29

因此，外交部（宣傳部，現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IR）的功能為之擴大。在對內方面，則由上而下的推動民主化，取消了貴族頭

銜、頒布憲法草案，並建立人民議會。這對傳統的藏人來說簡直是前所未有的體

驗，因為達賴喇嘛居然試圖在憲法草案中主張，「如果須要罷免達賴喇嘛，則根

據憲法和議會的章程決定之」。儘管未被藏人接受，但達賴喇嘛推動的改革無疑

將傳統的西藏社會逐漸轉變成為一個具有「政教結合」特色的民主政府。1991

年「流亡藏人憲章」更是將流亡政府與人民議會的職責規範化，人民議會成為經

由選舉產生的最高立法機構（蘇嘉宏，2005：152-159）。 

                                                 
29 楊開煌認為達賴喇嘛是有其策略性國際化西藏問題，見楊開煌，1999，《達賴喇嘛「西藏問題」

國際化之策略分析》，台北：蒙藏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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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流亡政府相當成功的保護了西藏宗教文化傳統以及凝聚藏人的意識，

其流亡初期獲得印度提供「達蘭薩拉」作為流亡政府所在地，至今已有「小拉薩」

之稱。達蘭薩拉以及達賴喇嘛的存在，凝聚了所有藏人對鄉土、民族、自我意識

的認同，同時吸引了西方的目光。這些都是達賴喇嘛流亡之後逐步與各方互動而

所建立的。30在地主國印度以及國際社會的救難幫助之下，以及流亡政府與藏人

自身不斷努力，流亡政府得以站穩腳步，不斷擴大其內部職能，也更有自信面對

來自中共方面的宣傳挑戰。 

    而在達賴喇嘛離開西藏後，北京政府立刻大力推動改革，並全力推動班禪喇

嘛接管原先由達賴負責的一切政務，直到 1963 年由於他的「萬言書」觸怒了北

京而遭到冷凍。 

    1959 年 3 月 28 日周恩來宣布解散原來以達賴喇嘛為領導的噶廈政府，改由

西藏自治區籌備會行使其職權，並全力推動班禪喇嘛接手處理一切西藏政務。首

先，請班禪喇嘛抵達拉薩，代理原先達賴喇嘛擔任的籌備會主席職務，並在這之

後陸續發表《關於貫徹執行國務院 328 命令的決議》、《關於建全和加強自治區籌

備委員會各部門組織機構的決議》等。同年的 4 月 18-29 日人民代表大會也通過

《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以及提名班禪當選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由他主持西藏改

革事務以及發表「我們西藏永遠是中國的西藏」等文（范明，2009：421-443）。

當聯合國於 1959 探討「西藏問題」以及 1962 年中印邊境發生問題時，也都由班

禪出面駁斥聯合國與印度在該議題的正當性角色（范明，2009：452-463）。 

    1965 年，西藏自治區正式成立。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雖曾經大舉破壞

傳統文化與寺廟，但隨後在鄧小平主政中國的改革開放後，已政策指示大力復興

之，並著手邀請達賴喇嘛共同討論西藏問題的解決。然而，由於流亡政府代表團

拜訪西藏時引起廣大騷動引發中共疑慮，使得雙方交流後來始終沒有更進一步的

進展。80 年代後西藏議題在國際上大幅提升其能見度，也影響到雙方的談判互

                                                 
30 可見 D.Anand.2004. Geopolitical Exotica :Tibet in Western imagination，其中有詳細的探討流亡

期間流亡政府與西方互動而建立形象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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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90 年代後，由於一連串的事件，包括 1995 年在第十一世班禪喇嘛轉世人選

上的爭議，終導致雙方關係正式破裂，中共全面禁止西藏境內存在達賴喇嘛的照

片，也全面性的抵制任何對達賴喇嘛的正面評價，直到至今。 

而中共自 70 年代重返國際社會後，許多國際人權 NGO 組織以及歐美國家

也開始對中國民主化與人權議題投入相當大的關注，這同時又與西藏問題聯結起

來，而達賴喇嘛的頻頻出訪曝光於國際媒體前更是提升了這個氛圍。1987 年與

1989 年藏人於拉薩的示威，以及北京的天安門事件，國際社會對中共的鎮壓高

度反感。但北京一方面投入相當大的遊說能力，另一方面也大力提出不同於西方

普世人權的另一套人權論述為自己辯護，再加上全球商業貿易往來日益密切的大

環境也使得各國外交政策與人權議題日益脫勾，面對外界的質問中共有退讓也有

堅持，在國際場合並不迴避相關議題，這也同時顯示中共認為自己在國際上足以

穩得住立場。2008 年北京奧運前夕，拉薩發生前所未有的流血示威，北京再度

強力鎮壓，各國政府不如天安門事件之時的反應就可見一斑。 

    2002 年-2009 年之間，中共與流亡政府舉行會談 9 次，但始終沒有取得具體

的成果（王小彬，2009：417-428）。今（2010 年）1 月 30 到 31 日兩天期間，達

賴喇嘛代表甲日‧洛迪與格桑堅讚再次與中共統戰部長杜青林舉行最新的一輪會

談。在有關領土與主權的相關議題上（大西藏、高度自治權）雙方也仍然沒有達

成任何共識。31然而，在稍早之前的 2010 年 1 月初所舉行的第五次西藏工作會

議中，中共在檢討改善藏人經濟議題時首次將四川、雲南、甘肅等地的藏區納入

討論範圍，則被部分媒體認為中共的對藏政策可能有所改變。32整體而言，西藏

問題國際化後，幾乎雙方在各種場域之間都在鬥爭，雙方也各擁有不同的支持媒

體與管道相互攻訐與批評，而使得問題日益複雜。 

                                                 
31 可參閱新華網的報導，網址：http://tibet.news.cn/xwzt/2010-02/02/content_18939045.htm，檢索

日期 2010/08/12。 
32 可參閱 BBC 新聞網址：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0/02/100201_tibetchina_envoysreturn.shtml，檢索日期

201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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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來自聯合國、美國與歐盟的關注 

     

相較於 1950 年西藏向外求援無門的困境，1959 年達賴喇嘛的流亡引起了世

界各國對西藏的關注，大批的國際媒體報導此事，而聯合國也隨後就「西藏問題」

作出討論與決議。這包括了 1959 年 10 月 21 日的 1353（XIV）號決議。在該次

會議中，聯合國強調必須要遵守「聯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呼籲重視

西藏人民的宗教傳統與人權；1961 年 12 月 19、20 則通過了 1723（XVI）號決

議，這一次不但呼籲重視人權，還強調了民族自決權的部分；1965 年的 2079（XX）

號決議則再次確認前兩次的會議結果。33可以看到聯合國在這三次的決議中，已

經從過去不探討西藏的地位而轉而隱含賦與其「獨立」的可能性。不過就當前的

國際情勢以及流亡政府目前的政策來說，這個路線發展的可能性並不高。 

    個別國家及國際組織對於西藏問題越趨重視，部分西方社會的公民團體對於

西藏問題的探討與參與，也更加廣泛，具備普遍的草根性。國際社會如何看待西

藏問題，可以從美國與歐盟近幾十年來對西藏問題的態度變化來看。 

    美國各界對西藏議題的態度主要表現出兩種面向，即政府低調而國會積極。

政府低調指的是多年來華府始終把達賴喇嘛訪美定調為宗教領袖的訪問，而國會

積極則是國會多次通過法案譴責北京違反人權，也持續要求政府關注西藏問題，

甚至引發中共強力反彈。以政府層次來看，美國最早開始實質性的與西藏接觸，

主要是為了冷戰的戰略布局。為了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除了以東亞作為防堵線

外，西藏、印度等南亞也是美國極力要介入的重點。由於印度在外交上奉行不結

盟政策，美國無法全面性的與之合作。因此，早期多以資助游擊隊、訓練游擊隊，

以從內部騷擾為主。而當與中共的關係逐漸改善，在「聯中制蘇」時期，儘管美

                                                 
33 會議內容可見西藏之頁「西藏與世界」、「西藏人權」部分，西藏之頁網址：

http://www.xizang-zhiye.org/，檢索日期 201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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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已經逐漸以「人權外交」作為外交主軸，因而前後批准了達賴喇嘛 1979 年、

1981 年、1984 年的首三次訪美，但是整體來說政府的態度仍相當低調。柯林頓

政府時期初曾一度強硬，但後來也轉變政策。而在國會方面，自 1983 年開始討

論西藏問題以來，1987 年眾議院通過的「1988-1989 年財政年度外交關係授權法

案」（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Fiiscal Years 1988 and 1989）卻是由總統

簽署通過的關於西藏問題的第一個法案。在該法案中強烈譴責北京在西藏違反人

權與大舉移民等，並呼籲釋放政治犯，另一方面也讚揚達賴喇嘛在保存西藏宗教

與文化的努力，並請國務院撥款協助藏人與成立獎學金。1988 年又通過了「關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侵犯西藏人權案」（Human Rights Violations in Tibet b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將內容首次擴大到要求中共改善西藏人權作為美國

授予最惠國待遇的條件等。34整體言之，即使到現在，美國總統與達賴喇嘛會面

仍都定調為「私人會晤」，並把達賴喇嘛訪美視為「宗教之行」。美國的大原則是

把西藏視為既定中國的一部分，再由對人權的關切來探討西藏問題 

    歐盟開始關注西藏問題的時期晚於美國，但由於「人權政策」是其共同外交

的一環，程度上也絲毫不遜色，而且更多結合美國國會、聯合國等管道共同關注

西藏人權與呼籲中藏之間的對話。歐盟更在每半年舉行一次的中歐機制對話中關

懷中國的人權狀況，一方面增進雙方了解，一方面歐盟也希望提供自身的經驗使

中國在司法改革、少數民族政策等部分作參考。在這個過程中，北京雖然時常強

力反駁，但也為了回應而不斷的謀求自身的改善。 

    歐洲議會作出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始於 1987 年對拉薩示威抗議而造成傷

亡的注意，此後幾乎年年都有對於西藏問題的決議，並且也不斷要求中共與流亡

政府方面展開會談。歐盟歷次重要的決議者有包括，1989 年譴責中共鎮壓示威

民眾；1992 年首次關注西藏自然環境的破壞問題，並要求中共與流亡政府雙方

應該就民族自決展開對談；1995 年對達賴喇嘛認證的 6 歲 19 世轉世班禪喇嘛失

                                                 
34 關於美國各界對西藏問題的立場，以及美國西藏政策的主要演變過程，可參閱楊以彬，2001，

《中共對外關係中「西藏問題」之研究》，政大外交系碩士論文，頁 12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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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的關注；1998 年指派一位歐盟代表負責處理西藏事務；2000 年後更把西藏人

權、新疆情勢與法輪功的鎮壓狀況等加以並列聯繫，要求求中共改善人權狀況。

最為激烈的一次是在 2008 年，由於不滿拉薩的動盪形勢與北京的鎮壓封鎖，歐

洲議會主席宣布不會參加北京奧運開幕典禮，並希望聯合國出面對拉薩事件作出

獨立的調查。不過，儘管歐洲議會作出整體多次的決議，但在歐洲個別國家與北

京接觸時，以及歐盟其他兩個主要單位「部長理事會」、「執行委員會」面對北京

政府的人權問題時，基於國家利益的考量，大部分都把人權問題與政治、經貿問

題分開來看，因而實際上歐洲議會的決議並無法完全有效的影響到北京的西藏政

策。35 

    整體言之，在各國官方的政治實踐中，基於中國政經實力的強盛以及彼此雙

方來往的密切，幾乎都是同意其「一個中國」政策，承認「西藏是中國領土的一

部分」。然而，也可以看到，在國內立法層次，或是公民民間團體部分則未必如

此，因而學術界也當然有所反映。本研究探討印度與澳大利亞學術界對於西藏問

題研究的狀況，以下針對雙方各自對該議題與西藏來往關係的背景作介紹。 

 

第四節、印度與澳大利亞政府的對藏政策 

 

一、印度政府與西藏的來往：保護但不承認 

    不論從哪一個面向來看，印度都可以說是西藏流亡政府最重要的支持來源。

根據本研究期間進行的訪談，西藏流亡政府前宣傳部長形容雙方的關係是「同難

同當」，也表示過去自己在任內時常與印度政府官員不定期就西藏議題等交換意

                                                 
35 關於歐盟在西藏問題上的立場，可參閱張靜宜，2009，《歐洲聯盟對中國人權政策之探討─以

對「西藏問題」之政策為例》，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在職專班論文，頁 103-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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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36前安全部長與現任宣傳部長兩者都證實印度確實提供了大量的援助給西

藏，也都同意印藏雙方往來關係友好的說法。甚至在最敏感的麥克馬洪線議題上

雙方的立場也頗為一致。37同時流亡政府也整理出版了自 1950 年以來印度國內政

府官員與政黨等曾經在各場合中公開支持西藏的談話。38然而，我們也發現，除

了 1965 年印度政府曾經於聯合國發表支持 2079 號決議之外，39絕大多數的時候

無論在國際場合或是國內，它的姿態似乎較其他歐美國家來的低調。而且根據流

亡政府的整理，1959-2004 年間就各國曾經在西藏議題上作出的任何決議統計，

印度竟然完全沒有紀錄可循。40這樣的「保護但不承認」的兩面性較之許多國家

（例如美國）行政與國會的「兩面性」似乎更有其特殊性。 

在 1947 年印度獨立到達賴喇嘛 1959 年流亡期間，中國的政權也從國民黨易

手中共，而印度尼赫魯政府在大方向上則逐漸往共產中國靠近，並刻意保持與西

藏的距離，但仍然追求保障印度在西藏的利益。譬如，1947 年於印度於獨立前

夕在新德里召開「亞洲關係會議」時，尚邀請西藏代表團參加會議。印度獨立後，

也立刻發出要求西藏確認雙方關係不變的承諾，並且表明印度政府繼承了從殖民

時期的所有權利。隔年也接受了西藏派出的貿易代表團（Dalai Lama 著、丁一夫

譯，2010：79-80）。然而，當 1949 年中共建立後，印度不但極快的承認中共，

1950 年當中共入藏時印度還與英國共同提案擱置對西藏問題的討論。1954 年中

印之間更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與印度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印協定，

Panch Sheel Memorandum），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並撤出了在亞東、江

孜地區的印度部隊，將印度經營的郵局驛站等折價交給中共，同時也重新確立中

                                                 
36 請見附錄三。 
37 請見附錄二與一。 
38 可參閱 DIIR. 1998. Indian Leaders on Tibet.Dharamsala, H.P., Indi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39關於印度於 2079 號決議的發言，可以參閱以下網址：

http://www.savetibet.org/policy-center/remarks-india-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resolution-2079
-xx。印度當時強調自 1950 年以來西藏議題不斷的被討論，而中國也一再保證會和平改革。然而

如今(1965 年)局勢更為混亂，印度決定出面支持西藏。檢閱日期 2010/05/12。 
40 可參閱 DIIR. 2005. International Resolutions and Recognitions on Tibet(1959-2004). Dharamsala, 
H.P., India: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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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雙方的邊境貿易市場（孫克信，1997：101-102）。同年尼赫魯訪問北京時，儘

管當時人也在北京的達賴喇嘛試圖與他多談論一些，但卻得到冷淡的反應（Dalai 

Lama 著、唐鼎譯，1997：112）。這時期印度的政策立場連達賴喇嘛也曾在其自

傳中表示「自從印度獨立之後，西藏與印度在政治上的連繫漸漸消失了」（Dalai 

Lama 著、丁一夫譯，2010：145），可見當時印度的態度。在這之後，除了 1965

年於聯合國的支持之外，印度政府對於「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政策始終沒有改

變過。 

不過，達賴喇嘛流亡印度之後，印度政府雖然公開宣示不會承認流亡政府，

但是卻不斷地提供實質的援助，包括協助難民營成立與建立屯墾區。在流亡政府

的部會中，其「內政部」與「教育部」印度政府更是佔了重要的角色。前者與印

度政府共同協助流亡藏人的安置與就業，而後者則與直屬印度政府教育部下的西

藏教育委員會（Central Tibetan School Administration, CTSA）配合，該委員會由

三名印度官員與三名流亡政府官員組成，負責贊助所有藏人學校教材與資金費

用。同時，駐新德里的達賴喇嘛代表處也作為印藏之間的溝通管道，時時協調與

保持雙方的聯繫。41 

教育堪稱是印度政府提供西藏最大的協助，因為這直接的幫助藏人得以維護

自身的文化宗教認同與身分意識的建立。上述提到的「西藏教育委員會」42不僅

負擔管理直屬的藏人學校，也積極補助其他國家或單位成立的藏人學校，例如曾

多次協助「西藏兒童村」度過資金缺乏的難關。43同時也協同流亡政府成立「西

藏家園基金會」（Tibetan Home Foundation）協助藏人兒童教育、唐卡藝術等職業

訓練，甚至還提供留學等，而且尼赫魯的女兒、前印度總理印地拉‧甘地（Indira 

                                                 
41 達賴喇嘛陛下宣傳部(即 DIIR)，1983，《流亡藏人》(1959-1980)，成都軍區政治部群聯部，頁

4-5、13。本書 DIIR 原本有英文版，在原版佚失、且外流至中共處被翻譯後又傳回 DIIR。本書

由 DIIR 處提供。 
42 關於它的介紹，可參閱其網址：http://www.ctsa.nic.in/index.aspx，檢索日期 2010/05/12。 
43 達賴喇嘛陛下宣傳部，1983，《流亡藏人》(1959-1980)，成都軍區政治部群聯部，頁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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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dhi）夫人就是其創始人之一。44而在高等教育方面，為了培養藏人學者，

1966-1967 年印度政府與流亡政府經過一連串研議後也在鹿野苑（Sarnath）成立

瓦拉納西大學分校，1977 年改為中央高級西藏研究院，成為一個從事西藏宗教

與文化的學術機構，而且經費仍然主要由印度政府所提供。45 

另外，印度中央政府與各地邦政府也提供了許多土地建立難民營與西藏村，

範圍遍佈全印度。並協助成立了許多手工業工作坊。工作坊的成立往往伴結合了

傳統文化藝術的傳承與當地經濟活動的促進，同時又會反饋使得這一個連結更為

加強。例如位於達蘭薩拉的「羅布林卡」機構（Norbulingka），不但設有教授傳

統文化與技藝的學校，其精美的手工產品更吸引了大批旅客，當它設置了旅館後

更結合了附近的「上密院」而成為著名的景點。而這個情形又反饋使機構得以蓬

勃發展。 

為了感謝與回饋印度政府的援助，流亡政府每年也都會舉辦「謝謝你印度」

（Thank you India）與「謝謝你喜馬偕爾邦」（Thank you Himachal Predash）等大

型活動。依照慣例，中央政府成員雖然不會參加，但國會議員以及邦政府首長參

加者卻在所多有。46就其舉辦的次數與參加者的層級來看，某種程度上可以說流

亡政府已與當地社會結合為一體。 

而多年來國際局勢雖然歷經改變，自 1988 年印度總理拉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訪中以來雙方的關係也逐漸改善，同時印度政府也一再重申它在西藏問

題上的立場。但是根據藏人自己的描述，儘管每當國際局勢改變藏人總會憂慮印

度政府的態度會否隨之變化，但直到今日印度政府事實上不曾限制過達賴喇嘛個

人的言論以及出訪行程，印度政府還主動負擔其安全護衛費用與諸多各項支出，

雙方也會不定時會面。47同時印度政府也完全沒有限制藏人的行動，「藏人除了投

                                                 
44 達賴喇嘛著、唐鼎譯，1997，《流亡中的自在》，台北：唐山，頁 212。 
45 達賴喇嘛陛下宣傳部，1983，《流亡藏人》(1959-1980)，成都軍區政治部群聯部，頁 195-200。 
46 請見附錄一。 
47 請見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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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之外幾乎就像個印度人一樣」。它相當一貫的在政治上聲稱「西藏是中國的一

部分」，但在社會的層次上則給予完全的自由。48這種說法再次證實了印度「保護

但不承認」的立場。 

本文根據訪談資料以及文獻對印度政府的西藏政策考察，發現自 1959 年前

後印度逐步確立了對西藏問題立場的兩個面向。這種政策的形成原因或許與印度

政府始終試圖在傳統的印藏友誼以及與主權中國的交往間試圖取得平衡有關，然

而這種氛圍在學術界文獻中如何看待，值得進一步探討。另一方面，與西藏相距

遙遠，又非如英美等「大國」的澳大利亞，究竟它與西藏如何開啟接觸，而雙方

的互動往來情形又是如何，則是本文接續要介紹的。 

 

二、澳洲政府與西藏的來往：在「一中原則」下對西藏人權

展開的關懷 

 

相較於早期就介入西藏事務的印度，澳大利亞政府與其民間團體開始與西藏

來往的時間比較晚近，並大致符合西藏議題國際化發展的趨勢。從時期來區分的

話，雙方交往的起源主要始於 60 年代末到 70 年代初，80 年代初步成長，90 年

代以後至今則快速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與民間兩者相互影響並且使得西藏議

題得到更大的關注，許多藏傳佛教中心也於此期間前往澳大利亞設立，無形中更

提高了「西藏」在澳洲的能見度。 

最早的民間團體是創於 1968 年的「澳洲西藏友好團體」（Tibet Friendship 

Group），49從流亡政府提供的資料顯示，70 年代有不少關懷藏人狀況的澳洲醫療

                                                 
48 請見附錄一。 
49 它的創立與印度政府有所淵源。1959 年達賴喇嘛以及大批的藏人流亡印度後，尼赫魯指示當

時的外務部長(Indians for External Affairs)Freda Bedi 研議相關處理辦法，她隨後並成立了西藏友

好團體(Tibet Friendship Group, TFG)協助處理難民事宜。1968 年她在錫金東北邊境特區卡門司前

政治幹事(Political Officer of Kameng Frontier Division)Singh 安排下結識了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澳洲

分會會長 Peter 及其太太 Valerie Grogan，後者在其邀請下組織了澳洲西藏友好團體。關於這段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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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團都是經由它而前往印度。50另一方面，澳洲政府也在 1972 年與中共建交

時就已經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分，但它隨即就在這個「框

架」下展開它對西藏議題的關心，尤其是西藏境內的人權狀況。 

70 年代到 80 年代初之間，澳洲政府官方比較少對該議題發表意見。1982

年達賴喇嘛初次訪問澳大利亞時除了民間團體之外也並未與任何官方人物會

晤。51不過到了 80 年代末期，不論在民間或是政治人物對於這個議題的注意都

已經較之前更為廣泛，尤其是達賴喇嘛獲得諾貝爾獎與中國同時在天安門廣場和

拉薩都發生事件後更是如此。1988 年澳洲成立了其至今最大的民間支持西藏團

體「澳洲西藏會議」（Australian Tibet Council, ATC），象徵了澳洲社會對此議題

關注進入一個新進程。52 

1992 年當達賴喇嘛再度訪問澳大利亞時，不但該次訪問的陣容盛大，達賴

喇嘛也同總理基廷（Paul Keating）舉行了正式的會面，並獲得他承諾設立西藏

流亡政府在澳洲的代表處，即現今的澳洲西藏資訊辦事處（Tibet Information 

Office Australia）。而在國會方面，1993 年也開始設有專門討論西藏議題的研究

小組（Australian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部分國會議員與政黨更聯合組成

「對西藏的全政黨議會團體」（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提供政府

在西藏議題政策上的建言與協助處理在澳流亡藏人的事宜。531990 年代以來，澳

洲參眾兩院更已經主要針對西藏境內的情勢發展通過十多次的決議，特別是

2008 年爆發了拉薩事件後，參議院在一年內就作出三次相關的決議。541997 年

澳洲政府與中共開始舉行每年一次的「雙邊人權對話」（Bilateral Human Rights 

                                                                                                                                            
程可參閱附錄七-2。協會網址：http://www.tfg.org.au/，檢索日期 2010/05/21。 
50 達賴喇嘛陛下宣傳部，1983，《流亡藏人》(1959-1980)，成都軍區政治部群聯部，頁 206-208。 
51 達賴喇嘛歷次訪問澳洲情況，可參閱澳洲達賴喇嘛小組(His holiness of Dalai Lama in Australia)
網站：http://www.dalailamainaustralia.org/pages/default.aspx?ParentPageID=3&PageID=5，檢索日期

2010/05/23。 
52該團體不但在設立後長期推動對西藏議題的認識，也不斷邀請流亡人士訪問澳洲。在政治上更

頗有影響力。詳情可參閱附錄七-3。團體網址：http://www.atc.org.au/，檢索日期 2010/05/23。 
53 1993 年 ATC 直接促使澳洲部分國會議員成立久永性的國會西藏小組。該小組後又成立「對西

藏的全政黨」。詳情可見附錄七-1。 
54 西藏流亡政府駐澳洲代表處提供，參閱附錄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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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ue），西藏境內的宗教自由、文化認同、言論自由等諸多人權議題也是雙

方必談的項目之一。55 

另一方面，在澳洲國內藏人社群的成長也與澳洲政府提供的協助有關。1973

年開始有藏人或喇嘛因為依親或弘法等原因移居澳洲，但人數相當的少，幾乎不

能稱之為社群。1982 年達賴喇嘛首次訪澳時，整個澳洲的藏人僅有約 20 餘人左

右。1992 年當達賴喇嘛再度而設立了辦事處後，辦事處代表即開始與澳洲政府

討論移民事宜。1996 年開始，經過辦事處代表 Chhime Rigzin Chhopepakpa 與魯

達克（Phillip Rudduck）的反覆討論，澳洲政府運用其已經行之有年的特殊人道

計劃（Special Humanitarian Program, SHP）開放藏人難民移民，而且逐年增加。

1997 年首批開放了 12 人，2005 年時已經達 100 人，到了 2008 年時全年更有 300

人進入澳洲。根據統計，目前已經至少有 1000 位藏人移居澳洲，並且在國內各

洲中都成立了各自的社群協會。56 

就此上述所言，澳洲政府似乎在關注西藏議題後與西藏流亡政府相當友好，

然而並不能就此就輕易的下結論。事實上，至 2010 年 5 月為止達賴喇嘛一共訪

問過澳大利亞 7 次，分別為 1982、1992、1996、2002、2007、2008 與 2009 年。

儘管每次訪問總引起民間極大的迴響，但在這幾次的訪問中真正與總理舉行正式

會面的只有第二次與基廷、第三次與霍華德、第五次與陸克文，其他時候不是沒

有與任何政治領袖會面（例如第一次、第四次）就是只與反對黨領袖會面（例如

第六次）。會有這樣的情形就必須要考量到自正式建交以來不斷發展且越來越密

切的澳中關係。澳中兩國當前的來往非常密切，而且還不斷的在增長這之間密切

性，特別在經濟關係上。目前中國已經是澳洲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出口市場，而

且幾乎就要趕上後者。同時，從移民數量來看，澳洲華人群體的成長也是所有移

民群體中最快的。57但從整體狀況言之，澳洲政府除了在與達賴喇嘛會面這一點

因局勢會有所變化之外，大體上對西藏議題的關注依然是日益提高的。 

                                                 
55 西藏流亡政府駐澳洲代表處提供，參閱附錄四。 
56 西藏流亡政府駐澳洲代表處提供，參閱附錄五。 
57 例如，僅 2004 年華人移民佔了全體總移民的一成以上。可參閱附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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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澳洲政府對西藏議題的關注起步雖發展較晚，但積極程度上卻絲毫不

落後於其他國家。儘管西藏議題在澳洲的發展與國際脈絡是較為同步的，但如果

考量到澳洲與中國之間的關係而澳洲就更顯得具有特殊性。在澳中關係發展如此

密切的前提下，澳洲民間與政府層次上對西藏議題仍然如此熱烈，這無論如何都

是很值得去細究的。 

比較印度政府的對藏政策與澳洲政府的對藏政策中關注的焦點與實際作

為，兩者同樣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也同樣關心西藏議題的發展。但印

度政府主要著重的是印中邊界的動態以及與西藏流亡政府的互動，包括印度境內

的藏人的生活狀況，整體言之有相當大的程度帶著以「印度」為中心的思考模式

出發。另一方面，澳大利亞政府除了關懷流亡藏人之外，更多的部分是強調西藏

境內的藏人宗教、文化、言論自由等人權狀況，而更具有一種由外部看中國的視

野。會出現這兩種不同的差異，其中原因可能就在於對於印度來說西藏在地理上

實質的與之接壤，因而西藏議題是一個關乎印度自身的問題；而對澳洲來說在地

理位置上它並未與中國或西藏相鄰，就自身國家發展經驗出發它並且是以關懷任

何一個主權國家境內的少數群體權利的視野來切入這個議題，因而更顯現出一種

似乎是由外部看中國的特色。這毋寧是本文的一種設想。然而，如果之後進一步

對各自的學界研究視野有更深入的探索，或許將有助於理解這樣的差異。 

 

第五節 小結 

 

本章主要介紹西藏問題的形成原因，並闡述在問題發展的過程中，由於中藏

之間爭端的擴大，達賴喇嘛出走流亡印度，並在達蘭薩拉主持流亡政府，以及聯

合國與美國等國際社會開始涉入該議題而使得情勢更為複雜。並帶出印度與澳大

利亞這兩個本研究主要的探討對象，整理出兩國政府與民間在近數十年來與西藏

流亡人士互動的情形，兩國的中國政策，以及在西藏問題上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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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問題的形成實可從兩種面向來理解，一者是出自於中國與西藏兩種不同

而且幾乎對立的歷史觀，一者則是從當代主權國家的地理戰略位置的考量出發。

無論站在中國立場的歷史觀或是西藏立場的歷史觀，論者均是從史料回溯，用當

代主權國家體系的概念去套用理解過去中藏之間的互動究竟為何，因而從純粹行

政治理的角度看，西藏早在多次的王朝冊封中成為了中國的一部分。但若從宗教

面向來看，西藏喇嘛與王朝上層統治者之間的互動則又有使西藏的政治地位有了

不同的解釋。另一方面，由於西藏的特殊地理位置，造就了百年來列強均試圖控

制此地，這個情形即便到了印中各自建國後，冷戰結束，基本核心也都沒有改變。

儘管當前世界各國政府多承認中共在西藏的主權，但任何發生在該地的軍事行動

都特別的受到關注。 

西藏問題的複雜還來自於它的高度國際化，達賴喇嘛的高知名度，以及中共

人權紀錄普遍被視為不良，幾乎所有國家均有對該議題表達立場與程度不一的和

西藏流亡人士互動都是其中的要素。北京與達蘭薩拉雙方各自宣傳，相互詆毀醜

化對方，是數十年來多次會談始終沒有具體成果的關鍵。而中國在政經實力方面

的崛起，更是影響各國政府與民間團體在思索如何面對中國與提供藏人援助時難

以迴避的核心，依據普世人權價值或是其他理由展開的關懷也在原有的國際政經

脈絡與各別和中國的關係下因此顯得詭譎。 

在第四節中，本研究分別介紹了印度與澳大利亞各別和西藏的來往。在印度

方面，從其諸多政策中可見其為西藏流亡政府最大的支持來源，這一點也經由西

藏流亡政府官員的口述獲得證實。並且，儘管在邊界問題上印度與中國多次處於

緊張的狀態，但無論在政府的公開言論或是國會的表決中，關於西藏問題的討論

卻始終顯得低調少見，因而，印度的西藏政策可謂是「保護但不承認」的忠實貫

徹，並且帶有濃厚以印度為中心的思維。不過，印度學術界究竟如何認知西藏問

題，實還須進一步深入細究，在下一章將為文探討之。 

而在澳大利亞方面，其與西藏開始有所接觸則是晚於印度，大面向而言上更

可說一開始就處於「中國」框架下，其關懷的焦點也多是西藏境內的人權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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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公開言論與國會的表決中，以及包括為數眾多的民間團體，對於中共在

西藏文化傳統與宗教信仰自由的相關議題均顯現出熱烈討論與積極參與的態

度，不但在國會中有專門的研究小組，在每年與中共舉行的「雙邊人權對話」中，

西藏境內的情勢更是必談的項目。對比於澳中近年來在經濟方面的緊密聯結，澳

洲學術界如何探討西藏問題值得關注，本研究將在第四章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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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印度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及其

視野下的中國觀 

 

第一節 前言 

    

「西藏問題」研究發展至今，已不再侷限於原本長期關注西藏文化與政治社

會等的學者專論，而已經在國際關係或中國研究的討論中，開始有了一席之地。

有學者以為，這其實與「改革開放」後中國在世界的能見度趨大，以致與西藏之

間的糾纏難解問題，也就成了重要的研究議程。58Sharad K. Soni 與 Reena Marwah

兩位學者觀察到，在印度除了「西藏學」會從事西藏研究，印度的「中國研究」

中也會有對此的探討（Soni & Marwah，2010）。尤其，在印度的「印中關係」的

探討文獻中，西藏問題更往往成為其中必要討論的一環。這個情況形成的原因

是，由於過去殖民時期的英印政府與西藏代表之間曾經劃定「麥克馬洪線」，然

而中共取代了噶廈政府統治西藏之後，卻完全否認這條界線的合法性，因而產生

了中國與獨立後的印度之間的領土爭議。這在 1959 年後越演越烈，甚至引爆了

1962 年雙方的一場邊界戰爭。自此之後，西藏地區的情勢演變就成為了印度的

中國研究中一個必須要特別關注的地方。故為了介紹印中關係研究的概況，「西

藏問題」成為一個必要回溯的背景。因此，西藏既成為一個研究對象，有時候也

被當作一個被接受的預設背景，因而可以從這些西藏問題的研究文獻字裡行間，

推測出所影射的中國究竟有何面貌。 

    傳統上印度與西藏文明就具有共通性，何況隨著藏人流亡印度的時間越長，

更逐漸成為了印度社會的一份子。許多藏人雖然成長於難民社區，但也有不少人

                                                 
58 Amar Jasbir Singh. 1992.” How the Tibetan Problem Influenc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hina 
Report . vol. 28. p. 261-289. 與 K. N. Ramachandran. 1980. “Tibet in Focus.” Strategic Analysis. vol. 
IV. no.3. p.101-106.都有類似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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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進入了印度的高等學府而結識了學術界的研究人才，甚至自己就成為了其中

的一員，這些因素是否會對印度學界的觀點產生影響值得進一步觀察。而由於如

今藏人活動範圍已不限於地理上的西藏地區，因此許多關於「西藏」的文獻探討

也同時超越了地理上的界線，這在印度學界也相當明顯。整體看來，印度學界的

西藏問題研究內容範圍涉及了國家戰略利益以及對歷史文化的探討，而受到其本

身的地理位置、不同時期的官方政策定位以及藏人參與學界組成等等因素的共同

影響，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顯現出相當多元與特殊的解釋方式。 

    本章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整理出印度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概況，並試圖推測出

這些文獻背後可能影射的中國觀。從第二節開始，說明過去至於今印度的西藏問

題研究概況，並依序介紹除了學者的專書之外，也觸及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至少

有哪些重要的發表平台；第三節則是印度學界的西藏問題敘事，從其文獻的論述

當中綜合整理出其共通的幾點特色，包括研究主題、研究觀點等；第四節從整理

探討不同年代的不同文本當中推測其中國觀；第五節則是本章結語。 

 

第二節 印度西藏問題研究社群內部的組成 

 

一、研究概況介紹 

    

 印度在歷史上一直以來都與西藏有聯繫與來往，但早期還算不上有現代學

科意義下的研究。開始用現代學科的方式來研究西藏是與印度的西藏學發展密不

可分的，而加爾各答是它早期的重鎮，被認為是現代「西藏學」之父的匈牙利籍

學者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oros）也是以此地和大吉嶺作為基地而開啟這門

學科。1893 年，加爾各答人達斯（Sarat Chandra Das）出版了《雪域上的印度班

智達》（Indian Pandits in the Land of Snow）一書，是印度西藏學重要的里程碑。

他曾經訪問過西藏多次，並以田野調查的方式在該書中對西藏的地理、歷史、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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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文化作了詳實的介紹（Sinha，1983：12）。20 世紀初期，加爾各答大學與詩

人泰戈爾所創立的國際大學也都先後把西藏學納入學校的課程中。59然而，早期

的這些研究仍多偏重在文化與宗教方面，而少有從政治的角度來觀察西藏。 

直到印度獨立初期，對於這方面的了解仍幾乎要透過來自英國殖民時期的官

員的記載，或一些非常零星的遊記，學術界始終少有全面性關於對西藏政治狀況

的探討。直到了 60 年代政治與社會局勢較為穩定後，才多有重新回頭對這方面

議題的討論，而這也與當時的印中關係發展有關，期間 1962 年雙方還在邊境上

爆發了一場戰爭，影響深遠。根據瑞（G. N. Rao）的說法，1961 年《關於印度

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邊境問題上的報告》（The Report of the official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Boundary 

Question）的出版是引發了學界對印中邊界探討熱潮的主要原因，這由此促進了

大量對麥克馬洪線的探討與對印度西藏政策的研究（Rao，1968：3）。隨後在 1966

年，普塔（R.Gupta）發表《印度─中國─西藏三角關係》（India-China-Tibet 

Triangle）這一相當重要的著作，他從歷史的角度試圖論證西藏在政治地位上根

本不屬於中國，而且在文化上與印度的關係更勝過與中國的關係。該書並且以西

藏為關鍵，進一步探討印中之間為何會發生戰爭。601967 年則有貝特（S.Bhat）

《印度與中國》（India and China）一書，他將焦點擺在中共出兵西藏後的印中關

係發展，並與當時的國際局勢演變聯繫起來。他最為獨到的見解是，他認為印中

關係發展其實與中國─蘇聯的關係好壞是相關的，一旦中蘇關係變差，往往印中

關係也會不好，這時候西藏問題與其衍生的印中領土爭議就可以成為引起雙方爭

執的條件。61到了 1974 年時，普塔（K.Gupta）的《印中邊界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主要探究的則是，印度政府度對引發印中戰爭

的「麥克馬洪線」所持的立場是否穩固，並思索印度政府的中國政策發展，同時

                                                 
59 國際大學並在課程設計中把西藏學當作一門與印度學比較的學科。參閱 V. V. Gokhale.1972. 
“Tibetan Studies in India(a brief survey).”Report of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no.18.p.8. 
60 Ram Gupta. 1966. India-China-Tibet Triangle. Bombay: Jaico Publishing House. 
61 Sudhakar Bhat. 1967. India and China” New Delhi: Popular Book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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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殖民時期到獨立後中、英、印、藏等多方互動的過程。儘管對麥克馬洪線的

合法性存疑，但他主張印中雙方都應該為了和平相處的目標而互相友好，並在爭

議問題上避免衝突的發生。於此，西藏問題作為可能影響印中關係的要素就應該

要特別被予以關注。62這些學者的研究不同程度的涉及了對西藏地位的探討，也

從不同角度闡述中國與印度政府的作為將對雙方產生何種影響。由此已經得知，

印度學界探討西藏問題時往往把它與印中關係聯結起來理解，並且背後還各自存

在著不同種看待中國的視野。此外，由於達賴喇嘛以及大量的藏人流亡印度造就

的效應，也無形中影響使印度西藏研究更呈現豐富與跨領域的特質。 

 

二、研究平台介紹 

     

而除了學者的專書討論之外，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也大量的出現在關於中國

研究或是南亞研究的論壇與期刊中，包括《中國述評》（China Report）、印度國

防部智庫「防衛研究與分析機構」（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IDSA）

附屬刊物《戰略分析》（Strategic Analysis），近年來也出現在「南亞分析群體」（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SAAG）與「清奈中國研究中心」（The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CCS）等論壇收錄的文章中。此外也有以「西藏」為題的幾個

期刊，包括西藏流亡政府下的部門推動設立與出版的《西藏期刊》（The Tibet 

Journal）以及由藏人獨立編撰的《西藏再覽》（Tibetan Review）等，都有公開的

對外徵稿，許多印度學者也會於此發表成果，或彼此之間或與藏人學者對話。這

些期刊或是論壇共同構成了印度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發表的主要平台，在數量、

研究主題與研究取向，甚至是解釋觀點上，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以下進一步對上

述幾個平台作出簡單的介紹。 

                                                 
62 Kuranakar Gupta, 王宏緯、王至亭譯，1990(1974)，《中印邊界秘史》(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ino-Indian Frontier)，中國藏學出版社，北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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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國際關係或中國研究為核心的平台 

 

《中國述評》（China Report）：《中國述評》於 1964 年創刊，目前由印度德里大

學的中國研究所（ICS）出版，期刊的編輯人員多來自中國研究所以及尼赫魯大

學，在印度國內的中國研究甚至是國際的中國研究中享有極高的聲譽。該期刊收

錄學術論文、時事評論、文章回應、書評以及文獻資料和大事表等。它以中國為

主要核心研究地區，並涉及它周遭的東亞國家，而且特別偏重這些國家的文化、

發展狀況以及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研究取向上更跨越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係、

法律、社會學、歷史學，是一個相當全方位的中國研究刊物。63 

    西藏地區的情勢以及研究始終是期刊中一個不斷受到探討的主題，並廣泛的

出現在學術論文以及時事評論中，更幾乎是每期的「印度與中國關係」

（India-China Relation）或「中國與南亞」（China and South Asia）報導中的一部

分。在議題範圍上除了關注西藏地區的情勢演變之外（例如 1965 年分析西藏自

治區的成立或是 1966 年該地區的文化大革命情形），也時常出現在印中關係的討

論中，不論是作為影響的要素或是當作陳述的背景皆有。近年來更已經出現對後

達賴喇嘛時代的思索。64 

 

《戰略分析》（Strategic Analysis）：《策略分析》是一個由 IDSA 所出版的雙月刊，

該中心主要負責關於印度國家與國際間安全與防衛相關的議題研究。因此該期刊

主要收錄關於區域與國際安全相關議題獨立研究、分析與評論，包括對西藏問題

的探討。65從其研究項目來看，中國是亞洲研究中一個重要部分，而西藏問題也

                                                 
63 關於更詳細情形可參閱中國研究所網址：http://www.icsin.org/about.html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網印度當代中國研究的介紹，網址：

http://www.hprc.org.cn/gsyj/gwddzgyjjg/yindu/200909/t20090911_30778.html,檢索日期 2010/06/11. 
64 可參閱 Virendra S. Verma. 2009. “Post-Dalai Lama Situation and the Middle Path: Discussions with 
Chinese Scholars in Beijing.” China Report. vol.45(1): 75-87. 
65 對該期刊的詳細情形，可於 IDSA 網站上查閱。網址：http://www.idsa.in/strategicanalysis,檢索

日期 201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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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放在中國事務的脈絡下，並多集中在幾位固定的學者發表。其關懷的焦點主要

集中在西藏地區的情勢穩定狀況，以及這些議題如何攸關印度的邊境安全。 

 

清奈中國研究中心（The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CCCS）：清奈中國

研究中心主要作為一個關於公眾政策的思想論壇，不定期發表文章，而且團隊的

組成深具學者以及印度官方色彩。論壇創立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在中國崛起的局勢

下，提供一個平台供印度的國內外中國研究學者之間作學術性對話，交流討論印

中關係的發展，並作出對印度而言在雙邊、區域甚至是全球層次可行的基礎政策

研究。其關懷的焦點主要與印度如何思索面對中國的需求有關，包括「印中邊界

問題」、「中國─巴基斯坦關係」、「印中雙邊貿易關係」、「中國的政治發展及其對

印度以及世界的影響」、「中國─印度─東協關係」、「南亞印度對中國崛起的反應

與調查」以及「中國─印度─南亞的文化聯繫」等。「西藏」被獨立出來與「新

疆」、「台灣」同被歸類在「少數群體」（的地區）（minority area）項目下討論。66 

    其論壇從 2006 年開始收錄文章，但自 2009 年才開始有關於西藏問題的討

論，不過發表頻率很頻繁，而且集中在由幾位學者固定發表。並與「南亞分析群

體」（South Asia Analysis）67中文章偶有重疊。 

 

（二）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平台 

 

《西藏期刊》（The Tibet Journal）：《西藏期刊》創立於 1975 年，是屬於位於達

蘭薩拉西藏流亡政府底下的「西藏工作與文件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LTWA）出版，原則上一年發行四次，其探討的主題只要與西藏文

化或文明的討論相關即可，並可用英文或是藏文發表。期刊對外公開徵稿，並不

                                                 
66關於詳細的訊息可見其網站，網址：http://www.c3sindia.org/team，檢索日期 2010/05/22。 
67南亞分析群體主要是一個關於策略分析以及促進對於印度與國際安全事務研究的思想論壇，探

討的對象涵蓋全球，並且收錄的文章特別集中於政治以及戰略分析的主題。更詳細的訊息可見網

站：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The%20Web%20Site.htm，檢索日期 201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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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投稿人身分，而可見印度學者於此發表成果。 

    從已出版的期刊來看，文章探討內容以佛教研究為大宗，其次就是關於西藏

問題的討論，從創刊號開始就有討論西藏與中國關係的文章。68也有針對時事變

化的報導。69隨著藏人流亡時間日久，80 年代後的文章開始出現對流亡印度的藏

人難民的探討。70這幾年更開始出現呼籲對西藏未來路線的重新思索。71 

 

《西藏再覽》（Tibetan Review）：《西藏再覽》是一個 1967 年於印度新德里由藏

人獨立創立的月刊，並由「西藏之聲」（voice of Tibet）發行，後由於財務方面的

縮緊一度於 1971 由流亡政府接管，但為了保持其獨立性質又在 1999 年恢復獨立

運作。其探討的「西藏」包含了地理上的西藏地區以及流亡藏人，內容多偏向新

聞與評論性質。72 

除此之外，印度還有為數眾多的大眾媒體也相當關注西藏的情勢，例如《印

度教徒報》（The Hindu）就時常刊登關於西藏問題發展與印度的中國政策等評

論，其現任主編拉姆（N.Ram）也常撰文發表看法。其他還有廣大的研究人員或

獨立或透過「印藏友好協會」等組織舉辦的活動發表關於西藏問題的研究。另外，

「西藏政策研究中心」（Tibet parlia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re, TPPRC）也是

一個重要的發表平台。73 

經由上述的檢視，我們發現印度學界對西藏問題的討論的篇幅不但豐富，而

                                                 
68 可參閱 Zahiruddin Ahmad. 1975.”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a in Tibet”. The Tibet Journal . 
vol.1(1):24-35.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69 例如 1979 年達賴喇嘛訪問美國後，1980 年立刻出現幾乎整本對達賴喇嘛與美國關係的討論。

The Tibet Journal. vol.5(1&2).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70 例如 Dorsh Marie deVoe. 1981. “The refugee problem and Tibetan refugees.” The Tibet Journal. 
vol.6(3):.22-42.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近期也有 Dawa Norbu. 
2001. “Refugees from Tibet: Structural causes of successful settlements.” The Tibet Journal. 
vol.26(2):3-25.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71 Jane Ardley. 2003. “Satyagraha in Tibet: Toward a Gandhian Solution?.” The Tibet Journal. 
vol.28(4):23-38, Dharamsala, Indi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72 進一步詳情可查閱其網站：http://www.tibetanreview.net/index.php?id=68&type=p，檢索日期

2010/05/27。 
73 TPPRC 由德國跨國 NGO The Friendrich-Naumann-Stiftung 基金會設立，目的在於協助流亡藏

人俱備民主思想與三權分立的概念，以及保存藏人文化。常與其他民間單位合作及出版西藏問題

研究相關著作。可參閱網址：http://www.tpprc.org/，檢索日期 201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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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極為複雜與多元，在文獻中把它視作單獨課題加以介紹者更在所多有，這似

乎顯示了印度學界中有著長期關注該議題的風氣與大量的研究人員，並呈現出難

以簡單的辨識哪些學者可被稱為「西藏學專家」的狀況，這相對於印度政府長期

以來在政治上的相對謹慎談及此問題則又是一個有趣的對比。然而，學界之中對

於這個議題的探討究竟如何進行，其特色又是如何，有必要進一步的分析才能了

解。以下主要就上述平台中所收錄的文章，以及歷年來印度學界中關於西藏問題

研究的專書加以整理。 

 

第三節 印度學界的西藏問題敘事 

 

一、議題研究領域與方法論多元化 

 

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呈現多元面貌，並且還延伸出許多次議題，主要的原因

已如前述，不只本來長期關注西藏文化與政治社會方面的學者會去關注這個問

題，在國際關係領域或是中國研究等方面對此也都有所研究。更甚者，由於有為

數不少的流亡藏人已定居在印度社會，其觀點或有影響各界人士對此議題的看

法。另外，許多對印度內部社會感到興趣的研究者也開始出現以流亡藏人社區發

展74或是流亡藏人的社會狀況75為研究題材的著作，當這些研究在歷史背景上須

要先交待研究對象群體為何會出現在印度時，則又必然會牽涉到西藏問題的緣

由。整體言之，如果試圖以學科類別或是方法論途徑來討論印度西藏問題研究的

話，面對這些數量龐大而又各具特色的文獻就會顯得難以歸納出一個單一的結

論，因為這個議題本身就是一個正不斷變動的活議題，而且也已經成為一個跨領

域的議題。 

                                                 
74 例如 Rajesh S.Kharat.2003.Tibetan Refugees in India.New Delhi：Kaveri. 
75 例如 Monu Rani Gupta.2005. Social Mobility and Change among Tibetan Refugees.Raj Publishions, 
India: New Del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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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問題論述特色 

 

然而，我們在閱讀眾多的文獻中似乎仍然可以發現印度的西藏問題敘事具有

共通的幾點特色，並且也發現，這些文獻讀來具有相當濃厚的以印度為中心的思

維。整體言之，它的敘事開展是以印度為起點，不斷地思索印度與西藏在歷史與

文明上的關係，以及印度在當代的政治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它著重探討問

題論述背後的意義或概念，而相對上來說較不闡述對實際細節的討論。以下分別

敘述共通的特色 

 

（一）西藏問題必然牽涉印中關係發展 

 

從文獻的篇章敘述結構來看，無論是專書或是期刊文章都共有一個現象，就

是西藏問題幾乎都當成印中關係歷史的回顧或是相關討論的脈絡下的一環，這一

點對比印度以外的討論印中關係發展的文獻並不以西藏為核心，是非常突出的一

個特色。當印度學界在討論該議題時必定與作者對印中關係的發展看法產生聯

結，然而相形之下，印度以外的文獻卻不必然有此現象。他們往往將「西藏問題」

與「印中爭議」區別開來視作不同的議題，當探討西藏問題時，其中的核心角色

多在中藏之間而不涉及印度，而在討論印中爭議時焦點則放在印中之間，而不一

定看的到西藏的角色出現。筆者在訪問印度的期間曾經就此現象請教過當地的學

者，當時得到的回應是，「從印度的角度來看，西藏問題絕對是印中關係中必要

討論的一環。因為印度與中國之所以成為鄰國，就在於 1950 年中共出兵西藏並

將其納入統治，也因此印中才會產生後續的領土爭議，更才會有 1962 年邊界戰

爭的發生」。這個說法與 Sharad K. Soni 與 Reena Marwah 的觀點類似，他們認為，

1950 年代後「由於西藏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由印度的遠鄰一變而成為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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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因而對於印度來說研究中國有其必要性，而西藏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研究課

題」（Soni & Marwah 著、吳宗翰譯，2010：75）。可以想見，正是由於「阿克賽

欽」與「阿爾納洽魯邦」（或稱作藏南地區）的領土爭議未解，西藏問題仍在持

續發展，大量的流亡藏人與西藏流亡政府的中央「達蘭薩拉」等俱在印度，因而，

西藏當然會是影響印中關係發展的一環，從而必然是在印中關係發展脈絡當中的

一部分。 

這樣的敘述安排方式事實上非常切合印度所身處的位置對自身所作的省

察，而且正如我們在第二節的發現，從很早期以印度觀點出發探討印中關係的文

獻中就有這樣的特色。例如，1956 年 Margaret W. Fisher 與 Joan V. Bondurant 著

的《印度觀點的印中關係》（Indian Views of Sino-Indian relations）一書中就已經

看到這樣的安排。該書在第一章從 1954 年的印中簽訂《和平五原則》切入，而

附錄文件也多與西藏問題有關。60、70 年代大量以「印中關係」、「邊界爭議」

為研究的文獻也都有類似的篇章安排。即便到了 2004 年尼赫魯大學教授 B. R. 

Deepak 的《印度與中國 1904-2004》（India-China1904-2004），2007 年 Parshotam 

Mehra 的《邊界歷史選集》（Essays in Frontier History），2009 年 Bhawna Pokharna

的《印中關係》（India-China Relations）等著作，更不用說眾多以「中國─印度

─西藏」三角關係之類的討論著作，每當談論到印中關係發展的歷史或是兩國之

間的邊界爭議問題，則西藏問題就必然在這個脈絡底下被重新回顧一次。 

 

（二）西藏多被視為有別於「中國」而介於印中之間的緩衝主體 

 

上述提到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多是放在印中關係發展的脈絡下被觀

察，另一方面也有不少文獻主要是針對西藏的歷史狀態作出研究來探討西藏問題

者，但無論如何，它們共通的一個主流論述就是會從語言、文字、宗教、文明或

是發展歷史等等方面，論述西藏具有一個有別於「中國」的主體。然而，到底該

如何定義這個主體，則文獻之間莫衷一是。有的文獻非常強調它是一個「獨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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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國家」（independent and sovereign country/nation）（Bhattacarya，1983：

721-725），但大部分的文獻多以印中之間的「緩衝區」（buffer zone/region）、「緩

衝國」（buffer state）、中國的「自治區」（autonomous）等稱呼來談論西藏的定位，

有些文獻則稱呼它為「國家」，但不特別強調「獨立、主權」等字眼。不過，大

部分的文獻都很清楚的將西藏與中國、蒙古、滿州等區別開來，並往往依照不同

的歷史時期闡述彼此的互動。這樣的區別概念（特別在描述它的地理位置時）可

能有來自於英印殖民時期的影響，蓋當時英人思索保障印度安全時即以阿富汗作

為西方屏障，以新疆、西藏等地作為北方與東北方屏障的設計（Mehra，2007：

88-90），從而賦與了西藏某種特殊的戰略意涵。另一方面也可能來自印度傳統上

與西藏來往而產生的認知與概念，其間透露出，印度與中國的歷史交往並不同於

印度與西藏，儘管印度與兩者之間的關係都很緊密，但對印度而言這兩個對象幾

乎是兩種不同的文化、宗教與政治體（Mehrotra，1997：5）。 

而且如從「歷史關係」談起，角度上多類似本書第二章提到的「西藏觀點」

下的中藏關係，並且會透過闡述西藏在歷史上如何與周邊國家互動，尤其是締約

（treaty-making capability）等外交活動，進而賦與西藏得以從事與他國來往的主

體性。例如，有文獻討論到，西藏在 7 世紀時松贊干布王在位時乃是中亞地區的

大國，曾與當時的鄰國包括中國唐朝等有多次的輝煌戰事與其他方面的往來，並

且先後迎娶文成公主與尼泊爾的公主；文獻也強調西藏曾經在與中國唐朝的戰事

中攻陷長安，於唐穆宗時期雙方訂立「甥舅碑」而劃定中國與西藏的邊界等。當

提到近代的歷史時，文獻提到了 1856 年西藏與尼泊爾曾經締約；1904 年榮赫鵬

（Younghusband）上校攻打拉薩後英印政府與西藏代表曾訂立「英藏條約」。文

獻中最常提起的，是 1914 年的西姆拉會議與 1947 年的亞洲關係會議了，文獻多

闡述西藏在西姆拉會議時乃是與參加會議的與中、英兩國代表平起平坐的一員，

並且是獨立與英印政府劃定「麥克馬洪線」；自 1911 年國民革命後到 1950 年代

間它完全是處於在一個不受中國管轄的「事實上」（de facto）的獨立狀態下，1947

年在印度獨立前夕它並受邀參加亞洲關係會議與印度等各國代表與會。上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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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歷史」幾乎是被視為理所當然的接受並於文獻中不斷出現。 

基於對西藏的涵義儘管定義不明確但卻具備主體能動性的認知，每當談及

1950 年中國出兵西藏時，文獻中的觀點也多是以「被併入」或「被吸收」進一

個更大的主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概念，來詮釋這段歷史，甚至對其遭遇表達

出深刻的同情。 

 

（三）西藏與印度文明有很深的聯繫 

 

印度的西藏問題文獻還有一個明顯的特色就是，文獻中多極力強調西藏與印

度有很深的精神與文明聯繫，這表現在印度文明對西藏文明的影響上，而且多半

字裡行間流露出對能貢獻於西藏文明感到自豪。它們多半會提及的包括，西藏的

文字乃是在印度梵文（Devanagari）的基礎上創造的；而藏語與梵語（Sanskirt）

之間也有相當緊密的關係；西藏文明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其西藏佛教義理，而西藏

佛教屬於大乘佛教，佛教的源頭則來自於印度；修道院與佛法經典的傳承制度同

樣也是發展自印度；更不用說歷史上印度有多少班智達入藏弘法促進了雙方在文

明與宗教上的交流，以及藏人喇嘛前往印度學習者也所在多有。整體言之，文獻

中多論述雙方之間的聯繫是充滿著「精神」方面的特質（Mehrotra，1997：1-4），

如果用達賴喇嘛的話語來比喻，文獻中的論述就是將西藏視為是「印度的文明之

子」（a child of the Indian civilization）。 

雖然也有少部分文獻觸及中國文明對西藏文明的意義，認為印中文明都西藏

都有不同程度的影響（Sen，1969：23-24）。不過西藏地處於印中兩大文明之間

的交匯之處，文獻中多半還是傾向認為西藏的精神主要受印度文明影響，至於中

國文明的影響，則多半在制度與物質方面的層次。 

這種強調西藏的精神文明受印度影響的論述，甚至擴大到詮釋達賴喇嘛思索

西藏問題的解決方式上。有部分文獻對於注意到達賴喇嘛流亡期間似乎對於西藏

問題的解決有非常深刻的轉變，從早期的堅決獨立到中後期之後與中共尋求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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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追求藏人的自治，這無疑與其對佛法的體悟有關（Puri，2008：175-184）。

也有文獻認為，達賴喇嘛長期提倡的佛教核心價值與「非暴力」、「中道路線」，

這樣的思維與面對爭議的態度，追溯到底層仍然是反映出印度文明的理想；達賴

喇嘛的「非暴力」很明顯是來自於聖雄甘地的理念（Bhattacharjea，1996：361）。 

但儘管如此推崇雙方在文明上的連繫，一旦從政治定位來論述何謂西藏時，

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多半無異議地遵循印度政府自 1954 年印中「和平五原

則」（PanchaSheel）以來的立場，幾乎沒有文獻會主張印度政府對西藏的歸屬問

題採取不表態，亦即新德里毋須迴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從文獻對「現狀」的

描述上來看，文獻多認為西藏目前在事實上是屬於主權中國的一部分，儘管在理

解這個「成為中國一部分」的過程時，如前所說，印度各界多半不認為是出於西

藏自身的選擇。 

印中關係的文獻往往還會對 1950-60 年代初期印度尼赫魯政府的中國政策簡

單回顧。其出發點在於，面對這樣一個與印度在文明上這麼有千絲萬縷聯繫的「主

體」，為何尼赫魯會坐視它「被併入」另一個主體之中？有人以為這是因為尼赫

魯個人的親中立場，也有人詮釋這是因為尼赫魯眼見當時韓戰未歇，如印度出兵

干涉，恐會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尼赫魯是基於和平主義的立場而不得已犧牲了

西藏（Gupta 著、王宏緯等譯，1990：48）。而在這部分的探討中，最容易流露

出作者認知的中國是具有領土野心的。 

 

（四）對問題解決方式有分歧；均希望喜馬拉雅山區能免於人為干擾 

 

正是因為認知到現狀下西藏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因而才會進一步去討論未

來西藏的歸屬是否應該改變。對於西藏問題未來的解決方式，文獻再一次的顯現

出莫衷一是的現象，左派者、右派者、傾中者、反華者…等，不同的立場有不同

的看法。不過整體言之，文獻多從印度的角度出發，其關切的重點在於如果西藏

成為一個獨立的國家，那麼對印度的與印藏關係的影響為何？如果西藏維持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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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框架下，那麼局勢又應當如何發展才符合印度的期待？ 

有部分的文獻認為，西藏與印度有長達兩千英哩的接壤，因而西藏的情勢攸

關整個印度國家的安全。從過去歷史的紀錄來看，印藏雙方能夠維持和平相處，

然而當印度政府默許了中國出兵西藏並將其納入統治後，如果西藏仍能保持自治

的地位則或許與原來的狀況無異，但一個明顯的情況是，在中藏簽署《17 點和

平協議》後解放軍立即入藏並駐守西藏邊境，這對印度來說構成了很大的壓力，

故必須仿效而採取措施，但其實印度自己並不願意。比較早期的文獻，尤其是在

1962 年的印中戰爭後，中國的威脅成為實質的經驗，重新檢討印度的中國政策

與西藏政策的呼籲甚囂塵上，因而時常明顯的透露出對這種兩軍對峙的情況的焦

慮態度（Sen，1969：29）。從這種觀點出發時，多半主張印度應該協助西藏獨立，

因為從與其雙方過去的相處經驗顯示，西藏並不會對印度的安全產生巨大的威

脅，或至少西藏對待印度的態度是比較友善與中立的，所以呼籲印度應該改變其

現階段的政策（Bhutani，1985：430）。但也有不少文獻主張，西藏的獨立與否

其實並不是印度應當優先考慮的環節，因為印度真正在乎的是印度的安全問題，

而西藏正是一個在歷史上與印度互動最佳的友鄰。從這種著眼點出發的多半希

望，在印度的旁邊能有一個作為與中國緩衝的西藏，他們多半接受達賴喇嘛對於

西藏構想的建議，例如接受他於 1985 年提出將西藏作為印中之間的緩衝區構

想，只要西藏成為一個非軍事化的區域，這對印度來說就可以減去極大的負擔，

而且印度也認為中國應當有類似的想法（Bhutani，1987：316）。 

由於西藏情勢攸關印度的國家安全，但是整個情勢的發展對於藏、印、中之

間都是太過敏感的議題。Deepak 認為，西藏因素是導致中國不信任印度一個很

重要的環節，每次雙方高層拜訪時印度都須要針對西藏歸屬不斷的聲明。而且一

旦這個議題處理不當往往也影響印中關係的未來發展（Deepak，2004：447-448）。

事實上，從印度觀察「漢藏對話」的情況來看，其實印度傾向扮演的，是一個願

意協助，但並不願意太過涉入的輔助性角色，但求未來問題的解決能夠透過和平

方式便善莫大焉（Verma，2009：75-87）。對印度來說，最需要關心的其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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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區的「非核化」、「非軍事化」，以及「喜馬拉雅山的環保問題」，這些都是

印度在思索西藏問題解決時的考量（Mehrotra，1997：38-44）。 

而除了由於關注國家安全而希望減少西藏地區開發與減少駐軍之外，另一方

面也有文獻從印度文明，特別是印度教思想的層面來看待西藏對印度的意義。

Uma Kant Mahapatra 認為，從印度教的角度來說，喜馬拉雅山地區是他們的聖

地，因而維護該地區的平靜與純潔是極為重要的（Mahapatra，1988：123）。Dawa 

Norbu 也提到，對於印度教而言，喜馬拉雅山地區構成了印度教思想當中極為重

要的基礎，他們將之視為文明的重要中心，如此同樣居住於喜馬拉雅山地區的西

藏文明也被視為是屬於廣義印度文明的一部份（Norbu，1997：1088-1089）。因

而多主張該地區能夠維持著免於開發的狀態。 

 

第四節 印度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國認

識 

 

2000 年 1 月 4 日 17 世大寶法王噶瑪巴（karmapa）由西藏楚布寺連夜穿越

尼泊爾邊境到達印度達蘭薩拉，不但轟動了世界，也再度引起印中兩國情勢緊張

（更再次證明西藏問題與印中關係的糾結），各種流言揣測紛紛而來：有人以為

這證明中共治藏政策失敗；也有人以為，從小由中共栽培的「中國籍」噶瑪巴未

來承繼其前世在錫金地區巨大的宗教影響力後將可能導致中國勢力進入印度邊

境，暗示他的「流亡」可能並不單純…。Amitabh Mattoo 從社會大眾對此事的態

度發覺，面對同時具備文明與民族國家兩種特質的中國，印度根本還不存在一個

完整的圖像，而至少存在著盟友（ancient friend and modern ally）、典範（role 

model）、敵人（unpredictable adversary and dangerous rivals）與難以捉摸的

（inscrutable and mysterious）等四種看法（Mattoo，2000：13-25）。在他的概念

下，中國被視為「盟友」的典型即是 1950 年代初「Hindi-Chini Bhai-Bhai！」（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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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印度是兄弟）的友好情況；而把中國視為「典範」則可以說是一種印度想像

的投射，例如被當作「社會主義」楷模、或是「不向西方屈服」的鬥士，或是「改

革開放」的代言人等，是把中國當成一個「未來式」印度的理想；「敵人」則指

「中國威脅論」，尤其是強調自 1962 年戰爭以來的氛圍，中國是一個印度難以衡

量的對手；「難以捉摸」則比較中性，亦即可能對中國充滿了憧憬，但也可能意

味著懼怕。本文類似 Amitabh Mattoo 的發現，當在分析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文

獻時，也同樣看到了文獻當中有不同的中國形象。 

面對中國在西藏的所為，各方作者在論述過程中分別流露出對中國敵視，不

解，或是認為還需要態度謹慎觀察等不一的態度，而且有時候這些情緒還是混合

的。亦即，某位作者有時候既對中國的「成長」充滿了認同，然而一旦談論到西

藏情勢的變化，同一位作者則可能又流露出猶疑不定而謹慎的看法。進一步的歸

納作者在論述時表達的對中國的態度，往往還會看到作者其實更嘗試著從印度的

立場去詮釋中國的行動，經由印度的立場，試圖回答「中國本質」或是找出「印

中關係本質」，這不但又映證了前述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多與印中關係的討論不

可分，也顯示了印度有相當程度是基於切身的需要而探討此問題。從印度的西藏

問題研究文獻閱讀過程當中，進一步就其所透露的，發現而歸納出這些文獻當中

反映的中國觀，並進一步整理成「體系視野」、「文明視野」與「行動視野」。這

些視野不必然有時期上的比重差異，但都反映出從印度的角度試圖理解中國的特

色，分別就其思路脈絡敘述如下。 

 

一、體系視野：國際政治結構下的中國 

 

部分文獻在回答中國出兵西藏的行動與在西藏推動的政策時，試圖以超越個

別國家情境的方式思索之。既然中國已經擁有西藏，也得到印度的承認，為何印

中之間還會有爭端產生？研究者以為，可見原因或許並不出在西藏問題本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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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於一個看不見的結構與主權國家之間競爭的邏輯，此種對中國的認識可稱之

為「體系視野」。 

如此，「西藏問題」失去其自身的邏輯，轉而成為整個區域安全與全球戰略

的一環，問題的發展反映一個更大的體系結構，而中國乃是其中一名同樣受到體

系所制約的參與者。這些文獻提出的結構觀點，可溯及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英

帝國、沙俄與滿清帝國之間的「大戰略」，與冷戰時期兩極支配格局時蘇聯、印

度、中國三方在中亞與喜馬拉雅山區的角力，乃至於後冷戰時期多極世界下的印

中兩國崛起，在各自邊境地帶駐軍與部屬核武飛彈等，這些都是發生於不同時期

但本質上並無不同的戰略布局戲碼。 

在體系視野下看中國，就不能單純從歷史或是意識形態上的理由來解讀它出

兵西藏的行動，而更要從追求中國大後方的安全保證理解之。所以當中國方面大

肆慶祝「西藏自治區」的成立時，不但不意味著「自治」的來臨，反而更加表現

出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76中國在西藏高原上的投入大量人力與金錢築路

建造便利的交通，其目的無非是使中國政府能快速來往於西藏與中國各地，並進

而環視整個亞洲大陸（Norbu，1988：377-378）。在體系的驅策下，中國將過去

「大戰略」概念下的緩衝區，推進到尼泊爾、不丹地帶，以經濟援助和協助彼等

維持國內政治穩定等方式，爭取這些國家的支持，並遊說使彼等對印度的角色產

生疑慮，從而形成了印中之間的新緩衝區（Norbu，2000：275-297）。 

準此，中國的屬性是一種「把印度視為某種競爭者」的體系立場，故而當然

要對印度的政策與考量都充滿了心機計算。由於中國是一個在國際關係結構中力

爭上游而圖有一席之地者，在面對同樣具備強大潛力的印度，如果不能順利拉攏

之則自須要壓制。換言之，在體系視野下的文獻主張，「中國認為印度面對中國

時除了敵友之外不能有其他的立場空間。」在冷戰格局時，中國雖然名義上仍屬

於社會主義陣營，但與美、蘇兩強之間的關係卻不能簡單一刀切開。一旦中國認

                                                 
76 1966. “Tibet: Autonomy or Integration? : The’ Tibetan Revolution’ is at an uncertain stage. Peking 
has tightened its control but its position is not invulnerable in Tibet”. China Report, vol.2(2). p.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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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與美、蘇之間關係不如印度與美、蘇之間的關係親近時，印度可能隨時都

會遭到中國以各種藉口責難，如印度在「西藏問題」、「達賴喇嘛」、「反華行動」

與「邊界爭議」等扮演某種角色故意與中國為難，印度其實是一個受害者（Jain，

1970：12-15）。擁有居於亞洲大陸最高點西藏的中國，乃配合與巴基斯坦的結盟，

甚或拉攏印度周邊國家如緬甸、尼泊爾、孟加拉等，而確保了在戰略位置上居於

絕對的優勢先機。此何以即使蘇聯崩解的後冷戰時代來臨，中國依然因為握有西

藏而持續的在南亞與中亞地區得以牽制印度的行動。 

 

二、文明視野：文明政治下的中國 

 

除了從國際關係體系的結構看到中國之外，另有採取從文明政治的角度，從

觀察與思索「中國本質」為何，並進而來理解西藏問題與印中爭端者。在「文明

視野」的中國認識下回答西藏問題與印中爭端時，多試圖從問題的遠因談起。 

對於印度知識界來說，印度是悠久的文明，凡事未必需要爭於一時。在 1914

年西姆拉會議時，西藏代表作為有能力簽訂條約的一員並沒有任何的疑問，而且

儘管中國代表並不承認，但英印政府與西藏政府兩者訂立的條約當然有效。儘管

後來中藏之間的發展令人震撼，但在尼赫魯政府的中國政策的主導下，印度也承

認了西藏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然而，中國政府不但沒有體會到印度如何刻意迴

避自己對西藏定位的長久認知，默認了中國對西藏的作為，中國也忽略了印度如

何站在文明合作的歷史角度，擺脫冷戰政治的考量，成為世界上最率先承認中共

的國家，並在聯合國如何為中共發聲等，竟然在 1959 年後開始對印度提出一個

對它來說早已經沒有爭議的問題，甚至因此發生了一場戰爭，這實在是讓它感到

不解。 

文明視野下的中國只是一個名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其作為迄未歸類到印

度所認知的社會主義陣營。相關文獻在探討西藏問題時同時呼籲重新省思「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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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的研究，反對將中國簡化為社會主義國家，因為中國領導人繼續執行帶有

相當濃厚傳統色彩的外交政策。他們在回顧西藏問題的發展時，試圖從中國的角

度來理解，從而發現原來中國方面與印度方面的認知居然不同，他們根本不認為

西藏與中國在歷史上的關係是一種供施關係，而始終認為兩者處在中央與地方的

關係概念下。當中國在清末因為須要而轉換國家體系時，僅僅是在制度上轉換成

現代民族國家體系（Uberoi，1972：58），其實中心思維並未轉變。反映到國際

關係上，中國對待南亞鄰國也依然抱持「帝國情懷」，因而印度對中國的友好並

不被視為是出自夥伴關係，反倒當成是印度傾慕中國的表現。77 

Krishna Prakash Gupta 也對中國在外交行為上充滿了傳統的天下觀色彩作過

一系列探討。他認為印度出於與中國都是反西方、反帝國的情緒，以及印中之間

以佛教作為文明聯繫的背景，因而自尼赫魯以降到印中戰爭前的中國政策都太過

於強調印中之間的共通性，而忽略了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也對其世界觀與內涵有

很大的影響。因而，西藏問題的發生其實是提供了一個印度學界重新反思的契機

（Gupta，1972：48）。實際上，印中之間的認知頗有差異，因為印度方面自始認

為自己沒有干涉西藏事務，然而從中國方面看來卻不是如此（Gupta，1971：24）。

Dawa Norbu 也在其鉅作《中國的西藏政策》（China’s Tibet Policy）中分析了中國

如何以儒家天下觀作為行事準則，故當中共出兵西藏時，完全不存在所謂侵略與

否的問題，而只存在如何更有效地恢復其原有主權的考量。這雖然從印度或西藏

眼中看來是不可思議的，但中國方面的認知上確實是如此。 

經由如此對中國認識的理解，印度學界才了解到，原來印中一開始之間就處

於認知不對稱的地位，因而雙方才會有爆發後續的一連串的問題。 

 

三、行動視野：政治互動下的中國 

 

                                                 
77 1966.” Security of Southern Asia: What are China's aims in Southern Asia? And what can the 
nations of the region do about them?,” China Report. vol.2(2). p.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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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行為主體在歷史的過程互動中看到中國的，可稱為「行動視野」的中國認

識。從這類視野出發的文獻，主要的問題意識多是探討問題發展的現狀，或提出

認為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案。論述方式是把印、藏（有時候指達賴喇嘛或流亡藏人，

有時則指在當今中國內的西藏）、中三者都當作獨立的個體，兩兩之間各自以歷

史爭議或其他的要素作為紐帶，並且都放在一個具體的歷史脈絡中分析。當其中

兩者互動時不但可能會影響彼此，也會影響到第三方甚至是更大的範圍。換言

之，存在於「中/漢─藏之間」的「西藏問題」，與存在於「印中之間」的「邊界

爭議」，以及西藏流亡政府與印度之間的關係等，是各自區分的課題，等於是主

張這些問題的本質並不完全相同，解決的方式也不一樣，儘管有關作者不忘呼籲

密切注意彼此行為者之間的互動發展可能會影響到另一方面。 

除此之外，「行動視野」多認為問題的產生是行動者在歷史脈絡中「不一定

有主動意願」形成的，但是問題形成後透過行動者之間的互動仍可能解決爭議，

但也可能使情勢變差每況愈下。由於當前局勢可能過於紛亂難解，「行動視野」

多主張「擱置爭議」是最佳的解決方式，因為之所以被稱作爭議就在於一旦處理

不慎就可能釀起大禍，而雙方可能都不願意事態如此惡化。例如，印中之間的邊

界問題發展就是如此（Karunakaran，1966：35-39）。因而，每個行動者除了在先

天的限制「紐帶」下與另一方互動之外，還須要考量其他的外在因素。 

這種視野基本上將「中國」與「西藏」都視作與印度關係非常密切的個體，

但彼此之間目前存在著不同的爭議，也都試圖解決問題，但當前的發展似乎使得

問題可能不斷延續。由於同一個時期每個行動者有不同的發展目標，也希望彼此

之間的互動不要因此而受限，因而在論述上多採取低姿態。以中國而言，其當前

目標為持續的發展經濟；而印度目前也同樣需要也是一個穩定的環境發展自身實

力；然而從西藏的角度出發則希望能獲得世人對西藏問題更大的關注，並尋求出

一個合理而可行的解決辦法。面對延宕已久而未能順利解決的西藏問題，許多藏

人在遵循達賴喇嘛「中道路線」（the Middle Way）同時，也逐漸思索是否可能有

其他的替代方案，但也不願意因此破壞與任何一方的互動。因而，三方陷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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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解決的狀況裡，但是又希望謹慎地與任何其他一方互動，就呈現出時而緊

張，但更多時候是克制的狀況。舉例而言，Sheo Nandan Pandy 在分析西藏問題

發展局勢時，就以此邏輯論證北京之所以陷入西藏問題的「泥淖」的原因。他眼

中的西藏問題，就是一個中國與西藏之間基於歷史因素與各種策略考量下的產

品。即使北京試圖不斷投資大量的經濟建設爭取藏人支持，但隨著經濟發展而進

入藏區的漢人，在當地帶來環境生態與文化的變遷，仍影響著中共的作為反而對

北京爾後的政策選項形成制約。如欲肯定藏人宗教文化，這與長期的宣傳反達賴

喇嘛界限又該如何區分？中國在外交手段上又要如何面對國際壓力？諸如此類

的問題都使得中共陷入了「泥淖」困境，但它仍要在這個狀態下持續與達蘭薩拉，

與印度方面等互動。78又例如，2010 年四月在青海玉樹地區爆發了極為嚴重的地

震災情，各國都表達了高度的關切以及物資捐助等。然而詭異的是，印度竟然不

在中國的感謝名單上，這產生了「究竟印度根本沒有捐助物資」還是「捐了，但

是要求不被列名」的疑問，如是前者則印度作為近鄰大國恐說不過去，但若是後

者則更啟人疑竇。學者 B.Raman 的分析似乎暗示，正因為西藏因素潛藏於印中

之間的爭議中，所以即使印度表達了關心也不希望會公開的明示，以免招致其他

問題。79從這類的文獻中都看到各方行動者都是在試圖解決問題時於「限制」下

尋求一套共存之道。 

整體言之，「行動視野」有那麼些許「博弈理論」（Game Theory）的啟發，

但是更強調行動者是在諸多條件限制下互動。「中國」的形象不能以敵人、盟友

等一言蔽之，它是不固定的。每一篇文獻都是基於不同的情境脈絡出發，而在每

一次的互動當中，中國也都未必有相同的行為模式，所以無法輕易的加以歸納成

簡單的法則。 

 

                                                 
78 Sheo Nandan Pandey. 2010. China’s Quagmire on Tibet Issue and the Dalai lama.C3s Paper. no.466.
參閱網址: http://www.c3sindia.org/tibet/1264.檢索日期 2010/05/24. 
79 B. Raman. 2010. Why India Maintaining a Low profile in Tibetans’ Hour of Tragedy?. C3s Paper. 
no.480.參閱網址：http://www.c3sindia.org/tibet/1304，檢索日期 201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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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本章主旨在於整理印度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並從其文獻中進一步探求所透

露的中國認識。第一節闡述了本章的架構，第二節介紹了印度學界西藏問題研究

內部的組成，其中包含研究概況、專書與研究平台，並區分出「以國際關係或中

國研究的平台」與「以西藏研究的平台」兩種，雖然兩者都針對西藏問題作出不

少研究，但其設問各有千秋。 

第三節對印度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作出整理。首先，由於西藏問題發展已經

過於複雜，若試圖從學科領域或是方法論尋求歸納西藏問題研究，勢必事倍功

半。然而，若從其敘事特色來探求其是否有共通性，則可發現印度的文獻在探討

此問題時，乃以印度的願望或固有視野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可歸納出具有四點特

色：對西藏問題的探討必然涉及印中關係發展；西藏乃有別於「中國」而介於印

中之間的緩衝主體，但對如何定義主體內涵則顯得分歧；文明上，認為西藏與印

度之間有深遠的聯繫，但政治上承認現狀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未來西藏問題

的解決可能方案看法不一，但基於環境、戰略安全等諸多理由，多希望喜馬拉雅

山區盡量不要被人為開發。 

第四節則從第三節的基礎上，繼續將西藏研究文獻中的中國認識整理歸納，

而區分出從國際關係體系看到中國的「體系視野」、從文明角度來理解中國作為

的「文明視野」以及從歷史脈絡過程中看中國的「行動視野」。他們彼此仰賴的

文獻脈絡與所提出的問題意識各不相同，但均意識到西藏問題與印中關係互動上

的連結性。「體系視野」將印度與中國都放到國際體系的競爭環境下檢視，「文明

視野」則試圖從構成當代中國主體的傳統、文化思維當中去解讀它的政策行動，

「行動視野」則具體的在各脈絡中重視印度、西藏、中國彼此互動間可能造成的

影響。簡言之，這幾種視野都很明顯的看到印度乃是高度涉入其中的參與者。 

整體言之，從印度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看來，問題意識或研究議程的開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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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印藏交往的實際狀況呼應。無論如何，印度學界的文獻仍然是以印度的固有觀

點為依據，而能夠從事跨越單一國界的想像成其探討西藏問題，並且將印度自身

的情況，或印中關係的發展與其作出聯結。另一方面，印度學界在觀察西藏問題

的發展時，某種程度上也反映了印度建國的經歷，西藏與印度一樣，既具有「文

明」的主體性，也具有「國家」行動者的身分。當其關注西藏作為一種文明而被

納入另一個更大的漢文明體時，其間展現的正是來自於印度自身作為一個悠久文

明古國的敏感性；而當字裡行間流露出以國家戰略視角觀察西藏地區的情勢演

變，甚或追求西藏與整個喜馬拉雅山區的非軍事化、非核化等目標時，則是出自

於印度作為一個現代主權國家面對同樣作為主權國家近鄰「中國」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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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澳大利亞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

及其視野下的中國觀 
 

第一節 前言 

 

與印度相同的是，在澳大利亞主要從事西藏問題研究者，除了有來自「西藏

學」背景的學者外，也多有來自於從「中國研究」脈絡出發的學者，後者並且是

最主要的研究成果的來源。然而，比較起印度從很早期就開始與西藏來往，其學

界也有數量眾多的研究人員長期關注西藏情勢，並且還將其聯結到對中印關係的

討論，澳大利亞的西藏問題研究不但相對起步較晚，研究篇幅較少，其文獻探討

的核心焦點也多半不涉及中印關係。從學界的研究議程發展來看，早期澳大利亞

西藏問題研究從主要關注冷戰時期「中國」的行動開啟，尤其是對中共出兵西藏

一事的探討，並試圖解釋這件事帶給澳洲的意義與啟發。80晚近的研究文獻主軸

多半是在「地理」上的西藏地區內，或針對特定議題與理論框架進行田野研究或

實證研究，或與中國其他地區的狀況作比較等。整體言之，在澳洲執教的學者多

半將西藏的研究放到整個「中國」的框架脈絡下來思索與解釋，因而，澳大利亞

的西藏問題研究除了是澳洲「西藏學」探討的範圍，比之印度更是其「中國研究」

重要的一環。以下便進一步從此切入探討研究文獻背後所影射的中國觀。 

在本書第二章曾經提到，澳大利亞的藏人難民自 90 年代後就呈現急速成長

的趨勢，然而相較於其他的歐美等國家或印度的狀況，其人數在比例上仍然偏

低。再考量近年來澳大利亞與中國在經貿關係上的往來日趨密切，以及逐年增長

並在當地社會生根的華人社群，種種背景都難以明確顯示澳大利亞學界在投入對

西藏問題的研究時，是基於國家戰略利益或是經貿層次的考量，遑論澳洲在地理

                                                 
80 澳洲與西藏早期的接觸記錄來自於 1968 年「澳洲西藏友好團體」(Tibet Friendship Group)的成

立，可見本書第二章第四節第二項「澳大利亞與西藏的來往」介紹。而澳洲早期關於西藏問題研

究的著作可見 1967 年《在中國的恐懼之中》(In Fear of China)一書，見本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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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上又距離西藏頗遠的先天因素。而從投入研究的情形來看，澳洲的西藏問題

研究多半以學者為單位，或是民間團體，而少有設立專職的研究機構。研究者通

常接受過現代學科理論方法的訓練，或出自於本身強烈的對西藏問題與西藏地區

人權狀況的關懷，或是因為熱切關心中國的政經發展動向而開展出對此研究的契

機，而且多有實際深入中國各地區田野調查的經驗。受到 70 年代後澳洲政府宣

布廢除白澳政策，主張澳洲應成為一個開放的多元民族國家，且在國家定位上從

一個西方國家逐漸自我轉型成亞太地區的一份子的政策選擇所共同影響，澳大利

亞的西藏問題研究顯現出帶有西方理論框架，田野調查，並偏重在對宗教文化、

民族衝突與身分認同等人權相關議題探討的特色。 

本章以下四節逐次說明從過去到現在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的概況，並以學

者為重心，依照「以西藏研究為核心」與「以中國研究為核心」兩大研究脈絡，

介紹幾位當代澳大利亞學界的重要作者；第三節則闡述澳大利亞的西藏問題敘

事，從其學界文獻整理出共通的幾點特色；第四節探討不同年代的不同文本中的

中國觀。 

 

第二節 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內部的組成 

 

一、研究概況介紹 

 

澳大利亞與西藏的接觸主要始於 60 年代末期，70 年代開始有藏人移居澳

洲，其中不乏有喇嘛、仁波切等於當地設立佛教中心弘法，80 年代後西藏問題

在澳洲的能見度大開，90 年代後支持西藏的運動更是蓬勃發展至今不歇。然而，

儘管現在澳大利亞已經有眾多的佛教中心，而且在民間運動以及政治上探討西藏

問題非常熱烈，不過從學術發展的角度上來看，澳大利亞直到現在仍然少有關於

西藏研究的單位與機構，大學中也少有設立專門的「西藏學」科系；反而，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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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長期關注並發展對當代中國的研究，使得中國研究在澳洲成為具一門獨特跨

領域性質的學科，西藏問題研究因而在澳洲的情形與中國研究領域相密切。許多

研究者多半出自澳大利亞各大學中的「中國研究」、「亞洲研究」或「東亞研究」

等科系，亦即從「中國研究」的脈絡開啟對於西藏的研究，就當前的狀況而言，

研究人員與研究成果的數量確實也尚不足以達到能從其中區別出來。宗教政治與

中國學這兩種脈絡共同構成了當前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的主要途徑。 

一開始，澳大利亞學界對於西藏的研究就是從政治方面切入的，而且也與澳

洲觀察中國的目的密切相關，當時的討論主要基於意識形態的立場，爭論中共出

兵西藏的行動，卻其實少有對西藏進行細部的討論（Strahan，1996：248）。1967

年前澳大利亞外務部長（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External Affairs）Gregory Clark

的《在中國的恐懼之中》（In fear of China）一書，是早期關注到西藏問題的著作，

書中主要探討對象為中國，並將西藏問題放在其中一章討論。他將「西藏問題」

視為中國國家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關於少數群體權利的問題（national minority 

problem），並認為這在許多國家的歷史上都曾經發生過，例如印度在 50 年代為

了控制邊境而與當地的 Naga 民族發生衝突的情況就是。在該章中，他認為西藏

人在種族上與中國人有許多共通之處，西藏在文化上也同時受到印度與中國的影

響，而且，從歷史的依據與國際法原則的角度來看，他也認為「西藏屬於中國的

一部分」的說法可以成立。他最主要的結論是，他不否定中國政府有權利在西藏

可視需要依照法律而採取行動，因為他認為在政治上西藏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

藏人屬於中國的少數民族，而中藏之間的互動應該要依照雙方的具體協定才是。

他並將問題的發展聯結到當時澳洲國內的情形，而自問是否能從澳洲處理與原住

民問題上獲得更好的經驗（Clark，1967：33-42）？ 

該書被視為是當時澳大利亞社會內部激烈爭論澳洲究竟要在亞洲扮演何種

角色，以及對亞洲政策、特別是中國政策的未來走向的一個反映。更因時處冷戰

與越戰期間，對澳洲是否要繼續追隨美國外交政策以及如何界定自身的重大關鍵

問題，作者形同是提出了一份建言（Uberoi，1969：31-32）。揆諸自 50 年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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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盛行於澳大利亞社會對中國的恐懼，本書同時也可視為是一種緩解，試圖引導

大眾從冷戰格局外認真看待中國更多的面向。81雖然 Gregory Clark 認為中國確實

有能力也可能威脅澳大利亞，但這不意味著中澳雙方的未來必然只有衝突；反

而，一旦經過對中國的深度了解之後，也可能因為掌握中國行動的關鍵而呈現不

同的局面。 

1970 年馬克斯維爾（N. Maxwell）的《印度對華戰爭》（India’s Chinese War）

一書，則可說是同樣出於試圖解讀中國行動的另一重要著作。作者於 1959-62 年

間在印度任職於《泰晤士報》（The Times）記者，因而實際在參與過印中戰爭期

間印度與中國互動的往來過程。他在該書的論述過程中探討分析戰爭前後印度

「前進政策」的實施，以及印度與中國方面的互動，並回顧到西藏問題的發展，

由此釐清過去西方社會對共產中國的刻板印象，中國實際上並非一味以意識型態

為尊，對外政策也並非中國至上主義。在書中，雖然並陳印中雙方對邊界問題的

立場，不過作者並沒有另外將西藏問題獨立成完整的課題，而是散落在序言及前

三章中討論。根據他的描述，西藏因素之所以成為影響印中邊界爭端的重要原

因，主要是由於印中兩國在建國後均力圖穩固「自己的」邊界，這因而牽涉到自

中國清末以來，西藏已有一段時間獲得極大的自主性地位、卻又因中共建國後出

兵西藏而喪失這個自主性，包括凡此等等所衍生的複雜細節，包括麥克馬洪線的

劃定，以及中共始終懷疑印度對西藏的意圖等。82 

如此，澳洲在 60、70 年代初雖然開始有文獻涉及對西藏問題的探討，但多

還是附屬於對北京的解讀而少有出自對西藏本身的研究；直到 80 年代開始，學

界才逐漸興起類似馬克林（Colin Mackerras）的〈西藏與中國〉（Tibet and Chinese）

一文這類以深入的田野調查方式完成的專題式著作。83而真正要談到大量採取

                                                 
81 Colin Mackerras. 2009. “The’ China Threa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ise: A view from Australia.” 
I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ersion of Macau, May10-13,2009,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82 Neville Maxwell 著，1971，《印度對華戰爭》，北京：三聯書店出版、新華書店發行。 
83 Colin Mackerras. 1988.” Tibet and the Chinese.” Current Affairs Bulletin. vol.64.no.12.p.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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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研究」，並以西藏地區為範圍，不斷地推陳出新的探討全球化對當地的影

響，或是現代化帶來的衝擊、西藏民族主義的發展、中藏之間的對話情形，乃至

於西藏高原人文生態環境的變遷等等各類議題，則更多是 90 年代之後的事。許

多學者為了更加了解西藏地區的變化，而紛紛基於不同目的實際走訪當地，記錄

在地情形並回應理論。就在這數十年間，澳洲歷經國家身份的轉型，外交政策上

並自一個原本依附於英美路線的追隨者，逐漸成為具自我特色的亞太區域國家，

與中國在經貿的交流更是日趨緊密。 

 

二、學界人物介紹 

 

由於在澳大利亞對於西藏問題的探討並不若印度那樣盛況，而並未構成如印

度那樣形成關於西藏問題研究的討論平台。整體而言，為了凸顯並進一步介紹澳

洲學界的狀況，我們將不同於第三章的作法，在本章改而針對個別的研究者作出

具體的介紹。並且，本論文參照馬克林的研究，84依資料收集的語文途徑與所受

的學科訓練，對下述研究者作出「以中國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以及「以西藏研

究為核心的研究者」兩種區分。簡言之，澳大利亞學界的組成多元，而且研究者

均重視在地參與及在地研究，這種經驗使得澳洲學界在看待西藏問題上表現出雖

無固定模式，但又顯與其他研究社群迥異的風格。 

 

（一）以中國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 

 

Susette Cooke：目前為雪梨科技大學中國社會與文化變遷中心講師（Centre for 

Social &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Investment），主要研究領域為中藏關係，中國

藏族政治以及中國內部的宗教發展，並兼涉及性別政治。現正參與澳洲研究議會

                                                 
84 Colin Mackerras. 2010. “Tibet Studie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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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2010-2012 年於中國青海與雲南地區進行的「中國

藏傳佛教：身分、文化與發展」研究計劃（China’s Tibetan Buddhist Margins: Identity, 

Culture and Development）。85其他相關研究還有〈爭取自由是我們的義務：中國

國家體制下的西藏尼姑〉（To Struggle for Freedom is Our Responsibility: Tibetan 

Nuns in the Chinese State）86等。 

 

何包鋼（He Baogang）：為華人移民，現為澳洲狄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國

際關係講座教授。87主要研究領域為民主理論與中國問題，思考脈絡並多圍繞在

「中國民主化」上。由於早年有哲學系思想背景，研究上著重思想與實證方法的

結合（曾彥中，2009：63-73）。2009 年曾舉辦西藏研究的工作坊。 

他從中國研究的脈絡出發，並有多篇涉及西藏問題的研究。其中包括 2005

年〈中國特色的少數群體權利〉（Minority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88一

文，他從儒家思想與中共國家體制的設計延伸討論西方自由主義脈絡下的少數群

體權利理論；同時也開始發表一系列期刊文章探討北京與達蘭薩拉的對話情形，

包括 2006 年的〈達賴喇嘛的自治計劃〉（The Dalai Lama’s Autonomy Proposal）89

以及在 2005 年及 2007 年與 Barry Sautman 合寫的〈達賴喇嘛對自治的新倡議〉

（The Politics of Dalai lama’s New Initiative for Autonomy）90、〈達賴喇嘛的新自

治論〉等91。除此之外，他在思索其他國家關於身分認同與少數群體之類的議題

                                                 
85 見網址：http://datasearch2.uts.edu.au/crc/members/detail.cfm?StaffID=2449，檢索日期 2010/07/04. 
86 Cooke. 2005. “To Struggle for Freedom is Our Responsibility: Tibetan Nuns in the Chinese State “in 
Maja Mikula ed. (eds). Women, Activism and Social Change: Stretching Boundaries.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p. 117-135. 
87 可參閱網址：http://www.deakin.edu.au/arts-ed/sips/staff-directory2.php?username=baogang，檢索

日期 2010/07/03。 
88 “Minority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d. by Will Kymlicka & He Baogang . 2005.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9 “The Dalai Lama’s Autonomy Proposal.” In ed. by Barry Sautman & June Teufel Dreyer . 2006.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N.Y. : M.E. 
Sharpe:67-84. 
90 “The Politics of Dalai’s New Initiative for Autonomy.” Pacif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601-629. 
91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十五卷第二期，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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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常常投射出對中藏關係的看法。92顯見西藏問題在其思考中國時具有的參

照性。 

 

希爾曼（Ben Hillman）：現為澳洲國立大學克勞福政經學院（Crawford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Government）講師，主要研究領域為中國地方發展政治與印尼。

他非常熱情參與在地事務，一度擔任聯合國的發展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的顧問，也曾經在 2006 年主持對印尼亞齊省的衝突後選

舉的支持計畫及 2007 年關於亞齊省的省級政府改革方案。他在中國雲南省的藏

族自治州（Diqing Prefecture）並創立了非營利組織「藏東訓練機構」（Eastern 

Training Institute），93他的許多西藏研究都是以該地出發的。94 

希爾曼的西藏問題研究主要關注在西藏地區，包括中共不同時期的不同政經

政策對藏人造成的影響，並著重在他們自我身分與文化認同上的轉變，兼論他們

如何與國家政府或其他民族的互動，同時輔以自身的田野調查經驗作為實證結

果，進而評論北京與達蘭薩拉之間對西藏政經情勢的爭論。相關研究可見〈在中

國的寺院政治與地方的國家機制：一個西藏自治區的官方與自治〉（Monastic 

politics and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 Authority and Autonomy in an Ethnicity Tibetan 

prefecture）95、〈錢買不到西藏人的愛〉（Money Can’t Buy Tibetans’ Love）96與〈中

國西藏的民族觀光與民族政治〉（Ethnic Tourism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ibetan 

China）97等。 

 

馬克林（Colin Mackerras）：現為格里菲斯大學（Griffith University）榮譽退休

                                                 
92 Baogang He & Anthiny Reid . 2004. “Special Issue Editors’ Introduction; Four Approaches to the 
Aceh Question.” Asian Ethnicity. vol.15, no.3, p.293-300. 
93 可參閱網址介紹：http://www.crawford.anu.edu.au/staff/bhillman.php，檢索日期 2010/07/01。 
94 例如以田野調查方式探討藏人自己與其他民族如何看待藏人，可參閱 2006. “Mca Minority: 
Masculinity and Ethnicity on the Edge of Tibet.” Modern China. vol.32, no.2., p.251-272. 
95 2005.: Monastic politics and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 Authority and Autonomy in an Ethnicity 
Tibetan Prefecture.” The China Journal. no.54. p.29-51. 
96 2008. “Money can't buy Tibetans' lov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171(3).p.8-12. 
97 2009.” Ethnic Tourism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ibetan China.” Harvard Asia Pacific Review. Spring 
2009.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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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以及北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是澳洲當代中國研究的最早的先趨之一，也

是著名的國際期刊 Asian Ethnicity 的創辦人，是早在 1960 年代就得以拜訪中國

的學者。主要研究領域為亞洲音樂與藝術、中國近代史與中國少數民族研究，特

別是對新疆維吾爾族與藏族，也曾多次造訪中國少數民族地區。他並且曾經在

2005 年時為聯合國撰寫關於中國西藏地區的報告書。其經歷與學術成就可謂是

當代澳洲最重要的中國研究與少數民族研究者之一。98 

馬克林的西藏問題研究多放在現代中國的發展框下檢視。他以自身走訪的田

野調查經驗，綜合性地思索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現代化」深入各地所造就的

情勢演變，透過自身的見聞深思箇中癥結，以此回應北京與達蘭薩拉雙方對西藏

問題的論述。相關研究可見《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人口狀況的報告書》（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ckground Paper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Tibetan Population）99、

《中國的少數民族》（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100《中國的少數民族與全球化》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zation）101等。 

 

（二）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 

 

John Powers：現任職於澳洲國立大學亞洲社會與歷史研究中心主任（Centre for 

Asian Society and Histor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02主要研究領域為印

度哲學、西藏歷史與宗教和文化方面的議題，並具備卓越的藏語文能力以及熟悉

古典中國文化。他最著名的作品為《歷史作為一種主張：西藏流亡政府與中共的

觀點比較》（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98 可參閱黃有彤，2010，《在整體中發掘個體：馬克林與他對中國少數民族的研究》，國立台灣

大學政治學系碩士論文，台北：國立台灣大學。 
99 Colin Mackerras. 2005.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ckground Paper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Tibetan Population. In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100 Colin Mackerrass. 2003.”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101 Colin Mackerrass. 2005. 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102 可參閱網址介紹：http://asiapacific.anu.edu.au/people/personal/mortk_ir.php，檢索日期

201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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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在該書中，John Powers 首先認為，「歷史」被北京與達蘭薩拉雙方都當

作為一種建構認同的手段，然而雙方的觀點不但幾近無法相容，其各自的論述內

部也有不連貫與矛盾之處。因而，該著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可平衡地呈現雙

方爭論之處，並考察檢視其各自論述的內容，為此他還多次前往西藏進行田野調

查。103另外，該書的重要貢獻是整理了多位國際知名的西藏研究專家的著作中，

針對多項議題所透露的態度與常用語，作出了「中國來源」（Chinese sources）與

「西藏來源」（Tibetan sources）二種可作為評斷文本立場的簡易指標，並可以此

推測不同學者在西藏問題上的立場。104 

Simon Bradshaw：現為澳大利亞民間支持西藏團體「澳洲西藏議會」的研究員

（Campaign Coordinator for the Australia Tibet Council），長期關注西藏地區的發

展情勢，也曾經前往西藏地區考察與研究。新近的研究有〈陸克文的「新中國學」

中有西藏的位置嗎？〉（No Place for Tibet in Rudd’s ‘New Sinology’?）105一文。 

 

Gabriel Lafitte：為澳大利亞著名的西藏問題研究專家，長期推動澳洲人對西藏

問題的認識，並擔任西藏流亡政府的發展政策顧問（development policy consul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desk of the TGIE），曾多次前往西藏地區實地了

解當地情勢發展。他的著作多發表於網路上，可參閱〈西藏共產黨與煤氣價格〉

（The Tibetan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rice of Gas）106與針對 2008 年拉薩事件的

                                                 
103 John Powers. 2004.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xford: Oxford Press. 
104 例如，他以描述「中國『接管』西藏之前與之後的狀況」為關鍵字，如為中國來源者，多認

為西藏本來的生活困苦(bieeer life)、經濟落後(backward economically)，西藏是地方政府(Chinese 
local government)而中國是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當中國「和平解放」(peaceful liberation)
後，政府推行「民主改革」(democratic reform)，社會逐漸進步(development)。反之，為西藏來源

者，多認為西藏本來雖貧窮卻社會祥和且人心滿足(happy, peace, satisfied)，噶廈政府為達賴喇嘛

的政府(Dalai Lama’s government)，是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而視中國為另一國家(Chinese 
government)。中國的「入侵」(occupy)造成極大的「悲劇」(tragedy, gencide)，猶如「殖民壓迫」

(colonial oppression)；並以此指標對 I. Epstein、T. Grunfeld、M. Goldstein、W. Smith 與 R. Thurman
等西方知名西藏學者作出立場上的區別。可參閱該書中第 18 頁、24 頁與 132 頁整理之表格。 
105 見網址：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10406，檢索日期 2010/07/09. 
106 見網址：http://www.abc.net.au/rn/perspective/stories/2002/574937.htm，檢索日期 201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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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的自殺式抗議〉（Tibetans’ Suicidal Protest）107等。 

 

第三節 澳大利亞的西藏問題問題敘事 

 

一、議題研究領域與方法論多類同 

 

澳大利亞的西藏問題研究因研究者本身各自關懷焦點的不同而發展出多元

的面貌。然而，相較於其他學界社群的狀況，其在學科領域與方法論途徑上有其

明顯而類同的特別之處。 

前者指的是，澳洲從事西藏問題研究者多出自於「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

等兩大脈絡背景；並且，文獻的問題意識多擺在藏人與中國國家體制或其他少數

民族的互動上；在研究議題的範圍設定上也多將焦點鎖定在地理上的「西藏地區」

（更不能忽略當前世界各國政府的立場多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些因而

使得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文獻在「學科領域」上的難以被清楚地辨識，整體而言

均與澳洲的「中國研究」的跨學科性質密切相關。可以說，無論是由哪一研究脈

絡出發探討這個問題，其研究成果都可與「中國研究」領域對話。後者則主要指

這些從事西藏問題研究的學者大部分都有實地走訪西藏地區的田野經驗。這從文

獻當中作者的自述，他們多以自身的見聞或實地蒐集的資料完成研究，而不僅僅

依賴對現有的書面記錄分析可以印證。因而，在方法論的途徑上澳洲的研究多使

用強烈立基於個人經驗的「田野調查」法與「訪談」法。 

 

二、西藏問題論述特色 

 

                                                 
107 見網址：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7151&page=1，檢索日期 201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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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學界的西藏問題敘事有幾點共通的特色，並且第三章的印度學界多有不

同。整體言之，其敘事是以類似觀察者的角色，去思索近代「中國」國家內部西

藏地區的人、事與政經情勢演變，並著重探討關於深層的身分認同、文化意識、

宗教自由等當代人權面向的議題，且又富有熱忱，並希冀能以自身的知識或澳洲

的經驗提供協助。 

 

（一）西藏問題必然涉及當代中國發展 

 

從大部分的澳洲文獻的敘述結構以及問題意識來看，對西藏問題的探討幾乎

都放在中國的框架下談，也必然涉及對當代中國發展的看法，並且，大部分的文

獻著墨於中共建國之後，其中，又特別關注 1980 年代改革開放後，其間對於歷

史上的中藏關係研究探討的篇幅與數量則較少。然而，這並不是說澳大利亞學界

對於歷史上的中藏關係沒有自己的看法，實際上，當文獻在回顧當代中國之前的

中藏雙方歷史時，常見的敘事方式主要是「雙方的意見並陳」。亦即，文獻多會

將「被視為」是支持北京立場的觀點與支持達蘭薩拉的觀點作出簡單的摘述闡

釋，但多數作者並不刻意表明自己認為何者有理。108如果用達賴喇嘛的話表示，

作者似乎是以為「歷史自會證明西藏到底是不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論述方

式一方面可能顯示出歷史上澳大利亞與西藏之間少有接觸，也少有屬於本土文獻

的記載，因而對於中藏關係的了解多必須透過其他學術社群的成果協助；但同

時，澳洲的研究者也多有前往西藏地區田野調查與訪談的經驗，藉由實地蒐集資

料與個人感受以輔助對文獻的判斷解讀。另一方面，澳大利亞雖然少有與西藏來

往的經驗，但是卻與當代中國在各方面上有諸多頻繁的往來，特別是在經貿方

面，所以相較之下，對於當代中國的熟悉程度就比較高了。 

中共入藏後推行的種種變革對藏人造成何種影響，是澳洲研究者關懷的重點

之一，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對西藏在宗教與文化層面上的破壞，更是他們譴責

                                                 
108 從 John Powers 的著作很明顯可以看到這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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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環，字裡行間多流露出對西藏遭遇的惋惜，但也多將這個動盪視為是當時整

個中國大環境的問題（Mackerras，2005：23-25）。1980 年代鄧小平對達蘭薩拉

方面說，「除了獨立，什麼都可以談！」以及胡耀邦訪視西藏後宣布開啟改革，

這之後的情勢發展則是文獻最為投入的部分。在這段期間，中國改革開放與經濟

表現日益亮眼；達賴喇嘛也首次派遣代表前往拉薩地區了解當地狀況；中共官方

開始重新提倡少數民族文化並發展觀光；然而，中藏對話多年來發展並不順利，

拉薩地區也在 1987、1989 分別爆發了動亂，而 2008 年的 314 拉薩事件更是舉世

矚目；天安門事曾使中共國際形象跌到谷底，並對比於達賴喇嘛同時獲得諾貝爾

和平獎並使得西藏問題在國際的能見度提升。凡此種種國際性的或是地區性的事

件，都讓西藏問題的研究展更具挑戰性。 

至今，引發研究者關注的課題包括，中共究竟在西藏當地的統治為何，藏人

宗教自由與言論自由有無受到壓制，人權狀況有無改善？西藏佛教與文化究竟是

受到破壞，還是實際上得以振興？中共的人口政策在西藏地區的實行狀況為何？

國家投入大量資源經濟發展的結果究竟有無佳惠藏人？中藏對話狀況的發展？

這些議題澳洲學界不但是反覆研究，也一再深入基層作田野調查，其目的不啻是

關懷西藏問題的發展，更無疑涉及對當代中國的變化加以掌握。 

 

（二）西藏被視為具別於「漢」的主體性 

 

從「主體性」來看，澳洲的研究者多意識到「西藏」具有獨特的地位。他們

發現，就歷史發展而言，西藏人有自己民族起源的神話傳說，西藏地區也曾經有

過自己的政權，並在不同時期與傳統「中土」王朝來往：藏王曾經與唐朝的公主

聯姻，也曾經與中土共同與蒙古帝國發生過聯繫（依照觀點不同而有視其為獨立

或是與中土共同被征服），在明、清等時期西藏更是逐漸與中土的關係越趨密切

（但是否屬於其行政管轄仍同樣有不同的立場）（Powers，2004：28-70）。直到

中共出兵西藏而能直接管理藏地為止，總體來說，研究者呈現的西藏確實一直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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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某種程度的自主性。研究者或有謂，從民族、語言、文化與宗教等來看，藏

人也確實截然不同於漢人（Mackerras，1988：22）。 

然而，大部分的澳洲研究者在研究西藏時仍多從「中國」的框架下出發，而

認為自己是從事「中國少數民族」研究，例如 Susette Cooke、希爾曼、馬克林在

接受訪談時，都曾經具體表達過這類看法。109這背後的原因一方面除了與這些學

者所學的學科背景多與中國研究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當前世界（包含澳大利亞政

府）幾乎都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有關。即便是從「西藏研

究」脈絡出發者，研究上也多體認到西藏的特殊性意義，因而，當前澳洲總理陸

克文在提倡澳洲發展其（從中文語境與中國歷史出發的）「新中國學」時，Simon 

Bradshaw 更大聲疾呼關於西藏的研究應當要在其中佔有一席之地！110因而，不

論基於何種出發點，從「西藏研究」或是「中國研究」兩種脈絡探討西藏者都視

「西藏是中國框架內有別於漢的主體」。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所分析的

文獻中，不論是從哪一個脈絡出發的文獻，在描述解放軍出兵西藏的行動時，其

用語上多有使用過「接管」（take over）111或「統一」（unity）等字眼；112在稱呼

漢人時也多有使用「漢族中國人」（Han Chinese），113也顯見其不必然將漢人與

中國人劃上等號，簡言之，中國被視為一個涵義更廣的「國家」。 

畢竟，西藏在行政或政治上是否屬於中國，在澳洲對中國乃至於對西藏產生

研究興趣之前已經有所安排，故並非後來的研究者所能置喙，何況之後所開展的

關於西藏的研究課題，並不會直接受到西藏主權問題的影響，甚至西藏主權歸屬

並不改變澳洲學者賦予西藏某種宗教或文化主體性的研究設計，即令西藏主權有

朝一日發生變化，對澳洲學者的西藏研究似乎不致產生衝擊。如前所述，學者在

研究上不但必然涉及當代中國的發展，在焦點上也多圍繞在中共政策、西藏地區

情勢的演變與藏人在身分上的自我認同有無轉變，目的就是為了了解西藏民族的

                                                 
109 Colin Mackerras. 2010. Tibet Studie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and Signapore. 
110見網址：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10406，檢索日期 2010/07/09. 
111 例如 John Powers.2004.History as Progadanga.p.111. 
112 例如 Colin Mackerras.2003.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p.22 
113 例如 Ben Hillman. 2009.” Ethnic Tourism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ibetan China.”p.3. 



 

 86

「主體性」有無產生變化。 

 

（三）重視對在地情勢發展的細節探討 

 

澳洲文獻對西藏問題敘事的第三個特點，是著重對在地情勢的細節探討。他

們在時期序列不一定很長，探討的地區範圍也不一定很大，常常是對近十到二十

年的狀況，選取一個城市或鄉鎮為對象，進行深入探討。亦即，研究者的問題意

識並不在於將西藏作為驗證社會科學理論的實例，也不必然試圖從其中找出得以

反駁理論的可能性，其關懷者，乃是「在地」的實踐，而理論僅是作為輔助解釋

與描述的工具，或者是其研究成果所回應的後見之明。作者尤其好在論述中轉介

自己如何深入西藏地區，運用田野調查與訪談等方法論途徑，以自身見聞，甚至

附上照片以印證當地情勢。經由這個實證研究過程所整理的北京與達蘭薩拉雙方

對於西藏地區情勢演變的爭論，作者或有同意其中一方說法，但更多時候是認為

雙方的論點都過度簡化而有不足。這在探討 2008 年拉薩事件的文獻中，尤其可

以清楚看到這個不偏不倚的立場。 

文獻中有指出，中國自 1978 年改革開放以來，其經濟自由化的程度日高，

中共下放權力給地方的權限也日益擴大。在以藏人為主的西藏自治區或是各地的

藏族自治州等少數民族區域，多以觀光業作為主要的發展產業之一。在觀光產業

的邏輯引導下，重新塑造或是振興傳統藏人文化成為必要，寺院的修復與開放也

成為地方建設的重點。伴隨著近幾十年來中國經濟力的成長，沿海地區的新興階

級莫不前往內陸旅遊，試圖追尋「香格里拉」勝地，這加深了對西藏的刻板印象，

也強化了藏人對自我文化的認同（Hillman，2009：3-6）。然而，中共雖然投入

大量資源於西藏地區，但重視者僅為市場效益而非教育文化，其間政府雖或夾雜

若干對弱勢的保障意識，但經濟發展越盛，貧富差距卻反而拉大；當這種差異與

漢藏民族身分相互強化，中共又採取否認態度，也拒絕任何國際行動者參與觀察

或謀求抒緩，故文獻已經預期西藏地區的情勢不穩（Hillman，2008：8-12）。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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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獻針對西藏地區的狀況作出非常細部的討論，文獻反映不出明顯的政治立

場，但卻散發對在地狀況真摯的掌握與關懷。 

即使是對中藏對話情形的探討，澳洲文獻也仍然保有這種風格。從人口成長

率，到西藏文化的保存，或是西藏問題未來的解決，研究者也多透過自身資料的

蒐集與訪談當地人的經驗回應。他們都以自身所擁有的知識或經驗，對問題作出

深度而細部的討論。 

 

（四）對西藏問題的解決均重視西藏主體性的存續 

 

澳洲西藏問題研究敘事的第四個特點，主要在其對西藏問題未來解決的看法

上。不過，大部分的文獻少有直接表態主張西藏未來的走向，僅多表示希望問題

可以在避免衝突的情況下解決，而且也不可能迴避掉中國。整體而言，文獻當中

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在馬克林的研究中，他曾經詢問過了多位澳洲的西藏研究

者，包括 John Powers、希爾曼以及何包鋼等人對西藏問題解決的看法，均得到

類似於上述這樣的答覆。John Powers 認為，無論如何，將來西藏將來獨立與否，

都希望「西藏」得以獲得平靜，而不要再被打擾；希爾曼則認為現代的藏人不可

能再孤立於世，而希望他們能夠獲得更多關於現代世界的就業能力，他的「藏東

訓練機構」就是基於這個目的而創立的；何包鋼則希望問題能透過中藏之間持續

的對話，避免雙方的衝突，並且以不斷而持續的審議式民主程序解決之。114他們

都沒有明確的表示希望問題未來的解決實質方向為何，然而另一方面，他們的回

答中均注重於身在過程中的西藏能得到充分的參與，而隱喻了更多對某種「西藏」

主體性存續的期盼。John Powers 是希望將來透過不被干涉而使西藏得以維持其

主體性；希爾曼則似乎將主體性更擺在「人」身上，希望透過個別藏人的能力與

知識的增長，而使藏人社群得以整體進入現代世界；115何包鋼則把西藏問題與中

                                                 
114 Colin Mackerras. 2010.”Tibet Studies in Australi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115 另外參考希爾曼在 2009 年 5 月號的《國家地理雜誌》中接受的訪問，他認為「文化是會演變



 

 88

國的民主化聯繫起來，而希望透過這個過程使問題得以和平解決，我們從何包鋼

其他幾篇關於討論中藏對話與少數群體權利的文獻中也看到他類似的立場。 

在不同的文獻當中，研究者多有觸及藏人對於自我身分認同的問題；以及儘

管肯認當今中共政治統治下確有復興西藏宗教與文化傳統的政策，但對於其詆毀

達賴喇嘛，也禁止任何最多只是遙遠影射分離運動的可能性，而希望之類的極端

政策得到緩解。澳洲文獻對於少數群體權利、宗教文化與言論自由等當代人權議

題特別敏感。每當觸及中共在學校對藏人孩童實行愛國教育，以及經過過濾的西

藏傳統與歷史，便有作者就以為這將妨害藏人文化的主體性，並將心比心產生罪

惡感的聯想到澳洲過去對原住民的作為所產生的「失落的一代」（stolen 

generation）。116 

因而，從這些文獻中所能解讀到的，不一定是對於西藏問題未來解決的看

法，而更多的是研究者希望西藏（或整個中國）可以更美好，並對於當下西藏地

區情勢的演變，以及藏人遭遇表達的一份關懷。 

 

第四節 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中

國觀 

 

澳洲學界的研究者在前提上多以當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為範圍進

行考察與研究；然而，他們並不將中國視作一個完整的集體探討之，反而，由於

主張它具備豐沛的多元色彩，因此要求自己能仔細地從不同層面或地區入手，以

掌握到中國的內涵，而西藏正是其一個能凸顯多元主體的觀察切入點。政治體制

上中國於西藏地區的作為或有不符合當前西方的民主人權普世價值之處，但實際

                                                                                                                                            
的」，又說「香格里拉少數民族最現實的挑戰就是培養現代世界生活的技能」。可見在其心中西藏

的主體性並不全然是傳統文化，而在於一代代的藏人身上。見《國家地理雜誌》，2009，台北：

海峽文化事業，頁 68。 
116見 Gabriel Lafitte 的 Tibetans' suicidal protest 一文，網址：

http://www.onlineopinion.com.au/view.asp?article=7151&page=1，檢索日期 201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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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的改善，必須根據內部的複雜情形與快速變動的社會先予以審慎的釐清；於

是有研究者指出，值此澳中關係在經濟如此緊密的來往之際，固然須當留意到西

藏帶給澳洲的啟示，但也不必輕易地擴大到對整個雙方關係發展的看法。 

透過對文獻的閱讀，進一步就其所透露的而再歸納整理成「國協視野」、「文

明視野」與「行動視野」三種由澳洲立場看待中國的方式，以下就其思路脈絡分

別敘述之。 

 

一、國協視野：多元主體構成下的中國 

 

澳洲西藏問題研究多放在中國框架的脈絡下理解，藉由對當地情勢發展演變

的探討，並與其他的中國研究議程整合，而形成對整體中國的認識。大部分的研

究者某種程度上都意識到了中國內部存在著不一的地方主體性，從地方內部的互

動，到地方與地方的互動，甚至到地方與黨國家行政中央的互動，都印證了中國

實為一個多元的組成。這種將中國解構成基層區塊，視中國猶如一個多元一體的

國協組成，著眼於對它地方主體性的發掘，重視其基層能動性與主體性，強調對

個人或社群的關懷，並深入次級文化或基層社群等次國家團體者，為澳大利亞看

待中國的「國協視野」，117其中有極端者則稱之為「一中帝國」。118 

這種視野下所認識到的當代中國建國過程，多至少追溯自滿清帝國時期的疆

域，並歷經中華民國政府成立，以及當時倡議「五族共和」與「中華民族」的概

念，再經過對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後，最後於 1949 年建立了中華人民共和國

（Mackerras，2003：19-21）。至此，新中國已將王朝時期的帝國疆域化為民族國

                                                 
117 石之瑜認為「國協意識」構成了澳大利亞國家社會與學術社群的組成，也影響到其看待其他

國家與國際秩序的方式。本文發現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流露的中國觀也有類似視野，名為「國協

視野」。可參閱石之瑜，2010，〈文明是國際關係問題嗎？亞州學派國關理論的不/可行性〉，國際

關係理論學術研討會，台北：國立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118 例如，譚若思(Ross Terrill) 即以此作為他著名的《一中帝國大夢》標題；可參閱譚若思著、

楊明暐、潘勛、王嘉源等譯，2004，《一中帝國大夢》，台北：雅言。其他有若干注意到中國內部

之多元性，然而卻以「帝國」稱呼者，也幾乎都有「國協視野」的中國認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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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邊界，而其內部則至少存在著 56 個民族，包含主要的漢族（Han Chinese）

與其他 55 個少數民族（ethnic minorities），而藏族乃是少數民族其中之一。「西

藏問題」的發生，與此中國民族國家體制的形成密切相關，故早就居住於後來成

立的當代「中國」境內且具備主體性的藏人，是否願意在身分上認同接受成為「中

國藏族」，就是問題的重要起點。 

所謂「國協視野」之意義，在於文獻當中透露出中國是集多元差異共於一體，

而西藏是其多元組成中的一部分，中國固非西藏身分的實質內涵，卻已成為西藏

歷史演進中相互構成的對象。立基於此，並更進一步去探討國家體制與多元體之

間的互動者，可謂之為「文明視野」。 

 

二、文明視野：國家體制與多元體互動下的中國 

 

儘管意識到中國的多元組成性質，不過，在幅員遼闊的中國主權國家疆域內

部，多元的民族/文化之間其實仍有強勢與弱勢之分，一旦與國家體制蘊含的行

政壟斷力或暴力特質聯繫起來，加上中共的統治政策的急切，西藏問題的性質往

往就成為政治統治者運用主流文化與行政手段壓迫其他少數民族的展現。這種看

待中國的方式即為「文明視野」。 

澳洲的「文明視野」與印度的「文明視野」內涵上有相似之處，但不若後者

尚思索到印中關係發展，其主要的焦點仍擺在「中國」上。 

我們可以再用譚若思（Ross Terrill）的說法來理解之。他認為，中國的概念

可堪比擬作大英帝國，而且，作為實體來說，兩者都曾經壯大過也都曾經式微過，

然而，儘管當代中國在體制上已經是一個民族國家，但究其統治內涵卻仍汲取過

去王朝歷史與帝國時代的思想，自居一切中心，並意圖成為「新中華帝國」。統

治者建構歷史，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由上而下塑造國家榮耀；「中華民族」

雖然號稱由 56 個民族所組成，然而中華文化並不由這 56 個民族所共同締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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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卻由主流漢族文化所主導，因而所謂的多元化僅僅是一個教條（Ross Terrill

著、楊明暐等譯，2004：204-211）。也就是說，中國雖然是多元的組成，但實際

上其內部仍然有一套須要服膺的價值體系，不同民族/文化彼此之間並不平等，

而且不容任何人置喙。北京強加以漢族文化為主體的現代化到西藏，強力干涉與

改造藏人的生活方式，這種「壓迫者的施捨」的思維背後正是西藏問題至今難解

的重點（Ross Terrill 著、楊明暐等譯，2004：257-265）。Gabriel Lafitte 也有類似

的觀點，他認為，「帝國不能強以國家的形式行事」，中國統治者一味在西藏實行

以特定文化為主體的現代化，終究無法解決藏人多次大規模的反抗行動。119 

不過，從何包鋼（He Baogang）看來，似乎並不贊同西藏情勢不穩定的原因

背後僅僅是統治者單純實行特定文化的現代化所致。他以為，中共在制定當前的

少數民族政策時其理論根源乃是自「儒家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中汲取靈感。

「儒家文化」贊成「融合」而反對「同化」，「融合」的意義是，不同的主體（漢、

藏）在國家框架下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文化，而待相互影響後產生新文化，它講

求的是一種文化擴散的概念，並追求多數與少數的和諧；而「同化」則是以某種

力量施加到另一民族上而強迫其改變。然如果「強制」融合，則其結果無異於同

化，從這一點來看，何包鋼認為西藏問題難解的部分原因，在於中共意圖強制使

漢藏民族之間快速融合所致。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不承認有民族問題，而

主張以現代化手段弭平階級不平等的差異。中共服應其理論，並在西藏地區投入

大量資源發展經濟，其結果，卻使得本來擁有較高知識與技術水平的漢人（當地

或移民）受惠程度遠超過當地藏人，而造成更大的階級差異，這不但使得西藏問

題未能邁向解決，當地的情勢反而更趨複雜化。準此，何包鋼並不認為問題背後

反映著漢人統治者壓迫藏人被統治者的關係，但中共在對藏政策上一味要求民族

之間的快速融合與經濟發展成果分配的不均，確實是其有必要檢討之處。120 

                                                 
119 Gabriel Lafitte. 2008. “Tibet: revolt with memories.” In web: 
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china/democracy_power/tibet_revolt, 檢索日期 2010/07/10. 
120 “Minority right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ed. by Will Kymlicka & He Baogang. 2005, 
Multiculturalism in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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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言之，澳洲學界從「文明視野」角度認識中國者，其著眼點多在統治者

未能適切考慮中國的文化多元性，而貿然躁進其民族國家發展的工程，這使得其

結果顯現出本來就佔主流的漢族文化更形強勢，反而牴觸其本來的多元性質。 

 

三、行動視野：從澳洲立場審慎看待下的中國 

 

「行動視野」下的中國認識，從對中共在西藏地區種種不民主與破壞人權之

所為的關注，進而引伸到應該要如何採取對中國的行動與態度者。在文獻中，論

者大都意識到中共政權有諸多須要改善之處，然而，他們多並不就此主張應當要

激烈譴責中共，或是要圍堵而不與中國有任何來往，大部分多還是認為應當要審

慎持續的觀察中國，並要參與中國的發展，透過不斷的交流而影響改善狀況。澳

中自 1997 年以來每年舉行的「雙邊人權對話」，可以說就反映這樣的思維，在雙

方日趨頻繁的交流中，透過每年要求中國改善其境內包括西藏境內人權狀況，而

逐步地達到目的。陸克文主張友直友諒友多聞的新中國學，便認為直率的批評是

澳洲的責任。121 

在這種視野下，任何情勢的發展都不能夠用簡單的理論或態度視之，而必須

要透過對問題深入而仔細的探討，例如，有許多人指控北京以政策有意圖消滅藏

人，情況是否屬實，有賴具體數據與實地考察，比如在中共統治下藏人人口反而

是成長的；又如，有謂中共壓迫西藏宗教與文化，但根據研究者的訪查卻也可見

保護的政策意識；再如，有認為中共在經濟發展上刻意排除藏人，而造成貧富差

距拉大，但實際狀況可能是先天環境結構的不良與配套措施不夠，而導致藏人無

法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順利就業。因而，各種全稱式的批判往往有其不全之處，惟

進入地方基層去了解問題所在，發掘出真實為何才可下判斷。 

                                                 
121 陸克文在 2010 年 4 月 23 日於第 70 屆莫里遜講座(Morrison)暨澳洲國立大學「中華全球研究

中心」的(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成立演講致辭時，除了肯定澳洲中國研究的發

展，更認為澳中之間應當更廣泛的全面性交流，雙方並且是可以直率來往的「諍友」。可參閱網

址：http://pmrudd.archive.dpmc.gov.au/node/6700，檢索日期 201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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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行動視野」下看到的中國，是一個多元而複雜的綜合體，這與澳大利亞

國家的組成相似。西藏問題的發生顯示了其國家統治者有其不民主與不尊重人權

的一面，這與已經國家歷經轉型，強調民主價值與人道關懷的澳大利亞則有很大

的不同。澳大利亞與中國在互動與來往時應當要注意其負面之處，但也不能因此

解釋定義何謂中國。 

 

第五節 小結 

 

本章旨在整理澳大利亞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並從其文獻中進一步探求其所

流露之中國認識，同時為下一章的印度與澳洲的比較打下基礎。第一節主要介紹

本章論述架構，第二節則闡述了澳大利亞的西藏問題研究內部的組成，包括對整

個研究發展概況的簡述以及主要學界人物的介紹。其中在人物的部分依照其研究

脈絡而作出了「以西藏研究為核心」以及「以中國研究為核心」兩種研究者區分。 

第三節對澳大利亞學界的西藏問題敘事作出整理。首先，從其研究成果看

來，不論是出自於何種研究脈絡者，在學科領域上均與「中國研究」領域密切，

並可與該領域對話；而在學者的方法論途徑上也清楚地看到他們多有採取「田野

調查」與「訪談」。第二，從其敘事特色來看，則可發現澳洲文獻的研究者在探

討西藏問題時，多將自己居於問題之外，以觀察者的角色思索問題，但又抱持著

熱忱而希望自身經驗可以提供貢獻。整理歸納後，特點有四：西藏問題必然涉及

當代中國發展；西藏多被視為「中國」國家內有別於「漢」的主體；重視在地情

勢的發展，並承認現狀下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對於問題未來的解決有所分歧，

但均重視西藏主體性的存續。 

第四節則於第三節基礎上再進一步探求文獻所流露之中國觀。區分出三種俱

意識到中國的多元組成特性，然而卻僅偏重多元的「國協視野」、將國家體制與

多元特性結合的「文明視野」以及將多元引伸到探討如何從澳洲的角度應對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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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的「行動視野」。這幾種視野均明顯的展現出澳洲試圖以一種觀察者的角度，

鉅細靡遺的從「解構中國」過程中達到「了解中國」的目的，並在其中或有思索

到自身所處之位置。並少有具備從戰略安全的層次思量中國，或是在觀點上透露

出親中、反中等意涵。主要論述以及思路脈絡中僅見到澳洲文獻對於「中國」作

為一個國家其內部多元主體的重視。 

整體言之，從澳大利亞的西藏問題研究看來，其問題意識與研究議程的開展

也均呼應了澳大利亞的國家經驗。一方面，西藏問題研究多被放在當代中國的框

架下探討，此顯現了處於西方經驗脈絡下對主權國家的認識；另一方面，其對少

數群體權利的關懷、對人權相關議題的敏感性高，則展現了澳洲曾經歷經身份轉

型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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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綜合分析與比較： 

印度與澳大利亞學界的差異 

 

第一節 前言 

 

經由前述章節發現，印度與澳大利亞在研究議程的開啟、投入的研究資源與

研究的成果等方面均有落差，其研究觀點也有顯著的不同。整體言之，印度在歷

史上很早就分別與中國和西藏來往，都將它們視為具有等同於印度的主體性，而

可謂之國家主體性。英國殖民時期帶來現代學科的研究方式，更奠定了印度在西

藏研究與中國研究上各有自己的發展脈絡。在中共建國並出兵西藏後，這兩個學

科不但沒有因西藏問題的發生而成為一體，反而卻因為問題的發展而激發出更多

的研究議題與取向。另一方面，澳大利亞學界自一開始就將焦點擺在對中國的觀

察上，即使是對西藏問題的關注也附屬於這個範圍。因而，儘管其西藏研究與中

國研究也均有其自己發展的脈絡，但從研究上來看，其成果更是其中國研究的一

環，故所意識到的西藏主體性可謂是在中國框架下的地方主體性。從兩者西藏問

題研究所透露的中國觀來看，儘管在名稱上有雷同者，但其內涵也均有極大的差

異。印度多以自己的關懷為起點，從印度的立場解讀西藏問題的發展，並表達出

其中國認識；而澳大利亞則多以觀察者與實踐者的角色看待西藏問題，反映出細

膩而且富澳洲國家轉型經驗的特質。 

當代西藏問題的發展已與中國密不可分，而從印度與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

來看，學術社群的研究可否能與各自（自身發展與中國關係）的國家經驗，乃至

於其各自的中國研究作參照與理解。若能如此，掌握西藏問題研究的內涵，便可

補充與精緻化各自的中國研究與西藏研究。簡言之，印度的研究與其中國研究關

係密切，但不能簡單地視為是其中一部份；而澳大利亞的研究則可視為是其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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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一部分。本章以下四節逐次綜合性的探討印度與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

回顧其敘事特色與中國視野的內容，並就其差異作分析與討論；接著在第三節與

第四節將印度與澳洲的研究分別與各自的中國研究參照，尤其針對中國研究的發

展狀況作出探討，以理解兩者之間的關係。 

 

第二節 印度與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之比

較 

 

印度與澳大利亞在西藏問題的研究上有所差異，並不表示他們之間有高下之

別，而是顯示了兩個研究社群所處的時空位置，包括印度與澳洲的地理位置與西

藏或中國的距離、歷史上與彼等的互動，以及印澳兩國建國後所欲發展的方向。

這些要素共同影響了兩地學術社群投入對此問題的研究，然而，這並不代表整體

學術社群的研究成果被預先決定，個別學者仍有其開創性與能動性，只是說我們

可以從其研究議程推進中看到這些結構上的差異。 

以下綜合性的比較印度與澳大利亞的研究，而分成「研究發展狀況的差異

性」、「對西藏問題研究學科領域與方法論之辨識度有別」、「對西藏問題論述明顯

不同」以及「中國認識內涵大異其趣」四項述之。（表一） 

 

表一：印度學界與澳大利亞學界西藏問題研究之比較 

比較項目 印度學界 澳大利亞學界 

目前研究發展的狀況 研究數量多，目前以期刊

或論壇為主 

研究數量少，目前以個別

學者為主 

西藏問題研究學科領域

與方法論上 

議題發展變動性大，導致

在學科領域與方法論均難

學科領域與中國研究密

切；方法論途徑強調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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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辨識 調查與訪談 

西藏問題研究論述特色 西藏問題必然牽涉印中關

係發展 

西藏問題必然涉及當代中

國發展 

西藏多被視為有別於「中

國」而介於印中之間的緩

衝主體，但主體定義分歧

西藏多被視為中國國家內

有別於「漢」的主體性 

強調西藏與印度文明有很

深的聯繫 

重視對在地情勢發展的細

節討論 

對問題解決有分歧，但多

希望喜馬拉雅山區盡量不

要被開發 

對問題解決有分歧，但均

重視西藏主體性存續 

西藏問題研究視野下的

中國認識 

體系視野 

文明視野 

行動視野 

國協視野 

文明視野 

行動視野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一、研究發展狀況的差異性 

 

印度與澳大利亞學界的差異首先表現在目前累積的研究成果上。可以看到，

印度長期以來一直有注意西藏情勢的研究風氣，也有大量的人才投入其中，在人

員與研究篇幅的數量上，甚至多到難以清楚地辨識哪些學者可以被稱為西藏學專

家的情況。第三章區分出了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平台與以國際關係或中國研究為

核心的平台兩種，不光是為了說明在印度依其性質有哪些從事西藏問題研究的期

刊或論壇，也同時是要呈現出它們在研究數量上的成就。另一方面，澳洲學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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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要以個別學者為單位，研究人員與篇幅數量上雖不及印度學界，但是其組成

多元，而且幾乎都有實地前往西藏的田野經驗。在第四章介紹以西藏研究為核心

的研究者與以中國研究為核心的研究者時，究其內容都可以發現到這些學者不但

相當重視在地研究，其中許多人還有在地的實踐經驗。整體言之，本研究認為印

澳之間的差異背後主要反映了兩地研究社群的西藏經驗與中國經驗。 

在建國前，印度在與西藏的接觸與對西藏的研究上已經從三個面向奠定了基

礎。第一個部分是不屬於現代學科而來自於民間交流的研究，主要是指長久以來

印度與西藏及中國在政治、經貿活動以及文化方面的來往，其中「佛教」是聯繫

三者最大的紐帶，它不但是印度本土的宗教信仰，在傳入西藏與中國後，更對後

者在生活與哲學層面產生重大影響。儘管佛教後來在印度逐漸式微，以及有伊斯

蘭王朝的建立，導致印藏中之間的交流日漸減少，不過仍還是有零星「班智達」

的活動。122第二個部分是「西藏學」，這開啟了用現代學科的方式來研究西藏，

而且印度加爾各答乃是這門學科早期的重鎮，被稱為「西藏學之父」的匈牙利籍

學者喬瑪，就是以加爾各答與大吉嶺為根據開啟了這門學科（山口瑞鳳著、許明

銀譯，2003：83-85）。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到了 20 世紀初期，加爾各答大學

與國際大學還先後把「西藏學」納入學校課程中（其中後者甚至是要拿來與印度

學作比較）（Gokhale，1972：8）。第三個部分的研究則與中國有關。一開始，英

印政府為了從中國後方進入中國而試圖取道西藏；同時又為了保障印度的安全也

希望讓西藏與阿富汗成為與中（清）、俄的緩衝區，這因此有了接觸西藏的必要。

民國時期的國民政府並沒有實質控制西藏的能力，當時候的達賴喇嘛政府主要來

往的對象是英印政府。不過，直到印度獲得獨立之前，這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僅

是一些官員的記載或遊記。這三者雖然主要是在文化、歷史與宗教方面，不過對

於後來偏重政治方面的「西藏問題」研究有莫大助益。 

在印中分別建國之後，直到 1962 年的中印戰爭爆發，對於種種印中關係的

                                                 
122 劉國威，2002，〈十三世紀以後進入西藏的印度人〉，《法光雜誌》，第 152 期，可參閱網址：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3/bj013122223.pdf，檢索日期 201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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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以及未來印中關係的政策擬定，成為印度官方與國內許多人關心的議題，這

促使了政府與學界投入大量資源研究印中關係。然而，對印度來說，要探討印中

關係就無法迴避對西藏問題的探討，因而，西藏問題既成為研究課題，也往往被

視為是一個必要回溯的背景，這時候就結合了過去對西藏的研究成果。所以，在

原先取得的歷史條件下，以及新出現的基於國家的需要，加上達賴喇嘛與眾多藏

人流亡印度國內所造成的效應，都是使印度的西藏問題的研究上會呈現出如此蓬

勃的原因。 

而在澳洲學界方面，早期澳洲並沒有與西藏來往的歷史，因而少有屬於本土

的文獻記載，對於西藏的了解必須仰賴其他研究社群的成果。雖然自 70 年代後

開始有藏人、喇嘛或仁波切前往澳洲，不過他們幾乎或以弘法為目的，或從事其

他行業，而不必然投入學術方面的研究。123同時，澳洲國家在亞洲研究或中國研

究的學術發展歷史並不長，早期也極為仰賴外來學者的參與，因而這些外來的學

者移民是否關切西藏問題，是額外須要考量的要素。與印度學界最大的差異是，

從一開始，澳洲就將重心擺在對中國的觀察上，西藏問題對其而言僅是冷戰時期

用以解讀共產中國行為的事例，以專題探討這個問題者少有。也就是說，澳洲並

無一個為國家需要而投入研究西藏的背景，主要的研究都是自發性於關懷西藏，

從而導致澳洲在研究人員與篇幅的數量上都少於印度的原因。不過，隨著 70 年

代白澳政策的廢除與國家的轉型，使澳洲開始重視亞太地區，並不再排斥亞洲移

民，也與中國的來往越趨密切；同時，它在外交上開始重視各國人權發展狀況，

伴隨著西藏問題在國際上的能見度大開，因而，許多關切中國與西藏地區人權發

展的澳洲研究者逐漸投入這個領域，這是為什麼澳洲的研究文獻幾乎都在 70 年

代之後出現的原因。 

 

                                                 
123 即便有投入學術工作者，也未必從事政治面向的西藏問題研究。例如現任職於澳洲塔斯馬尼

亞(University of Tasmania)哲學系的索南塔曲(Sonam Thakchoe)教授為畢業於印度「中央高級西藏

研究院」(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並移民澳洲的藏人學者，其主要專長為佛教哲

學，他也是澳洲當前的西藏學重要學者之一，但並未從事任何關於西藏政治的研究。可參閱網址：

http://fcms.its.utas.edu.au/arts/philosophy/pagedetails.asp?lpersonId=2144，檢索日期 201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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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西藏問題研究學科領域與方法論之辨識度有別 

 

在印度學界，西藏問題是一個不斷變動以及跨領域的活議題，不但呈現出多

元的研究面貌，同時又不斷地延伸出新的議題，原因已如前述，因為印度有先天

的研究基礎，加之後天的需要，同時又有流亡藏人定居印度社會，這些都使得印

度的西藏研究在學科領域與方法論上顯現出難以歸納出明顯的特色。 

而在澳洲學界方面，研究者雖然多出自於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兩大研究脈絡

背景，但基於當前各國政府多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以及中國研究的跨領域

性質的原因，其研究文獻多清楚地是與中國研究領域密切相關。而在方法論上，

多強調使用田野調查與訪談法，這可以說是澳洲學界研究西藏的特色。 

 

三、對西藏問題論述明顯不同 

 

印度與澳洲文獻的第三個差異主要是在對西藏問題的論述內涵。在印度的敘

事中，印度將西藏首先視為一個有別於中國而介於印中之間的緩衝體，而且，這

個主體與印度的文明有很深的聯繫。印度學者相當強調印度對西藏文明的諸多貢

獻，並從歷史的接觸中認知到西藏已具有等同於印度與中國般的國家主體性地

位。在當代的印中國家建國歷史過程中，印度認知西藏主體是被併入到另一個更

大的主體中國當中，這當中還牽涉了許多印中建國前與建國後的複雜歷史，包括

印度收留了達賴喇嘛與眾多的流亡藏人，以及默許其流亡政府的存在，這些都導

致了印度在談論西藏問題時必然牽涉印中發展。此外，印度一方面流露出對西藏

極大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基於印度國家在文明觀點、戰略安全與環境保育上的需

要，而認為無論將來問題的解決為何，都希望喜馬拉雅山的資源盡量免於開發。 

而在澳洲的敘事當中，研究者雖基於不同的問題關懷而展開對西藏問題的討

論，但他們多把西藏放在當代主權中國的框架下討論，而從研究中國少數民族的

角度切入。探討的時間點也多在中共建國之後，並且鉅細靡遺地追問，在不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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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不同政治政策與行為者的互動，對西藏留下的影響。通過這樣的敘事方式，

西藏問題必然牽涉當代中國發展，而且研究者也注意到西藏具有別於漢的主體

性。澳洲文獻多運用深入的田野調查與訪談法，並呈現極為重視細節與對在地情

勢的探討，這種不重視大理論、大結構，而從非常細微的地方一步步地解構中國，

去探求地方主體性者，可謂之澳洲西藏問題研究的特色。最後，在思索西藏問題

的解決時，文獻少有對西藏的政治問題採取立場，但均重視西藏主體性的存續。 

因而，可以看到，印度的敘事開展總是以印度為起點，不斷地思索西藏與印

度在歷史與文明上的關係，以及在當代的政治問題中印度所扮演的角色為何，並

著重問題論述背後意義或概念，相對而言較不重視對實際細節的探討。相較之

下，澳洲的敘事特色則是以外在觀察者的角色，具體追蹤近代「中國」內部西藏

地區的人、事與政經情勢演變，並著重探討當代人權面向的議題，以及希冀自身

的知識或是澳洲的經驗能提供協助。124兩者之間的差異反映了各自的建國經歷以

及國家發展經驗。更進一步說，同時兼具「文明主體性」以及「國家行動者」身

分的印度，經由歷史上與西藏交往的經驗而賦與了西藏相同的特質，因而當印度

在關注西藏問題時，對於漢藏文明主體的變化特別敏感。另一方面，印度對於喜

瑪拉雅山情勢的關注也顯現其當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觀察其他近鄰行動的特

質。而澳洲學界方面把西藏問題放在中國的框架下來談，顯示了基於西方國際關

係脈絡下對主權國家的認識，其間特別關注與人權議題與少數群體權利的發展，

則是與自身的國家轉型經驗有關。 

 
                                                 
124 在印澳文獻當中，2008 年刊於《中國述評》的 Bharati Puri〈早期達賴與晚期達賴的方法論集

論述〉以及 2006 年何包鋼的〈達賴喇嘛的自治計畫〉與 2007 年的〈達賴喇嘛對自治的新倡議〉

是本研究分析過程中感到極具對比性而又富有印澳特色者。兩部分文獻的問題意識均是試圖理解

達賴喇嘛前後期自治主張的轉變，然而 Puri 文以晚期達賴喇嘛個人對佛法的參悟程度，而終取

得「發展」(馬克思主義、國家)與「心靈」(佛法、西藏文化)平衡點的方式來解釋為何達賴如今

主張西藏應該留在中國框架內。對比於何之文章以國際局勢的變化、北京高層的態度、西藏地區

的情勢演變等從各層面細膩的去理解達賴的轉變，兩種論述方式對照之下值得一再玩味。可參閱

Bharati Puri. 2008, “Discourse and Method of the ‘Earlier’ Dalai Lama and the ‘Later’ Dalai Lama,” 
China Report. vol.44.p.175-184.; “The Dalai Lama’s Autonomy Proposal.” In ed. By Barry Sautman & 
June Teufel Dreyer .. 2006.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The politics of Dalai’s New Initiative for Autonomy.” Pacif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60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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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認識內涵大異其趣 

 

印澳文獻的最後一個差異表現在西藏問題研究透露的中國認識上。從印度的

情況來看，文獻透露之思維主要仍與對印中關係的討論密不可分。三種視野「體

系視野」、「文明視野」與「行動視野」均將印度的角色涉入其中，而分別從國際

關係體系、文明政治的角度、歷史脈絡中的互動過程等來探討中國。總的來說，

印度的問題意識主要是企圖理解「中國本質」，並由此引伸到對印中雙方應該如

何互動的思索。而在澳洲的研究方面，乃是從最基層入手，由對眾多小地方的深

入理解而拼湊出大的中國形象。這樣的研究方式使得文獻所透露的三種視野「國

協視野」、「文明視野」與「行動視野」大異其趣。簡言之，澳洲視野主要以多元

個體構成的整體為原則貫穿，並從此延伸討論中國的內部情況；以及思索當此澳

中兩國互動往來密切時，澳洲究竟該如何面對一個不符合西方普世價值的政治體

制。 

印澳間的差異主要反映了與中國的位置距離以及國家自身的發展經驗。首

先，印度所面臨的結構，乃是印中兩國在認知上均以為彼此有作為世界大國的潛

力，而且在地理位置上又相鄰。同時作為世界大國的意識本身雖然並不蘊含零和

的概念，然而套用到主流的國際關係上卻往往成為一個競爭性的命題，因而，本

來基於印度國家戰略與安全需要的中國觀察，就不免涉入更多算計與缺乏信任。

何況，印度又是實質的接觸感受到西藏近在咫尺，與中國更曾有過戰爭，因而不

論如何設想，印度學者總是難以避免在思索問題時將自身涉入。儘管「行動視野」

主張印中應力圖「擱置爭議」，而實際上就兩國當前發展來看也不太可能發生激

烈的衝突，然而問題的敏感性始終存在。 

至於在地理位置上遠離中國的澳洲，兼具西方的國際關係脈絡而又經歷國家

轉型的經驗。對澳洲而言，主權國家是基本的分析單位，但是內部可以是多元也

可以是單一的，因而印度學界對於西藏主體被併入另一個主體的解讀就少被澳洲

所見，反而多是觀察到國家體制內（多數與少數/強勢與弱勢）民族如何互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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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人權議題的關注。澳洲不存在體系視野，主要是因為自其建國後的主要外交

政策多是在追隨美國的前提上思索，直到 70 年代後才出現更獨立自主的外交理

念（汪詩明，2003：145-149）。既然長期來看澳洲的問題意識多不在競爭，因而

與之概念密切的體系視野也就少見。另一方面，雖然印澳在「文明視野」上都有

注意到文明與國家體制的結合可能產生權力壓迫的問題，但是澳大利亞的地理位

置也某種程度上抵消這個焦慮，至少不若印度感受到的這麼具體。從討論中國威

脅的性質可知，對印度來說，中國威脅是偏軍事性的，中共在西藏地區部署的軍

隊與核子武器都對印度造成實質性的壓迫；但從澳洲的角度來看，西藏問題的意

義雖然顯示中國具有危害普世人權的一面，但威脅感還不若對澳洲經濟過度依賴

中國的疑慮。125 

 

第三節 印度西藏問題研究與印度中國研究

之比較 

 

為了釐清印度對西藏問題研究以及其中國研究的關係，有必要先對印度對中

國的研究發展情形有個了解，然後再進一步比較。 

 

一、印度中國研究發展概說 

 

從印度的中國研究發展過程來看，開始運用現代學科的方式進行中國研究可

回溯到 20 世紀初期，而且與詩人泰戈爾（Rabindra Nath Tagore）訪華還有很深

的淵源，並多發展在文化、宗教與哲學方面的領域。1947 年的印度獨立建國是

                                                 
125 Colin Mackerras. 2009. “The’ China Threa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rise: A view from Australia.” 
I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emorate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ersion of Macau, May10-13,2009, Macao Polytechnic 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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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的大事件，其中國研究也在過去多年的印中交流歷史基礎上得到更大的

發展；1962 年印中之間爆發戰爭，導致雙方關係陷入停頓，這同時是印度中國

研究一個關鍵的分水嶺，或謂之轉向。自此之後，印度的中國研究更開始著重在

社會、政治、軍事與外交方面的領域，許多對於當代中國的研究、以及最重要的

幾個中國研究單位都是在這之後設立。80 年代後隨著印中兩國關係逐漸恢復，

同時印中的經濟在國際表現也日益亮眼，在經濟、軍事與許多層面上雙方也開始

有更多的合作，包括學術方面的交流，因而印度的中國研究得到更大的突破與發

展。整體言之，印度的中國研究可謂從文化和宗教領域開始，當印度建國之後更

擴展對社會、政治、經貿方面，而依據其發展脈絡則可以找出三條路線。一條是

源自於精神文明的路線，這是由泰戈爾所奠基的傳統。這條路線主要關懷的是中

國與印度可以相互比較的特色，以及關懷中國與西方的普遍發展模式如何不同，

主要關乎文史哲宗教等面向。另一條則脈絡則可溯源於甘地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傳

統，其主要關懷為中國的國防與實力可能對印度造成的影響，以及著重探討印度

的因應之道。這兩條認識途徑並各自孕育出「親中」、「反中」兩種傾向（石之瑜

等，2009：122-126）。第三條脈絡則是對改革、經濟的研究，已經逐漸形成氣候。 

1918 年，加爾各答大學在其「印度歷史與文化」的碩士學程中首開「中國

語言與文學」課程，這是印度近代最早在課程中開設關於中國研究的記錄。不過

由於教師資源的缺乏，學校後來並沒有進一步增設相關課程。1924 年，泰戈爾

訪華，在中國結識了一批中國學者，並對中國文化產生極高的興趣，他在返國之

後並從法國聘請學者 Sylvain Levi 為其在 1921 年於聖蒂斯坦（Santi Niketan）創

立的國際大學（Visva Bharti）擔任客座教授，講授「中國佛教」課程。經由相關

學者的努力，中國研究開始在印度得到發展（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

434）。 

30 年代初期，經由中國學者譚雲山（Tan Yun - Shan）與泰戈爾等在印度的

奔走以及在中國的學者號召響應，「印中學會」以及「中印學會」分別在 1934

年的國際大學以及 1935 年的南京成立（泰戈爾擔任印中學會主席，尼赫魯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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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主席；蔡元培擔任中印學會理事會主席，戴季陶擔任監事會主席），印中雙

方並展開諸多交流與合作計畫，其中包括在國際大學設立中國研究中心（House 

of China）（郁龍余，2000：121）。1937 年，中國研究中心正式成立，這也是第

一個以中國為系所名的記錄。潭雲山並被任命為中心主任，負責領導，時逢返印

度的中國研究學者巴克齊（師覺月，P . C . Bagchi）的加入，在兩位的努力下，

印度的中國研究更是得到進一步的推進，並成為孕育許多印度中國專家的搖籃。 

二次大戰期間，儘管中國面臨日本的侵略而使得許多學術機構往重慶以及南

方遷移，不過雙方的交流仍然持續，1939 年尼赫魯訪問中國以及 1942 年蔣中正

的回訪印度，更是受到兩國的人民以及學術界的歡迎。當時駐重慶的印度將軍

K.P.S.Menon 還設立了一個交流計畫，協助印度學生以及學者到中國訪問；同時，

在浦那（Pune）也成立了弗格森學院（Fergusson College），主要從事中國佛教經

典的研究（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435）。 

印度獨立建國之後，對於國內事務有了更大的自主權，於國際的能見度更是

大開，對於中國的研究也有了有全新的需要，1948 年，「印度國際學院東亞研究

部」的成立開啟了對當代中國的研究（該學院後來與尼赫魯大學合併，原來的中

國部（China Section）成為尼赫魯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東亞研究中心，許多印度第

一代的現代中國研究專家都是在此接受訓練的）；1958 年，德里大學佛教研究學

系也開始了中國研究的計畫（Tankha 著，張燕暉譯，2007：76）。然而，在 50-60

年代這段期間，印中的關係卻也因為西藏問題以及其衍生的邊界爭議而開始屢生

衝突，1962 年更因此爆發了戰爭，而使得兩國關係陷入停頓。 

在印中戰爭之後，印度政府本著了解敵人（know thine enemy）的精神，決

定進一步加強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在國際關係上與美蘇也有了較多的往來，並獲

得了美國福特基金會的協助。福特基金會提供資金贊助，提供獎助學金供人前往

美國的大學接受訓練，並在返國後投入學術界作中國研究。這個時期主要有兩個

重要的研究機構成立，一個是國際研究學院，一個是德里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國

際研究學院是 1964 年將原來的國際學院東亞部合併到尼赫魯大學中成立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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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則由譚雲山之子譚中（Tan Chung）負責籌辦，一開始附

屬於德里大學佛教研究學系下，1964 年才另外獨立成為中國研究系（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系成立時是 V.P.Dutta 教授擔任系主任，1971 年改由譚中擔

任），該系後來又在日本基金會（Japan Foundation）的經費提供下加入日本研究，

並改名為中日研究系（現在已經改名為東亞研究系），126而逐漸發展成為區域研

究中心的型態。整體來說，這兩個學校都側重對於當代中國在社會、外交、政治

方面的研究，並且都是印度目前絕大多數從事現代中國研究學者的母校（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434）。 

70 年代末期，位於瓦拉納西（Varanasi）的貝拿勒司印度大學（Banaras Hindu 

University）在 Hsueh Lei 的領導下於外文系中設立了中文與中國研究部，從事中

文教學，並著重對中國佛教和現代中國的研究；而位於昌迪加爾（Chandigarh）

的 Panjab 大學也在 P.L.Mehra 的主持下設立了中文系，該系強調中文以及藏文教

學，並著重對中國邊境喜馬拉雅山地區的研究（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

435）。 

80 年代後隨著印中之間逐漸恢復交流，印度的中國研究也開始探討中國的

改革經驗以及發展模式，並用以思索印度的情況；90 年代之後由於印中之間各

自經濟的成長，以及雙方在各方層面合作的加強，印度的中國研究也更得到更進

一步的發展，前往中國的留學生增加，許多關於中國研究的機構也不斷的成立，

這個趨勢至今未歇（Mohanty 著、山佳譯，2004：72-73）。 

而在這些之外，自 1970 年起，來自德里大學的譚中、Giri Deshingkar、Mira 

Sinha Bhattacharjea、Krishna Prakash Gupta、Manoranjan Mohanty，以及尼赫魯大

                                                 
126 譚中是印度近代中國研究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推手，在他擔任德里大學中日研究系主任的期

間，他加強學生的中文能力（成立速成中文班 intensive course in Chinese Language），要求得到碩

士學位的印度學生必須要能以中文為研究工具；同時也到歷史系和政治系的碩士課程中去增設中

國課題方面的課程。 1978 年，他轉到尼赫魯大學後，也從各方面提升了該校中國研究的能力。

整體來說，潭中不但促進了印度中國研究的能力促進了印度統治菁英對中國了解，另一方面，他

也在那個印中氣氛詭譎的年代緩和了印度的反華情緒。可參閱「譚中」訪談稿，台灣大學政治學

系：中國大陸暨兩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網址：http://140.112.150.151/RAEC/act02.php，檢索

日期 2010/07/18。 



 

 107

學 G.P. Deshpande，甚至是外交部的官員等這些共同對中國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官

員就開始每週聚會一次，針對不同的中國議題召開討論會議長達 20 餘年，而形

成一個跨領域的非正式中國研究討論小組，並出版《中國述評》（China Report）

雜誌。127 1991 年，德里大學中國研究所（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的成立，

更是這個討論群體以及印度中國研究進一步發展的象徵。其他還有防衛研究與分

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IDSA）、印度文化國際研究

院（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以及甘地夫人國家藝術中心東亞部

（East Asian Section, Indira Gandhi Center for National Arts）等，也都是目前印度

中國研究相當重要的單位（Kamal Sheel 著、崔燕慧譯，1999：436）。 

 

二、印度西藏問題研究與印度中國研究之關係 

 

經過比較，可更清晰的理解到，印度西藏問題研究與其中國研究關係密切，

但並不能將問題研究單純地視為是中國研究的一部分。理由有幾點，首先，印度

西藏問題研究主要有兩大脈絡，一者是西藏學，一者是中國研究。西藏學的在印

度的發展主要起源於 19 世紀，比其中國研究的開啟時間更早，兩者乃是發展於

不同的研究背景脈絡中。不過，兩者最早研究的領域都是針對佛教（這再次印證

佛教作為印藏中三者文明的聯繫），而且也都與加爾各答密切相關（西藏學以此

地為發源，加爾各答大學也都是最早開啟西藏學與中國研究的學校）。 

第二個是，從事印度西藏問題研究的學者（如 Mira Sinha Bhattacharjea、

Krishna Prakash Gupta 等）以及其發表的研究平台（China Report、IDSA 等）雖

然與中國研究有諸多重疊之處（這再次說明西藏問題與中國關係密切），不過，

西藏問題研究更有來自以國際關係為核心與以西藏研究為核心的平台。而且印度

的西藏學也從歷史、宗教、社會等不同面向對西藏問題作出探討；另外，隨著流

                                                 
127 「譚中」訪談稿，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陸暨兩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網址：

http://140.112.150.151/RAEC/act02.php，檢索日期 201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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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藏人定居印度社會已久，在印度也尚有其他學科領域對藏人的狀況感興趣者。

簡言之，印度西藏研究的發展時期較長，學科發展更完善，其在對西藏問題的研

究上也同樣顯現出具有跨學科領域的性質，足以與中國研究分庭抗禮；而藏人流

亡印度以及周邊地區，更是無形中將西藏問題的範圍擴大，並對這些地區的人有

實質生活上的影響，研究在背景回溯上雖然必須探討到「中國」，卻也未必會將

核心焦點僅侷限在其中。 

整體來說，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可視為是印度西藏研究以及中國研究的交

會，其研究觀點與成果相互影響，而共同構成了印度的西藏問題研究。同時，經

由對問題的研究，西藏學以及中國研究也可相互對話，並精緻補充各自內部的研

究成果。 

 

第四節 澳洲西藏問題研究與澳洲中國研究

之比較 

 

一、澳洲中國研究發展概說 

 

澳大利亞中國研究的發展，依據時期先後來看，可從最早 1918 年雪梨大學

設立東方語文學系研究開始，而進一步劃分成「傳統漢學興起」（約 1918-1949）、

「現代中國研究初步確立」（1950-60）、「中國研究繁榮發展」（1970-80）、以及

「持續發展」（1990 之後至今）等四個部分。並可以用「『借鑒』國外中國研究

的發展」、「『引進』國外中國研究的人才」、「培養『本土化』帶有澳洲特色的中

國研究」三者作為貫穿的描述主線。128整體言之，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是一個從

無到有的過程，而且雖然相對來說起步晚，卻在很短的時間內發展迅速，並已成

                                                 
128 胡再德，2005，《澳大利亞中國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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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前世界中國研究的重鎮。它從傳統的漢學研究（文學、歷史等）開始，而逐

漸擴大到對整個當代中國的研究（政治、社會、經濟等），並著重學科跨領域整

合，至今，其研究範圍並不侷限於漢文化，而是關於整個中國的知識。並且，隨

著澳中經貿的成長緊密，這種情況更是明顯；其學術社群的建立乃是從早期非常

依賴聘請外來學者協助澳洲本地學術研究而開啟，借鑒參考其他國家的學術成

果、學術思潮與研究方法而不斷發展與培訓，而逐漸到有澳洲本地學者產生。綜

觀來看，在當前全球當代中國研究中，澳洲的研究成果與成長速度最多最快的，

同時也是許多重要的中國研究期刊如《中國研究》（China Journal）、《現代亞州》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等，與知名的亞洲研究機構如澳大利亞亞洲

協會（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澳大利亞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的所在。 

在二次大戰之前，澳洲的中國研究主要是附屬於以日本為主的亞洲研究下，

當時沿襲英國牛津以及劍橋的漢學傳統，強調掌握文本的閱讀技巧，並以此作為

文學、哲學和歷史等學科的基礎。1918 年雪梨大學東方語文學系所開啟的中文

計劃就是依此模式設立。129另一方面，由於早期澳洲與中國的交流並不密切，因

而澳洲人對中國的認識也相當賴新聞媒體的報導，包括記者莫里循（George 

Morrison）以及端納（William Donald）等人130先後對清末中國以及中國抗日時

期狀況的描述。 

二戰之後，國際上冷戰格局壁壘分明，澳大利亞在《澳紐美條約》、《東南亞

                                                 
129 B. Hooper，2001，〈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參閱網址：

http://www.asap.unimelb.edu.au/aah/re-search/review/b6_hooper.html，檢索日期 2010/07/20. 
130 莫里循 (1862-1920)1897 年開始擔任《泰晤士報》(The Times)駐北京記者，親身經歷過戊戌

變法、義和團、八國聯軍、辛亥革命等事件，也曾擔任過袁世凱的政治顧問。他在中國期間所撰

寫的日記、備忘錄等以及當時所收藏的任何用西文撰寫關於中國的資料是後人研究清末中國的重

要文獻，後來並被用以成立「莫里循書庫」。1932 年，旅澳華人為了紀念莫里循對中國的報導以

及為了喚起澳洲對中國文化的重視，而開始舉辦「莫里循講座」，該講座一年一次並持續至今，

而且已發展成為澳洲中國研究的重要聚會；端納(1875-1946)曾先後擔任過香港《德臣報》、《紐約

先鋒報》、《倫敦時報》以及《倫敦前驅報》等駐中國特派記者，也曾擔任過岑春煊、孫中山、張

作霖、張學良與蔣介石等人的顧問，他在記者生涯中最重要的報導是日本對中國的諸多政策發

展，以及西安事變。可參閱胡再德，2005，《澳大利亞中國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論文，頁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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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防務條約》的簽訂後更是確立了外交上主要追隨美國的路線，不過，澳洲的

中國研究仍然持續發展，也開始注意共產中國的行動。這時期傳統漢學不但有了

更大的進步，關於當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等領域的研究也逐步發展。例如，

1949 年，澳洲國立大學聘請在中國長期居留過的費子智（C.P.Fitzgerald）為講師，

並在 1952 年於該校太平洋研究院下設立遠東歷史系，由費氏出任系主任。費教

授退休之後，王賡武（Wang Gunqwu）教授進一步承繼發展之；131另一方面，1953

年，坎培拉大學院（1960 年被併入澳洲國立大學）也從瑞典聘請國際漢學家高

本漢的學生畢漢思（Hans Bielestein）擔任該校東方語文研究講座教授，繼任者

並先後有瑞典語言學家馬悅然（Goran Malmqvist）與柳存仁（Liu Ts’un yan）等，

同時期雪梨大學也從英國聘請 A.R.戴維思（Davis），這些學者共同奠定影響這時

期澳洲的中國文學研究。132整體來說，澳洲在 50-60 年代外交上逐漸從英國路線

轉向美國路線，並在經濟上意識到亞洲地區的發展開始蓬勃，而開始試圖與亞太

地區有更大的結合，以及關注亞太地區的事務。 

70-80 年代隨著白澳政策的廢除，澳大利亞更加重視與亞洲的關係，而澳中

建立正式的外交關係也無形中推動了澳洲的中國研究。除了原來的澳洲國立大學

以及雪梨大學兩個研究重鎮外，許多學校這時期也開始設立中國研究中心或是亞

洲研究中心，許多關於中國的研究刊物也紛紛創刊。這時期創立的中國研究刊物

包括：1961 年雪梨大學亞太研究院主辦的《澳大利亞東方學會雜誌》（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1970 年澳洲國立大學創辦的《東亞歷史》（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以及同年創立並享譽國際的（澳洲國立大學也在美國福

特基金會贊助下成立了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並創辦）《澳洲中國事務期刊》（The 

Australia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1995 年改名《中國雜誌》The China Journal）

                                                 
131 費子智早年專注於中國中古史及雲南少數民族，在澳大任職後致力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

遠東歷史系剛創立時，歷史、文學以及語言都是該系使用的方法論。王賡武接任費氏職位後，確

立了以歷史學為中心的研究方法學。何漢威，1983，〈澳洲國立大學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通

訊》，頁 185-186。 
132 雷金慶，2003，〈澳大利亞中國文學研究 50 年〉，參閱網址：

http://www.anu.edu.au/asianstudies/chinakoreacen/csaa/Louie.pdf.，檢索日期 2010/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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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33同時，隨著澳大利亞中國研究人員的增加，澳洲也在 1975 年與 1989 年先

後成立了澳大利亞亞洲研究協會（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以及澳

大利亞中國研究協會（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等。134 

90 年代後，隨著中國的經濟在世界的崛起，澳中在經貿領域的合作也越來

越盛，這同時也影響到其中國研究，使得越來越多具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加入中

國研究的領域，至今仍然如此。這時期主要有大衛‧古德曼（David Goodman）、

安戈（Jonathan Unger）、陳佩華、白杰明（Geremie R. Barme）等學者在不同面

向的努力。其中，白杰明提倡後漢學，主張從中文語境出發探討中國，強調澳洲

人也可以是某種意義上的中國人，認為任何有興趣中國研究的人只要從中國的脈

絡出發都可以進行中國研究，是一個潛力深遠的概念。澳洲前總理陸克文於 2010

年 4 月 23 日第 70 屆莫里循講座上也再次強調這個概念對澳洲中國研究的重要

性。135另一方面，1994 年雪梨理工大學國際研究所發起了一個有關改革中的中

國各省的研究課題，並在 1998 年進一步與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合辦中國

省份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Provincial China，UNSW-UTS），試圖發展

以「省」為單位的中國研究以及建立直接與中國各省接觸的管道，並一度發行《省

級中國》（Provincial China Journal）雜誌，也是這時期的澳洲中國研究的發展（劉

霓，2006：360）。 

除了上述這些研究單位之外，還不可忽略澳洲政府以及從事亞洲和中國研究

的各協會各機構提出的檢討報告所發揮的指導性效果，它們在不同程度上推動了

中國研究在高等教育的發展或是國家在學術資源上的投入。這些包括政府提供資

金協助亞洲研究委員會和澳大利亞全國亞洲語言學習工作組（NALSAS），它們

致力推動澳洲人對亞洲語言以及亞洲事務的關心與認識（Mackerras 著、劉明新

譯，1997：78-79）；以及 1970 年的「奧克馬蒂報告」（Auchmuty Report）、1980

                                                 
133 何漢威，1983，〈澳洲國立大學的漢學研究〉，頁 186-187。 
134 B. Hooper，2001，〈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參閱網址：

http://www.asap.unimelb.edu.au/aah/re-search/review/b6_hooper.html，檢索日期 2010/07/20. 
135 可參閱網址：http://pmrudd.archive.dpmc.gov.au/node/6700，檢索日期 201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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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澳大利亞亞洲研究協會報告、1984 年的亞洲研究理事會的國家戰略報告、

1989 年的「英格爾森報告」（Ingleson Report）、1992 年的澳大利亞中國研究協會

的「中國研究國家戰略」（National Strategy for Chinese Studies）以及 1994 年的「拉

德報告」（Rudd Report）等。136  

 

二、澳洲西藏問題研究與澳洲中國研究之關係 

 

現在更能精確的掌握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的內涵以及其與澳洲中國研究

的關係，質言之，澳洲西藏問題研究不但與中國研究密切，而且也可以視為是其

中的一環。理由有幾點，第一，雖然在澳洲的西藏學以及中國研究是兩個不同學

科，而且在澳洲從事西藏問題研究者分別來自「西藏研究」和「中國研究」兩個

不同的核心，不過，澳洲的西藏研究跨學科性質不高，主要僅涉及藏語文與哲學

方面的探討，而少有對政治事務方面的研究。相反的，澳洲的中國研究不但發展

完善，其跨領域性質更是明顯，因而，少數偏重於政治方面的「西藏問題」者（以

及立基於澳洲政府承認西藏屬於中國一部分）研究成果均與中國研究較為密切。 

第二，澳洲對西藏問題的關注主要起源於 50-60 年代，根據早期涉及西藏問

題研究的著作《對中國的恐懼》一書，以及當時人對該書的討論，可發現其間的

問題意識主要在解答澳洲究竟該如何面對共產中國，而非專題式的討論西藏問

題，這其實與當時的中國研究脈絡關注共產中國的行動是相關的。 

第三，當前澳洲的文獻中多有從人權面向關懷西藏問題的發展，不過，問題

多放在中國研究的框架下，把藏人視為是中國「少數民族藏族」，而非是獨立的

                                                 
136其中，影響較為深遠的是 1989 年的「英格爾森報告」以及 1992 年的澳大利亞中國研究協會的

「中國研究國家戰略」。前者由曾任澳洲亞洲研究協會主席（ASAA）的約翰‧英格爾森提出，

主要分析 80 年代當時澳洲大學中的亞洲研究以及語言的教學狀況，並提出了三項建言，分別是：

呼籲培養具有亞洲意識或以亞洲為中心的研究人員、呼籲政府與大學長期開展有關亞洲及其語言

的教學，以及呼籲大學評估檢視其關於亞洲課程的授課方式，並擴大課程內容範圍；後者則是由

格里菲斯大學的馬克林執筆發表，系統性地闡述澳洲推動中國研究的必要性，並分析當時澳洲的

中國研究現況，並提出從各方面都應更加推進對中國（包括華人世界）的認識。劉霓著、收於何

培忠編，《當代國外中國學研究》，北京：商務，頁 35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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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 

基於上述理由，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應可被視為是澳洲中國研究的一環，其

研究成果可以補充澳洲的中國研究。而澳洲的西藏研究則少談這部分。 

 

第五節 小結 

 

本章在第二節綜合性的探討印度西藏問題研究與澳大利亞西藏問題研究之

差異，並在這之後進一步分別在第三節、第四節與印度和澳大利亞的中國研究作

比較，以釐清二者之關係。 

結果發現，在印澳之間的比較上，可以區別出兩者主要有四項差異，首先表

現在研究發展狀況的差異性，這指的是印度的研究成果數量多而澳洲較少；其次

是西藏問題研究學科領域與方法論上的辨識度有別，可發現印度不明顯而澳洲明

顯；再其次是對西藏問題論述明顯不同，即印度主要意識到西藏的國家主體性而

澳洲主要意識到西藏在中國的地方主體性；以及中國認識內涵大異其趣，印度總

是將自己涉及到與中國的關係而澳大利亞則較少有這類的傾向。而影響這四項差

異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則主要來自於印、澳在地理上與藏 / 中的相對位置，以

及印澳兩國的建國經驗等。 

第三節探討印度中國研究的發展狀況，並經過與其西藏問題研究比較之後，

發現兩者關係密切，但不能輕易地將其西藏問題研究視為是中國研究的一環，應

當視為是西藏研究與中國研究的交會。 

第四節發現，由於澳洲在西藏研究上多偏重文化、哲學方面的研究，而較少

涉及對政治事務的探討，這因而使得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在主題議程的發展上更

被視為是其中國研究的一環。 

正如本論文第一章中所說的，西藏問題乃是一個本質不明確，且已跨越國界

的問題，以當今發展而言，更幾乎無法在回答西藏問題時迴避對中國的看法。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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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個人（與國家）與中藏之間不同的來往經驗，不但會影響形成不同的認知，這

中間，行為者依其認知涉入問題後，則更容易造成不同層次的影響。其中，國家

環境與歷史經驗等的結構性因素主要作用在議程設定的開展上，其效果遠大過於

個人的經驗作用，是故從這方面而言，研究者在開展其研究時，其議題的選擇與

論述的特色方面的能動性受到侷限，而不容易跳脫原有的視野。然而，若從研究

觀點而言，研究者的能動性仍然不斷展現，這些均從印度與澳洲的文獻當中發現

不一樣的西藏問題論述以及中國觀的例子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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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展望： 

從西藏觀察中國（See China through 

Tibet）VS.在西藏發現中國（See China in 

Tibet） 

 
本研究爬梳印、澳學界西藏問題研究，印證每一種學術議程的發展背後其實

都源自於特定的情境脈絡，而這情境脈絡與研究者本身所處的時空位置等條件又

有極大的關聯，例如印度對西藏的研究具有國家需要的背景，而澳洲則早先源自

於冷戰時期對中國的關注，後來則是出自於研究者關懷中國境內的狀況或是從掌

握地方主體性來了解整個中國。主題議程的推動可能是在有意或無意之間發生，

但卻往往對後來的研究者產生了很大的制約效果。這種無形間形成的結構氛圍，

在很大程度上影響了研究者在主題框架上的選擇，投入的學術資源與心力，甚至

方法論途徑上的採取，以及論述的共同特色。不過，這依然不否定個別學術研究

者的能動性，因為從結論來看並沒有被決定，論述與觀點也非一致。透過比較不

同的學術社群研究成果，不但有助於參考借鑒其他學術社群如何探討相關議題，

更能協助認清自我在研究過程中的位置，以及可能遭遇的困境，並進一步打破原

有框架而使得學術視野獲得更大的拓展空間。本研究在初始時選擇印度與澳洲作

為研究對象，即是試圖跳脫台灣過去長期從冷戰結構與中原視角看待西藏問題的

框架，進而發現不一樣認識西藏問題的方式與觀看中國的角度。 

中藏與印度各有長遠悠久來往的歷史，西藏不但與印度有半邊國土接鄰，長

期以來作為印中之間的緩衝地，同時也是印中兩大文明的過渡帶。就認知而言，

西藏是與中國不同文明且具備與他國交往能力的主體，既然印度與中國俱為國

家，那麼西藏也理當擁有類似的地位，何況歷史上證明了西藏是一個與印度極為

友好且具有文明共通性的鄰邦？而且，基於這種印藏文明上的聯結，印度政府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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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流亡藏人所提供的各項援助，幾乎是少有其他國家可以比擬。它不但與流亡政

府合作，提供協助藏人安置與就業，更在印度教育部成立西藏教育委員會，負責

贊助所有藏人學校教材與資金費用。其他還有成立西藏家園基金會協助藏人兒童

教育、唐卡藝術，以及在鹿野苑成立中央高級西藏研究院，在達蘭薩拉建立羅布

林卡機構等，均顯見其協助保護藏人文化之用心。筆者於達蘭薩拉作田野調查的

期間，逢其舉行「謝謝你喜馬偕爾邦」流亡六十年紀念會，在典禮上，印度官員

與流亡政府官員並肩而坐，會場上也混雜著許多藏人與印度人，感覺難分彼此。

與大寶法王會面時，他說：「我真的很訝異，印度待我們幾乎就像自己人，甚至

連在文明上都把我們當作它們的一部份了！」如果從印度的拉達克到錫金、達旺

一帶皆主要以西藏佛教為信仰來看，大寶法王的說法並沒有太大問題，「西藏」

某種意義上確實成為印度的一部份。 

印度與中國一直以來在亞洲事務上扮演吃重的角色，對於周遭地區的物質與

文明俱有重大的影響。經過西方帝國主義與現代化的洗禮，印中先後轉型成為現

代主權國家而紛紛建國，在中共出兵西藏後，印度學界除了有西藏主體遭到吞併

的認知外，更在主權國家邏輯的思維下對於兩大國相鄰而有極大的焦慮感，何況

1962 年間雙方實際地發生了一場戰爭，因而對中國動態關注的重要性在冷戰期

間也絲毫不下於對美蘇行動的觀察。即便在中印各自展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後，

以及自 80 年代以來多次的高層互訪與領土談判，雙方也均有意加強雙邊經貿合

作關係，但容易挑動神經的爭端始終存在，「擱置爭議」的策略也往往在時而有

心的手段下失去效果。 

觀察印度學界西藏問題研究文獻，除了發現其均難以迴避對印中關係的探

討，而且也多有流露出解讀中國行動的意義與思索印度該採取何種因應措施。這

樣的研究視野帶給認識中國的啟示是，印度實質上是透過西藏觀察中國（See 

China through Tibet）。而且這樣的觀察很大一個意義並不僅出自於深層關懷（與

印度有共通性的）藏漢文明互動的意義上，而更有來自於主權國家邏輯觀察強鄰

的動機。對於中國文明的內涵性質，印度並不特別需要透過西藏來了解，因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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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國的認知印度早已在歷史的交往過程中形成，而視其為一個足以與印度抗衡

的漢（中華）文明，是與西藏、印度俱為不同的文明，而現在則與印度同樣具有

文明與主權國家兩種身分。從文明面的角度而言，透過西藏問題的實例，印度實

在思索轉型成主權國家的中國文明如何可能與鄰邦互動，並是否可能夾雜傳統的

中華帝國天下觀？而純從戰略安全的角度來看，印度透過西藏觀察中國的目的，

更主要有基於印度國家本身的需要，對當今印中兩國領土接鄰，並著眼於穩定當

今印度邊境安全的理由。由於印中兩國均力圖成為大國，而就其各方面的狀況勢

也可預見雙方未來在各方面會有更多的接觸，因而透過對西藏情勢的觀察，印度

乃從中多獲得一個掌握了解中國動態的管道。 

相形之下，澳洲則處在完全不同的時空條件下。澳大利亞是一個新興國家，

在地理位置上相對偏遠於中國與西藏，早期的歷史當中兩者也俱不是其主要來往

的對象。從學科發展的角度而言，一開始投入研究中國和西藏相關的議題並不積

極，而多主要是個人自發性投入相關研究者。在冷戰格局形成後，共產中國建立，

澳洲在為了解讀中國行動的目標下開啟了西藏問題研究的議程，但當時主要作為

用以解釋中國行動的一個案例，細部的情形其實並不被探討。然而，隨著西藏問

題在國際上不斷發酵，以及伴隨著澳洲國家定位在 70 年代後的自我轉型，澳洲

對亞太事務的關懷轉趨積極。而澳中建立正式外交關係，以及雙方的經貿關係在

這數十年間越來越緊密，在整個國際政經大環境的變遷促成下，澳洲的中國研究

有了突飛猛進與驚人的表現。當這一點聯結到澳洲國家的轉型經驗，以及西藏問

題的高度國際能見度，是許多研究者開始對於中國內部民主化，而或進一步著重

西藏境內的人權狀況、宗教自由等相關議題投入的重要原因。 

澳洲在歷史上與中藏互動來往的經驗並不同於印度，對於中國與西藏的主體

性認知也有所不同。觀整體澳洲學界的西藏問題研究而言，發現其視中國為一個

具備多元文明性質的國家，並賦與西藏地方主體性的地位。這是受到基於西方脈

絡而又歷經國家轉型經驗的影響，使得澳洲文獻所流露出來的特殊之處。研究者

深入西藏地區，從中發現對西藏情勢演變的探討並不能單純以國家─地方的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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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而當還須從各種細部因素考量。可以說，澳洲的研究者乃是企圖透過解構

中國的方式，而達到掌握與了解中國是什麼的目的。這樣的研究視野帶給認識中

國的啟示是，透過澳洲的西藏問題研究，澳洲乃在西藏當中發現中國（See China 

in Tibet）。對澳洲的研究者而言，實際的狀況是，西藏確已經構成了當代中國國

家內部的一部分，並且是意欲了解這樣一個多元複雜國家政經情勢與內部文明組

成的重要途徑。刻意忽略掉西藏的存在，中國將不再會是「真正的」中國，也因

而不可能聲稱能掌握中國的內涵。 

而除了從知識的角度上澳洲透過對西藏的研究得以了解中國是什麼，另一方

面，澳洲學界的文獻特別留意於西藏地區人權發展狀況，則更是顯現出對於普世

人權與少數群體權利的積極關懷，而蘊含了對人類邁向更美好境地的期許，這反

映了澳洲國家對於尊重多元差異的經驗深入社會人心，影響到研究者看待事物的

價值。 

整體言之，本研究從第二章西藏問題的形成背景開展探討，經從西藏問題本

身進入印度與澳洲兩種不同的學術脈絡，從文獻中分別顯現兩地學術界如何看待

西藏問題，以及所透露出來的中國觀。並在第五章進行宏觀與微觀層次的比較。

歷經這樣的過程，更從「比較」的過程當中獲得印、澳兩種認識中國的啟示。儘

管印度與澳洲兩者過去俱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如今學術社群也都仍以英語作為

主要寫作語言，也都有接納流亡藏人定居本國，然而兩國卻在歷史的過程中各自

發展出截然不同的局面，並開創出各自不同於母國的能動性。伴隨著國際大環境

的變遷，從後冷戰世界乃至於到後美國世界的局面，而中國正被視為將在未來在

國際上擔任更重要的角色，印度與澳洲兩者也俱在國際能見度上提升了各自的地

位，這些一波波不斷新出現的要素也在不同程度上影響印度與澳洲各自和中國的

關係，以及它們在西藏問題上的立場與態度。 

面對內涵如此複雜，跨越國際性，又實質上悠關數百萬人命運的西藏問題，

不同的研究者對其各有看法，本研究至此已從學術的角度盡一份努力。未來，立

基於現有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再從印度，或是從澳洲，甚至是其他國家文獻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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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從地緣政治學、文明政治學，以及區域研究等多種層面，透過西藏對於何謂

中國作出更深廣面向的探討，則是值得研究者爾後努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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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西藏流亡政府宣傳部長杜敦桑培（Thubten Samphel）訪談稿 

 

時間：2010/04/29  10:30-11:10 

地點：宣傳部長杜敦桑培（Thubten Samphel）辦公室 

受訪者：西藏流亡政府宣傳部長杜敦桑培（Thubten Samphel） 

訪問人：吳宗翰 

翻譯：原文為英文，吳宗翰（以下簡稱吳）翻譯，以下以「杜敦」表示宣傳部長   

的回答 

 

吳：能否簡單介紹印度政府與西藏流亡政府之間的關係？ 

杜敦：印度政府至今並沒有承認西藏流亡政府，這是一個承襲自英印政府時期的

政策。即使如此，在人道的理由（humanity ground）之上，印度政府與西藏政府

之間的關係非常的好。自五十多年前我們流亡到印度至今，如果不是在印度的援

助之下，我們早已在西藏被毀滅的同時也消失了。現在我們得以重新運作政府、

組織社群、教育孩子關於西藏的一切，這個很重要，也得以保存我們的文化，並

進一步向西方弘揚佛法。有了這樣的環境，我們可以向我們的下一代持續不斷的

教授西藏佛教與西藏的哲學，使西藏難民得以在流亡印度時仍能在有自己文化的

環境下成長。另一方面，那些雖然不是藏人，但是也深受西藏佛教與文化影響的

人，也因此得以有一個可以前往學習的地方，他們可以來這裡學習西藏宗教、西

藏哲學、西藏的語言等等。像是蒙古或是布列亞人，他們就會來這裡學習西藏佛

教，因為達賴喇嘛也是他們宗教上的精神領袖，所以他們會來這裡學習西藏語

言，不然，也會來這裡接觸感受西藏佛教。所以，有許多藏人，或是來自蒙古的

人，甚至來自俄羅斯的人，他們都來此地學習那些早已經被中國政府在西藏所摧

毀的，但我們保存下來的西藏佛教與哲學，還有西藏文化，能有這些成果，無論

如何都不能忽略印度政府對我們的支持。並且，也感謝許多其他國家在我們藏人

為難的狀態下對我們提供的幫助。 

 

吳：那麼可否再介紹印度政府的西藏政策？ 

杜敦：印度政府的西藏政策一直都是持續不變的，而且政策源自於英印政府時

期。從那個時候開始英印政府就始終保持著一個模糊的立場，那就是承認中國擁

有西藏的宗主權，但並不擁有主權。因而，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但在許多方

面卻應該有自主性。在 1954 年，中國與印度政府簽訂了一個關於西藏的條約，

那就是《五點和平協議》。在那裡頭，它也延續了英印政府的立場，承認了西藏

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一個自治區，並直到現在。後來，其他國家例如美國、

英國等也都主要在印度公開立場之後採取相同的態度。中國的說法其實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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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說到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西藏是一個獨立的國家，事實上這個狀態與

印度政府採取的政策有關。 

 

吳：我想請教在 1962 年的中印戰爭後，印度政府對於西藏議題有無改變過立場？ 

杜敦：在聯合國中，印度曾經三次表示過意見，一次是 1959 年，一次是 1961

年，一次則是 1965 年。在 1959 年與 1961 年的兩次，印度都沒有承認西藏。但

是在 1965 年的那次，印度改變了並支持西藏。這此結果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印度

與巴基斯坦爆發戰爭，而且中國支持巴基斯坦。所以，印度就在 1965 年支持了

西藏，而中國則支持巴基斯坦。 

 

吳：那麼這與 1962 年的戰爭，印度政府的立場無關？ 

杜敦：你應該分開這兩個部分，從人道上與政治上兩個面向來看。從人道的部分

來看，印度的立場始終都是一致的，他們讓我們生活在印度社會，允許我們政府

的存在，提供我們許多援助，可以這樣說，西藏人在印度除了投票權之外，我們

享受所有跟印度人一樣的權利。但是在政治上，剛剛說的，除了 1965 年那次曾

經支持西藏之外，在其他時候，印度都沒有改變過立場。在 1947 年，國際亞洲

國家會議在印度舉行，當時尼赫魯邀請西藏參加會議，在那個時候，儘管後來遭

到國民黨政府的中國代表抗議，但是西藏仍然是被認為是一個獨立的國家，不然

印度怎麼會邀請它參加會議？在那個時候，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印度非常支持西

藏。在 1959 年，達賴喇嘛與眾多藏人流亡印度後，同年的亞非會議討論了關於

西藏議題的狀況，在當時，從印度的大眾也都表現出明顯的態度，那就是其實非

常支持西藏。 

 

吳：1988 年拉吉夫甘地訪問中國後，印中關係被認為逐漸有所改變。那麼，相

較於之前的 1965 年後到這個訪問的中間，您認為印度政府對西藏的態度有沒有

任何的變化？ 

杜敦：沒有。在政治上，從 1954 年以後，印度政府自從簽了《五點協議》後就

一直沒有改變，印度認為西藏屬於中國的一部分，這是上述我一再提到的部分。

但是，我想要告訴你的是，在人道上印度對我們的援助是不斷而持續的，也因為

如此，今日我們藏人才能夠得以生存在自由的印度社會。 

 

吳：在人道的部分印度政府對藏人的援助我們已經從您的口中得以了解整個過

程。那麼，就政治的部分，想再更細部的請教，從您過去的經驗感受中，印度政

府有無在哪些年間對藏人的立場更為友善，而哪些年間是比較不那麼親密的？例

如，藏人在印度的活動可能在哪些時候更加自由，而在某些時候卻受到限制？ 

杜敦：不不，並沒有，政策一直都是持續的，不論在政治上或是人道的措施上，

政策與態度都一直沒有過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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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那麼想請教，印度政府是否曾以政治性的名義，或是人道性的名義，而訂定

任何相關的法律條文賦與藏人在印度的活動權利，而使得藏人在生活上有所可以

依循的依據？ 

杜敦：不不，沒有。但是我們藏人除了在政治上享有投票權之外，我們擁有其他

跟印度公民幾乎一樣的權利，簡直就像是個一般的印度人一樣。而且，印度政府

雖然不承認西藏流亡政府，並視達賴喇嘛與流亡政府是個別不同的，但是也並不

會去妨害我們政府的運作。他們並沒有區分流亡政府與一般藏人，我們政府在印

度社會持續的運作，而藏人也在印度社會中生活並享有自由正常運作。 

 

吳：那麼，請問印中關係是否有影響到印度的西藏政策？ 

杜敦：我們認為，印中之間的關係應該改善，而且也認為，印中關係的改善是有

助於西藏議題的解決的。因為當關係改善後，中國將可能有更多的自信面對西藏

議題，認為這不再會是一個棘手而複雜的問題。但是這中間還有很多的對話空間。 

 

吳：這意思是，西藏議題其實有在印中關係中是有所作用的嗎？ 

杜敦：不，我是說，我們相信，印中之間的關係雖然時而有所緊張，但是只要雙

方的關係改善了，他們真誠的當好朋友，那麼，這樣的氣氛將有助於西藏議題的

和平解決。因為這種和善的氣氛將會使中國政府更有意願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西藏

議題。這也是我們長期以來不但呼籲雙方應該要和平共處的重要原因。 

 

吳：所以，在印中關係改善的時候，相對的印度的對藏政策會有所變化嗎？ 

杜敦：我想，印度對待西藏流亡政府的立場始終都是持續的。它承認西藏是屬於

中國的一個自治區，但在另一方面，它允許西藏流亡政府的存在，並且使它得以

運作，照顧廣大的藏人，這也是它一直沒有改變的政策。 

 

吳：那麼，政府是否曾經與印度政府合作過哪些活動呢？ 

杜敦：我們與印度政府在很多層面都有合作，像我們能提供圖書給孩子們閱讀的

圖書館，就是我們與印度政府合作的一個例子。像在瓦拉納西，西藏中央高級研

究院這樣的一個重要教育機構也是與印度政府合作的一個例子，很多時候印度政

府也會提供經費給我們，但不是每一個都會有。經由這樣的努力，使得藏人雖然

身處在西藏之外，仍然能夠保存自己的文化。 

 

吳：那麼，印度政府是否曾經試圖藉由提供任何幫助的同時，並要求或是限制流

亡政府的活動？ 

杜敦：不不，就我所知，完全沒有。他們沒有試圖干涉過我們的活動，自從我們

失去家園流亡這裡之後，他們對待我們如同對待本國人民。你知道，印度是一個

民主國家，而不是一個一黨專政的國家，民主體制使得它尊重每一個人過自己覺

得是最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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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可否請您簡單介紹《西藏通訊》（Tibetan Bulletin）？ 

杜敦：《西藏通訊》是一個直屬於流亡政府的專業性雜誌，你可以看得出來它所

設定的讀者其實並不是針對西藏人，因為它使用的語言是英文。該雜誌主要的功

用在於向西方世界介紹西藏議題的發展，闡述發生任何最新關於西藏的一切，並

且，向西方世界的讀者介紹使得他們得以了解西藏文化，以及關於我們的一切，

進而支持西藏。 

 

吳：就我所知，《西藏通訊》創刊於 1963 年，並且，這也是印中發生戰爭後的隔

年。在這樣一個敏感的時機點上雜誌又剛好創刊，就您所知，這純粹是一個時間

點上的巧合，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杜敦：不，我想這件事情與印度政府無關。印度政府允許我們從事任何只要不違

反印度法律的活動，當然包括辦刊物。我並不太清楚為什麼雜誌剛好在 1963 年，

但是，在流亡之後，我們主要的目標就是生存，當逐漸站穩腳跟以後，並且稍稍

有能力之後，我們要告訴世界發生在西藏的一切。你知道，沒有了家園之後，生

存成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辦雜誌）是必要的，只要不違反所處國的法律。 

 

吳：可否請您簡單介紹「感謝您印度！」（Thank you India！）這樣的一個節日，

以及印度政府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杜敦：「感謝您印度！」是我們表達對印度政府以及印度人民的一個節日，流亡

50 多年來，實在是很感謝他們的協助，我們才有今天的局面。印度是一個大國

家，本身有廣大貧窮的人民以及面對眾多的挑戰，但是印度政府仍然慷慨的援助

我們，這真的讓我們非常感謝。今年的「感謝您印度！」已經結束，這幾天我們

將要舉辦「感謝您喜馬偕爾邦」（Thank you Himachal！），表達在這裡流亡 50 年

以及對他們的感謝。 

 

吳：印度政府官員會參加活動嗎？ 

杜敦：不，我認為中央層級的政府官員並不會參加活動。「感謝您印度！」表達

對印度的致意，但是德里中央層級身分的政府官員應該不會參加活動。不過，「感

謝您喜馬偕爾邦」，當地的政府官員，包括行政首長都會參加。 

 

吳：整體而言，我已經很了解您告訴我的一切。但我也很好奇，如果印度是如此

的對西藏友好，那為什麼我們也在印度看到有人抱持著相反的立場？ 

杜敦：印度政府與印度人民對西藏非常的友善，當達賴喇嘛獲得諾貝爾獎的時

候，印度媒體大肆報導，印度大眾也幾乎都是反映熱烈，感到喜悅。不過，事實

上仍然有些人並不支持西藏，我想原因與意識型態有關。印度是一個大國家，內

部也有很多紛歧，有些人認為，印度應該與中國友好，而在西藏議題上的立場應

該要符合中國的期望，所以我想有些人是基於意識形態的關係而反對西藏，但是

整個來說的話，我認為印度政府與大眾是對西藏友好的。（訪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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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西藏流亡政府前安全部長久美倫珠（Jigme Lhundup）仁波切訪談稿 

 

時間：2010/04/29 19:45-20:50 

地點：前安全部長久美倫珠（Jigme Lhundup）仁波切住所 

受訪者：西藏流亡政府前安全部長久美倫珠（Jigme Lhundup） 

訪問人：吳宗翰 

翻譯：原文為藏文，單增葛登仁波切翻譯，以下以「前（單）」表示部長的回答 

 

吳：想請問您，就您的經驗來說，印藏之間的相處與交流是怎麼樣的狀況？ 

前（單）：總的來說，印度對於流亡政府非常的好。譬如說，達賴喇嘛剛到印度

的時候，印度政府就說，我們「承認」流亡，而且你們政府與流亡的人來到這邊，

不論多久我們政府與人民都會歡迎。 

 

吳：那請問所謂的「承認」指的是？根據達賴喇嘛的自傳，尼赫魯當時的說法似

乎是「默許」存在，但您所提到竟是「承認」，是否可以進一步說明？ 

前（單）：承認「流亡」並非是指流亡政府，印度政府並沒有承認流亡政府。但

是第二年我們來到這裡已經建立了流亡政府，還有流亡的根據地，但是印度政府

並沒有反對，而且他們還有幫忙西藏個別的學校啊，假如我們西藏的小孩子要是

送去印度的學校去，那就可能會失去了我們根本民族的風俗習慣、對本族的認

同；還有對那些西藏流亡的人民，也沒有把他們送到都是印度人的地方，這些幫

忙都是為了保存西藏文化而來的。因此，雖然印度政府並沒有承認流亡政府，但

是在各方面他們都提供了許多的幫忙。 

再譬如說，印度對於這些西藏的小朋友在學習方面都有很大的協助，以及在

各根據地方面也有很大的協助。特別是法王到哪裡去，他的安全方面的都是印度

在幫忙保護，而且法王的出訪費用印度也提供了很大的協助。所以，總的看來，

雙方都是非常友好的。 

當法王出訪各國的時候，有時候是為了弘法，講法講經；有的時候是發表一

些有關於政治方面的，但是印度政府從來沒有去限制反對他的言論，這些是完全

沒有的。如果說有限制的話，或說（法王）在這裡（印度）的情況下，應該會有

所限制去哪裡時候盡量不可以談政治啊什麼的，但完全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 

 

吳：那麼在邊界問題上，或是關於麥克馬洪線的議題，就仁波切您的經驗，印度

政府與流亡政府之間如何討論這個問題？ 

前（單）：這個議題，其實印度政府並沒有特別去跟西藏流亡政府談。而流亡政

府這邊也沒有再去特別碰觸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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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那這是因為流亡到這邊之後，又印度提供了如此大量的協助，所以這個議題

在這個情況下就沒有再被討論了？ 

前（單）：這或許你可以將它視為是原因之一。但是，更要體會到，達賴喇嘛法

王並不僅僅是為了印度，他更是為了全世界，為了世界的和平，這類的問題就不

會再被提出討論。 

 

吳：那麼，是否能夠就仁波切您的經驗，與我分享，當中印關係、中美關係等國

際政治關係改變的同時，西藏流亡政府是否也會有所感受到？藏人是否有哪些時

期特別覺得在社會上特別順利，或是哪些時期覺得非常的不順利？ 

前（單）：以前，我們也是非常擔心這個問題，特別是關注中印關係如果變好，

或者是當中美關係有變化的時候，我們總是擔心這會不會對西藏流亡政府或是藏

人有影響，一直都非常擔心與懷疑。然而，到目前為止，尚沒有感覺到有改變過。

一直都是很穩定的發展，沒有改變過。 

而且，其實對印度來說，如果它去仔細的想一想，如果西藏問題能夠好好的

解決的話，對它來說有非常大的幫助。譬如說，印度現在每天花在邊境上的費用

是一個很大的支出，假如西藏問題可以得到妥善解決的話，那對印度來說絕對有

很大的利益與幫助。但是，印度當然也不會因為想到了這一點，就名目上的大力

支持西藏，它還是會比較低調的，因為這個議題還須要很多其他外在的因素來決

定。 

 

吳：所以，您的意思，印度政府在對藏政策上始終是很穩定的路線而沒有改變過？ 

前（單）：是，一直如此。對我們來說，與印度的關係是須要非常重視與關心的，

因為我們藏傳佛教的佛法來自於印度，而且大部分的印度人都非常關心與支持我

們，這就是因為我們繼承了佛法，還有達賴喇嘛不斷的四處弘法。因此，有了這

些關係，我們更是重視與關心與印度的關係。 

 

吳：那麼，在印度國內，譬如說印度共產黨等，是否有主張反對印度的對藏政策

者？而流亡政府與印度政府方面又是因應這樣的聲音？ 

前（單）：就經驗來說，並沒有出現以「組織」或是「團體」來反對印度的這樣

政策者，儘管是有人以文章的方式發表，但那也是屬於少數者，目前來看並沒有

出現公開表示反對的團體或是組織。 

從另一方面來看，達賴喇嘛法王到了這邊，其實對於當地有很大的幫助，對

於經濟發展等有很大的促進。譬如說我是 1965 年到達蘭薩拉這個地方，那時候

只有兩輛公車，除此之外什麼都沒有；但如今除了有出租車，至少也有 600 輛以

上的公車，這些都顯示了當地的進步。達賴喇嘛法王人在這邊，因此有來自各國

的，有西藏的，還有各方的，這些都促進了當地的經濟發展。因此，從各個角度

來看，他們（印度）也是非常歡喜。 

（合十，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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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西藏流亡政府前宣傳部長久欽‧圖登南嘉（Thubten Namgyal）訪談

稿 

 

時間：2010/05/01  17:50-18:55 

地點：前宣傳部長久欽‧圖登南嘉（Thubten Namgyal）住所 

受訪者：西藏流亡政府前宣傳部長久欽‧圖登南嘉（Thubten Namgyal） 

訪問人：吳宗翰 

翻譯：原文為藏文，單增葛登仁波切翻譯，以下以前宣（單）表示前部長的回答 

 

吳：部長您是否能就您的經驗向我們分享印度與西藏之間來往的關係，並不侷限

於印度在政治上聲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甚至在社會的層次上印度是否曾經

對藏政策是否作過調整？ 

前宣（單）：從政治上的角度來看的話，印度已經說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所

以如果從這個角度來看的話，我們西藏政府也是了解印度的這個政策。然而，印

度是一個民主國家，它在另一方面的政策就是：「各有各的自主權」。而它們也對

我們相當信任。當我們流亡到這邊之後，不論我們去抗議中國，或是要爭取獨立，

印度都沒有禁止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權利。當然它如果要限制我們的話其實也

可以，但一直到現在都沒有這麼作。 

 

吳：那麼即使在中印關係，或是國際政治關係上有所變動時，印度政府也依然如

此而沒有暗示或表明希望藏人不要從事這類的活動嗎？ 

前宣（單）：印度政府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控制或是禁止這類的活動。因為印度政

府始終沒有改變過「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的政策，而它在國內也容許這類

活動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如果法王達賴喇嘛說西藏是一個獨立的，或是如何，

那麼，這樣的意見必然成為它（印度）所重視的一件事，而這樣它就可能會有其

他的行動。不過，法王始終是堅持不獨立，他說他要的用中間道路解決中國與西

藏之間的問題，他要用和諧的方式來處理兩國之間的這個議題，因此，當法王作

出這樣的宣示，而民間的藏人不論怎麼去抗議要求獨立等，印度政府也就沒有去

加以禁止了。 

 

吳：照這樣的面向來看，這是否表示印度政府曾經與法王有過討論，對於這個議

題的解決已經有了方向？我的意思是，印度政府是否曾經與法王探討過這個問

題，而使得法王對西藏議題的解決有所改變，還是說印度政府從未影響過法王的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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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宣（單）：並非如此，法王並非是與印度政府談論過才有此決定。早在 1959 年

之前，印度政府就已經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國際環境的變化，中國的

成長等，從各方面條件來看，法王是根據世界的環境來決定的，而不是因為印度

政府與法王討論後決定這個路線的。 

吳：那麼流亡至今，就宣傳部過去的經驗，是否曾經對「邊境議題」、軍事、「麥

克馬洪線」等，與印度政府交換過意見，雙方的交流情形如何，是否可以請部長

分享經驗？ 

前宣（單）：關於「麥克馬洪線」的問題印度與西藏之間曾經討論過好幾次。因

為，有時候當印度很強烈的去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時，「麥克馬洪線」卻

又不是中印之間簽定的，而是印藏之間簽署的，所以，從這個面向來看，當印度

政府有時候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時候，法王就會出面去說明麥克馬洪線的狀

況。 

當年麥克馬洪線簽定的時候，是西藏與印度之間妥協而簽定的。後來印度獨

立了成為一個國家之後，另一方面中共的勢力也成長到逼近西藏地區，我們其實

可以說後來其實是印度與中國兩方面都侵佔了西藏，共同地把西藏給滅掉了。因

此，現在你問到了這個問題，很清楚的，印度如果沒有先解決麥克馬洪線的問題，

那它也立刻陷入了一個困境，譬如說中共可能聲稱那裡是中國的領土等。所以印

度在這個問題上始終保持一個謹慎的態度。 

 

吳：那關於這個部分是否可以請部長再更詳細的說明？譬如說您提到法王曾經出

面，那麼究竟是哪幾個時間點時法王曾經出面？為什麼是那個時間點呢？ 

前宣（單）：我不記得是哪一年，但記得好幾次不僅僅是法王曾經提過，好幾次

就是我本人親自與印度政府談的，那時候的總統是「」(1700)，還有拉吉夫‧甘

地的時候也曾經幾次提到過這個問題。剛剛也說到，這個議題是一個相當關鍵的

問題，這也是為何流亡政府可以在印度的一個原因。而我剛剛說到的那位「」他

本來是印度的外交部長，後來當上了總統。 

 

吳：那麼可否再請教部長，您剛剛的意思是由於麥克馬洪線的問題沒有得到解

決，所以流亡政府可以在印度？還是說印度政府是由於出於「補償」的態度，（因

為侵佔了土地），所以流亡政府才可以在這邊？能否請您再就這一點闡明？ 

前宣（單）：流亡政府能夠在印度，並不是你所提到的這兩個原因。麥克馬洪線

是由印度以及西藏兩個國家經過談判確定而簽定的，是具有法律效力的，而且，

達賴喇嘛是西藏的主人，（身為條約簽定的另一方），所以達賴喇嘛，或是西藏，

能夠在這裡也有這個原因。 

 

吳：那麼，部長您是否可以再為我解答，由於您剛剛的說法似乎產生了兩個可能：

一個是由於有邊界爭議，所以西藏流亡政府可以在這邊；還是說西藏流亡政府存

在於印度與有邊界爭議這是兩回事。對於這個是否可以再加以為我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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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宣（單）：首先，麥克馬洪線是由十三世達賴喇嘛與印度簽定的，而十四世達

賴喇嘛繼承了十三世的一切，這一點我們先確定。因此，對於麥克馬洪線的問題，

如果今天並不存在著達賴喇嘛的政府，那自然就不會有人提這個問題了。所以，

從這個角度你再去思索，就可以體會為何流亡政府可以存在於印度了。 

吳：那麼，想再請教部長，這個問題後來就逐漸的被邊緣化不再被討論嗎？還是

有其他的發展？ 

前宣（單）：麥克馬洪線的所在地，不論是達賴喇嘛或是印度政府兩者的立場都

是一致的，也就是說那個所在地都是屬於印度的部分。假如達賴喇嘛法王說那個

地方不是印度的話，那麼中國就很有可能會聲稱那是它的了。 

 

吳：部長能否分享過去在任內與印度政府交往的情況？ 

前宣（單）：我擔任了 15 年的部長，在任內我的經驗是隨時都與印度政府保持聯

絡，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印度對我們來說相當的重要。有的時候印度政府官員會

來到此地與我們談論事情，有的時候則是我們會去拜訪印度官員討論事情。剛剛

我們提到，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印度政府承認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這

其實是一個相當錯誤的決策，而印度也知道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因為一個相當

關鍵的問題就在於「麥克馬洪線」。從外部來說，印度政府已經作出了這個宣示，

要改變不易。但從內部來說，西藏與印度可以說兩者是同難同當。 

 

吳：部長您剛剛提到西藏政府與印度政府之間很常會面討論，那請問這個是有常

規化嗎？ 

前宣（單）：並沒有，雙方之間的來往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會面交換意見。大

部分的狀況是針對出現的議題，雙方一再反覆的交流與討論。 

 

吳：那麼當時直接交流的層級是最高到部長嗎？還是有更高的層級？ 

前宣（單）：過去的經驗曾經有印度的外交部長曾經來過。其他的部分大部分由

於我們有駐印度的代表處，事情幾乎由那個地方處理。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知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印度與西藏雙方間有共同的利益存

在，不然的話，我們流亡政府如何可能可以在這個地方？簡單地說，我們有真正

的共同的利益。 

 

吳：那麼部長能否再向您請教，在您的任內，西藏與澳大利亞雙方來往的關係與

發展為何？ 

前宣（單）：就我的經驗，我對澳大利亞與我們的來往幾乎沒有任何概念。我印

象所及，最早我們有七位青年人在這裡訓練，而後有兩位派到澳大利亞去，除此

之外我並沒有任何的印象了。而我們與澳大利亞較有實質的關係大概是從 2000

年之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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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恩恩那我了解了。最後，我想再提一個問題，部長能否就您的經驗，宣傳部

在過去致力於讓更多人關注「西藏問題」的同時，是否曾經受到印度政府任何的

暗示或是明示對於這個議題的宣傳與發展？ 

前宣（單）：一個都沒有，印度絕對不會作這個事情。而且就算是達賴喇嘛想要

出訪，印度也從來沒有阻礙他的行程。其實，法王可以說與印度兩者是同難同當，

心意相通，因此，印度政府從來也不會去妨礙法王的活動，也不曾懷疑法王的活

動是否可能傷害印度。 

吳：真的非常感謝部長您的分享，我收穫良多，謝謝您！ 

（合十，訪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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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澳大利亞政府在西藏問題上的位置以及澳大利亞與中國的關係 

 

 

 

資料來源：西藏流亡政府駐澳洲坎培拉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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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澳大利亞藏人社群的發展 

 資料來源：西藏流亡政府駐澳洲坎培拉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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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澳大利亞國會中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案 

 

 

 

 

 

資料來源：西藏流亡政府駐澳洲坎培拉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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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1 

對西藏的全政黨議會團體（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for 

Tibet）介紹 

 

資料來源：西藏流亡政府駐澳洲坎培拉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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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2 

西藏友好團體（Tibet Friendship Group）介紹 

 

 

 

資料來源：西藏流亡政府駐澳洲坎培拉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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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七-3 

澳洲西藏會議（Australia Tibet Council）介紹 

資料來源：西藏流亡政府駐澳洲坎培拉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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